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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献给以色列成千上万的发明家和创业公司的创始人，他们每天用智慧和汗水铸造着“以色列谷”的模式，并吸引着全世界的投资者。

——顾克文和丹尼尔·罗雅区

2013年于特拉维夫


顾克文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父母、嘉利雅、丹尼尔、迈克尔和阿瑞尔。


丹尼尔
 ：谨以此书献给我全部的家人，尤其是Elisheva、我的父亲、我的兄弟们、乔纳森、Yael和Youval。

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到默示，有关犹大和耶路撒冷……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

——《以赛亚书》第2章1~4节，公元前8世纪

只有开发年轻人的智力资源和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以色列才能在为了生存的艰苦奋斗中取得胜利。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上一代对土地的尊重多于对科学的尊重。然而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凌驾于土地之上的时代，并且科技已经成为增长和财富的载体。在全球化的世界里，仅仅寄希望于土地只会让自己孤立。

——西蒙·佩雷斯


推荐序一

应本书作者顾克文先生和王辉耀博士的邀请作此推荐序。我们是好朋友，2013年我和辉耀一起到以色列实地考察，受到顾克文先生的热情接待。为什么我们要关注这个远在地中海区域，周边危机四伏的以色列？从几个数字可以看出其中的理由：

人口仅有全球总人口的0.2%，却出了16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占诺贝尔奖总数的20%；科技对GDP的贡献率高达90%以上；每1万名雇员中有140位科技人员或工程师；平均每1844个以色列人中就有一个人是创业者；以色列企业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数目，超过欧洲所有公司的总和。以色列吸引了约20亿美元的风险基金，人均风险投资额是美国的2.5倍、欧洲的30倍、中国的80倍、印度的350倍，居全球第一。

一个弹丸之地，何以在建国之后的66年里创造出如此多的奇迹？在全球一体化发展的今天，足以值得中国深刻地研究与借鉴。此书就像是“及时雨”，恰逢这个合适的时机，在王辉耀博士的介绍下被翻译成中文，与中国的广大读者见面，为我们解读了以色列创新创业的秘诀。

我们从中学习的不仅仅是以色列成功的方法论，更是以色列的创新创业精神和哲学，我想有三个方面：

第一，理性思维。以色列为什么这么强，以色列强大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并重，而且平衡。全球的犹太人只有1200多万，但是占诺贝尔奖物理学奖的27%、医学奖的31%，和以色列人口的比例相比绝对是不对称的。所以说，他们的理性非常了不起。而另一方面，当今世界上最有名的古典音乐家相当部分是犹太人。1948年以色列复国，1967年收复耶路撒冷，当天晚上在耶路撒冷城东的小山演奏了一首协奏曲，作曲的就是犹太人，表演的也是犹太人，都是世界一流的艺术家。犹太人感性和理性并重，并且两者相得益彰，取得了基本上该有的碰撞，这是以色列人强大基本的原因之一。

与之相比，我们中国人是比较感性的民族，我们的语言和艺术都是比较感性的，这一点是值得我们保留和引以为荣的。然而我们的文化传统比较忽视理性思维方面的训练，是我们要向以色列学习的地方。

第二，打破常识。在创新的发展过程中，打破约定俗成的框架是迈向创新的第一步。以色列民族在此方面非常擅长。以色列人充满着对科技创新的渴望，同时他们对创新创业的失败又有着高度的宽容。这与他们的文化、宗教背景有很大的关系。不读《圣经》不能究其缘由，以色列的文化中充满了自信、勇敢、不断挑战的精神元素，没有“不可能”的默认与宿命说。以色列人善于“不拘一格”打破各个领域的常识，并将其融合创造出新型的科技。

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却是罕见的。我们的科学之间往往彼此孤立，各自为营，制约了自身的发展。古往今来，传统的思想中“面子”让我们对失败有一种恐惧，间接地形成了创业者商业开拓的绊脚石，风险投资者也会因此踌躇不定。因此唤起中国企业家创新创业的热情是我们的又一课题。

第三，预估将来。人类基本上没有太多遇见未来的能力，但是本书在总结以色列的成功要素时体现了这种能力。我们怎样才可以比较正确地预估将来？我想最重要的是世界观。一个人的世界观包括古、包括今。世界观由四件事组成：一是要读历史，历史不仅是事实而已，重要的是如何认识、如何解读；二是掌握现状，不清楚现状无法预估未来；三是不能有意识形态上的枷锁，有意识形态的枷锁就很容易犯错；四是对人性的解读，人性并非全理性，也有非理性的一部分。

以色列的世界观从根本上可以概括为从无到有、从有到新、居安思危、化危机为机遇的观念，他们不受意识形态的枷锁限制。现在，以色列成为了世界上的第二个硅谷，很多高新能源科技、农业科技、水科学、生命科学等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中国在此方面还需要不断的学习与历练。

最后，我想说以色列的企业家精神不仅仅是我所提及的以上三点。衷心感谢此书为我们诠释与解读以色列成功的秘诀，成为我们在创新创业方面的帮助与参考。

陈启宗

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

亚洲协会联席主席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席主席

2014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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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它是一个有悠久历史，与三大宗教文明均有着深厚渊源的国家；是一个饱经患难，在中东的政治夹缝中强势求生的国家；是一个因为地缘政治广为人知，却因为其遥远似乎和中国并无多少相干的国家。

然而以色列还有另一个别称：“创业的国度”。因为自然资源的匮乏以及周边国家的敌对态度，以色列选择了一条科技兴国的道路，并在重要的高科技领域（如军用设备、通信和信息系统、生物科技、环境科学等领域）占据了全球领先的市场地位。在以吸引科技企业而著称的纳斯达克交易所中，仅有800万人口的以色列贡献了147家上市公司，仅次于来自美国、加拿大和中国的上市企业数量。正是因为以色列在科技创新和商业转化方面的出众表现，这个国家吸引了来自全球的大量资本投资。

我于2013年3月首次到访以色列，便对其在逆境中成功发展出一个蓬勃繁荣的高科技经济而深感惊讶与敬佩。我们在短短几天时间内参观了20余家创新型企业，并进行了深入的座谈。这些企业中，有的在乳腺癌早期检测设备方面独辟蹊径，其产品有效地提升了现有业界主流检测方式对于特定人群的适用性和准确率；有的通过世界领先的基因分析和干预技术，在精准提高农作物的多样性和对抗不良环境的能力的同时实现了商业的成功；有的将军工领域的导弹追踪和数据分析技术进行了民用化创新，发展出了一流的汽车辅助驾驶系统。而这些仅仅是以色列数以万计科技型企业的一个缩影。虽然这些企业各自立足的领域有所不同，发展的阶段和路径也有诸多差异，但它们普遍展示出对于市场机遇的高度敏感，以及对于技术优越性和商业应用性相结合的强力关注。这些企业的科技主创者和经营管理者对于创业的热忱和坚韧更是极具感染力。

当时，中国政府已经对曾经创造了高速增长但过度依赖劳动力红利的经济模式进行了反思，提出了自身的科技兴国策略，希望通过对经济结构的调整，提升产业的科技水平、企业的生产效率，从而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在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大力发展资源节约型的循环经济，而这正与以色列的优势产业有非常明显的重合度。正因如此，我们除了可以借鉴以色列政府、企业和创业者的成功要素外，更有必要对中以两国之间的投资合作前景进行考察，找寻一种商业上互利可持续的模式，为中国的中长期产业结构转型注入高科技的动力。

我与以色列国家经济委员会负责人、内塔尼亚胡总理的首席经济顾问Eugene Kandel教授进行了会谈，我发现关于如何促进中以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推动两国企业间的合作也正是他非常关心的问题。我们共同认识到，中国和以色列两国间的市场具备惊人的互补性：中国地域广袤、资源多样、人口众多、市场巨大；以色列则专注科技、人才富集，有着极为开放和宽松的投资环境，企业擅长国际化的经营与合作。在过去的几年间，中国已经成为以色列重要的贸易对象和战略性投资市场；而中国的企业也从之前与以色列企业之间的技术合作转而积极地寻求股权合作，中农化对MakhteshimAgan的收购便是典型一例。由此看来，中国和以色列之间不仅并非毫无干系，恰恰相反，我们有理由相信两国间的交流和合作将会日趋密切。

后续的发展正印证了我们的这个判断。我离开以色列之后，阿里巴巴、光明集团等知名中国企业集团相继在以色列完成了重大的收购；清华大学和特拉维夫大学联合在以色列设立了名为“新”的科技转化中心；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光大控股”）也在国企投资机构中率先成立了专门面向以色列科技领域的私募股权基金，以实际投资行动来展现我们的信念。

本书的作者顾克文先生是以色列资深的私募投资家，也是光大控股在以色列的亲密投资合作伙伴。虽然本书的着眼点是对以色列科技创新与繁荣发展的人才及社会因素作出剖析，但顾克文先生在投资界的丰富实践使得这本书兼具严谨的数据和翔实的案例。我们关注“以色列谷”在经济领域和科技领域的突出成就，更关心以色列谷繁荣的原因，因为这其中的经验无疑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颇具启示，值得每一位相关人士细细思索。我谨此将顾克文先生的这本著作推荐给各位，相信中国的读者能从中受益。

陈爽

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香港）董事兼副总经理

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


前言

以色列谷的基因与创新模式

以色列是一个独特的国家。时势塑造了以色列人，他们身上保留了一股开拓精神以及不懈奋斗、抵御风暴的能力。以色列建国和腾飞的特殊背景决定了国家在经济中扮演的关键角色，而最为重要的一点，恐怕是在邻国的敌对下，国家恒久动乱的状态。为此，以色列成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并逐渐发展出一个军事工业，尤其凭借它在民用领域发挥的影响，以色列成为尖端技术行业的世界强国。

与建国伊始相比，以色列已实现了改头换面，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方向已得到肯定：智力正是以色列最坚实的资本。以色列自1948年建国以来，为智力的存续所做出的奋斗造就了该国的经济与企业，也成就了其经济龙头行业的特质。地区环境依然迫使以色列每年都要从国家财富中拿出一大笔资金来拨予国防行业。

以色列人懂得如何适应这些特殊的客观条件和现实中的困境。他们将所有敌对的元素化为自身所用。他们开垦沙漠、创新、出口、鼓励多元文化。以色列因此成为中东地区的技术实验室。

若不是这些重大挑战在前，以色列恐怕不会跻身全球信息技术的领先行列，也不会成为无人机、医学影像和滴灌行业的先驱之一，更不会拥有蓬勃发展的研发活动。渐渐地，一些世界顶级公司如康维斯（Comverse）、Check Point和耐特菲姆（Netafim）在以色列生根、发芽、结果。借着这股大力支持创新的春风，跨国公司——从IBM到英特尔，以及微软、思科、谷歌、强生等行业巨头也在以色列成立了研发中心。

这一切恐怕要归结为以色列的国土上拥有“研发的四大神奇元素”：

（1）高度倚重科学的卓越大学（半数以色列学生选择修读理工科）。

（2）在经验、能力和文化多元方面独一无二的人力资源。

（3）学术界与工业界十分紧密的联系（每所大学都拥有一个对口的技术转移单位）。

（4）以色列国防军是研发的催化剂。

这四大要素对以色列在研发方面取得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这是一个孕育了未来技术的国家所具备的四大合力，因此也是许多欲在行业内位于研究前沿的技术性企业的“必备法宝”。

“高科技园区”深入游览

“小的就是美的。”恩斯特·弗里德里希·舒马赫在1976年这样写道。以色列地处中东这一哺育人类文明的摇篮，在这片区区22000平方公里（约为布列塔尼省大小）、人口780万的土地上，以色列成立了若干个技术创新园区，这些“群落”（推动贸易和促进增长的技术中心）是以色列经济与发展的马达。这些群落脱胎于美国西岸的发展模式，但依然具备典型的以色列特色，它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模板，并可以在某些方面实现复制。不过在展开对它们的描述之前，让我们首先踏上园区探寻之旅。

从特拉维夫向北行驶几公里前往海尔兹利亚的沿海公路上草木丛生，地中海有节奏地拍打出浪花。地中海朝向的这块盆地自古以来就承载了财富与交流，大海向懂得聆听的人们诉说着这个有着60年历史的小国最初的模样。人们也会毫不惊奇地发现，这里的木桶上印刻着犹太复国之父西奥多·赫茨尔的肖像。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相仿，20世纪80年代以色列设立的第一个技术园区近似一座工业花园，布满了门牌与海报，以标注在园区内安置的企业名称与地址。

人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繁忙运作的中心，平均年龄在20~30岁的男男女女在一起工作，他们互相认识，交流频繁。中心拥有多个小型碰头点，公园高度现代化，餐厅新颖潮流，这个汇集了律师事务所和“风险投资家”的中央地带让我们仿佛置身未来。在海尔兹利亚的技术园区，大型跨国企业和新兴公司融会在一起，诠释了美国教授迈克尔·波特描绘的“集群效应”：众多小型新兴企业像葡萄种子般堆集在一个大型跨国集团周围。

沿着道路一侧前行，继续向北方挺进，在海法附近，有一座截然不同的高科技园区：Matam。这里建造了一栋壮观的大楼，用以容纳如英特尔一样的大型公司，并接收海法市著名的以色列理工学院（相当于以色列的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前来实习、读博、开展研究工作和工程师项目。在园区内部，高科技、风险投资与年轻的创业者这三个世界之间形成了一条紧密的纽带。

第三座园区——魏茨曼研究所，位于特拉维夫20公里以南的雷霍沃特。魏茨曼研究所曾于2011年被《科学家》杂志评为世界十大最适宜工作的研究中心之一，它拥有临近“生科谷”的战略位置并与其保持着不断的交流。研究所的学术活动经常与新兴企业的发展兼容并存，一条无形的纽带将工业家、教授和研究所的学者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然而，尽管研究了这些客观因素，以色列的成功和独特的魔力对于所有人来说仍然是一个难解之谜。许多学者和记者不遗余力，都试图破解这个弹丸之国的创造力和活力之谜。

因而，贯穿全书，我们致力于回答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以色列是为何创立、如何创立的，且在敌对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如何保持了技术的先进性（创新与研发网络、国家政策、教育、对“青年创业企业”的支持）？

·“哪些以色列文化中的固有元素孕育了如此繁荣且具有竞争力的高科技型经济（移民政策和企业中的人力资本管理、以色列的“大无畏”精神：拼搏与勇气的结合）？

·“军事与高科技行业对于以色列的存活和发展有何影响（鼓励军用技术向民用的转移，以色列情报基地的8200部队）？

·“其他国家和企业能从以色列的经验中汲取何种有用信息（打通大学和工业之间的壁垒，鼓励支持青年才俊、孵化器）？

我们同样试图总结出能阐述以色列高科技成功原因的模式：六芒星之盾，放眼世界的震荡中心。

以色列自建国以来，甚至从犹太复国先驱们的现代观念形成开始，他们已经懂得，国家的存活倚重于一条关键原则：科技之盾的存在与发展，这个盾牌在外界进攻时能保护和巩固国家安全。

教育、研究、创新、技术转移、军队、智力、网络和企业文化则是这其中的关键。在以色列谷的核心价值观中随处可见它们的印记：人力之盾、信息之盾、创业之盾、新型企业孵化之盾、对未来的预判之盾和以色列国防军的科技之盾。这些元素综合在一起，使得以色列形成并强化了一个盾牌，保护着国家的独立和高技术性，即科技之盾。

盾牌的形象在以色列社会的集体潜意识中无处不在，它涉及犹太民族的一些历史性时刻：烙刻在被流放和被虐待的人身上、犹太人大屠杀的事件里和那些充斥着种族歧视的历史中。盾牌是以色列国家的几大重要象征之一：它化身为大卫之星被印在以色列的国旗上；在以色列国防军（Tsva Haganah LeIsrael）的名称中，也通过盾牌明确表达出了保护的概念。这种哲学代表了以色列社会的行为特征。

一个盾牌具有防卫价值，可以防止侵犯，但也同样具有可以使人有条不紊、自我发展并毫无畏惧地向外界敞开的积极价值，同样，从心理学上来说，人类只有在位于中心、自我完善以及根基稳固的时候才能完成其社会属性。

科技之盾构成了军事和民用之间的震荡过渡地带：以色列的政治和军事领袖们纷纷投入大量精力，使得在军事领域获得的技术知识系统性地被转移运用到了民事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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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以色列谷：背景与特征

以色列经济：重大事件与关键数据

在国家创立之初，以色列的经济状况苍白无力，举步维艰，主要原因是战争带来的成本和对新移民的必要安置。最初的十余年间，30亿德国马克被注入以色列经济。另外，以色列政府还获得每年高达1亿美元的私人捐赠，这些捐赠大部分来自北美。

投资者转向了农业和制造业。出于对地区经济均衡发展的考虑，对港口和国家基础设施的发展投资尤为显著。从人口居住来看，一些地区得到了政策倾斜，比如加利利或者内盖夫地区。20世纪60年代最重要的行业是纺织业和食品工业，在之后的20多年里，以色列经济经历了两位数的增长。然而自1973年，伴随着第四次中东战争，增长趋势发生逆转，此次冲突着实使得以色列的经济倒退了十年。

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形势十分糟糕：450%的通货膨胀率。最令人心惊胆战的通货膨胀率预测达到了1000%。尽管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运动使得以色列陷入了财政深渊，但大量来自苏联的移民以及和平进程的开始还是推动了以色列的经济发展。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以色列经济表现出了惊人的韧性。的确，近5年来国家GDP以4%的平均速度增长。相比之下，OCED成员国的增长速度仅为0.7%。2014年，国家的失业率终于达到了30年来最低的5%。

经济

自建国以来，以色列形成了以高度发达的高科技与服务行业著称的市场经济。在全球人类发展指数的榜单上，以色列排名第16位，被看作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

农业占据了GDP的2.8%，因而仍然在经济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以色列能满足95%的食品需求，在OCDE的食品进口国中排名中下。历史上，在高科技到来之前，柑橘类食品，譬如雅法的标志性橙子，是以色列出口最多的产品。

以色列主要工业行业是电子和生物医学设备、食品、通信和信息系统、化工产品以及军用设备，也是世界重要的钻石切割中心之一。

农业创造了2.8%的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在经济活动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以色列的确进口大量粮食，但是同时也生产加工大量的其他农产品。例如，以色列生产者们种植种类繁多的柑橘类水果（如橙子、柚子、柠檬等）。

在最近发现离岸天然气以前，以色列的自然资源一直很匮乏。因此，以色列大部分的能源（例如，100%的石油消耗）消耗都需进口。2013年第一季度，以色列启动了离岸天然气的开采。据OCED，随之而来的是国家GDP的显著增长（2013年1%，几年后预计达到2%）。

跟其他发达国家一样，以色列的第三产业在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在以色列市场上，繁荣发展的3500家新兴公司将以色列的创业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数据表明，以色列的新兴创业公司在全国企业总资产中所占的比例为全球第一。

最后，以色列的旅游业也是其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在2011年迎接了超过350万名旅游观光者。

出口

以色列自1948年建国以来至2012年，出口总量从600万美元增至400亿美元，足足增长了70倍。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出口主要由柑橘类及其他新鲜农产品构成，随后得益于前所未有的研发政策支持，出口重心转向创新产业。现如今农业仅占出口的不到2%。同时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工业出口中高科技的重要性呈上升之势：2013年47%的出口工业制造品来自高科技行业（见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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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以色列1990~2013年的出口

资料来源：The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Israel.

信息和通信技术的确占据了出口总量的30%。

以色列国内生产总值的40%来自出口。现今，以色列不仅是军用产品出口的领军者，拥有10%的全球市场份额，而且在农业和卫生技术行业的出口方面也是佼佼者。例如，药品占据以色列出口美国总量的30%。

时至今日，以色列最重要的出口已不再是钻石或者水果，而是企业输出。2006年7月末，正值黎巴嫩真主党火箭袭击海法之际，惠普斥资45亿美元将以色列软件测试巨头Mercury公司从股市上买下。2012年，网络设备及软件领域的国际巨头以5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以色列公司NDS。这些交易是以色列历史上高科技领域最终要的交易之一。

2013年，谷歌以9.66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创业公司WAZE，2008年由三位以色列人创立：Uri Levine，Ehud Shabtai和Amir Shinar。WAZE是首款能实时更新交通信息的手机GPS导航软件。

此处仅仅列举了以色列高科技产业里不计其数的外国投资中的几个重要例证。

2012年以色列的进口和出口情况，如图1-2所示。

亿万富翁巴菲特曾以50亿美元购买了以色列伊斯卡（Iscar）
[1]

 公司，此交易是他在除美国之外的地区进行的数额最大的投资。巴菲特曾说过：“若来中东寻找石油，请别在以色列停留。但若是来寻找头脑、能量和正直，以色列是你唯一的落脚处。”

企业文化与研发

政府、投资者和风险资本家为新兴企业创立和发展提供配套的资金支持，这些资金流与科技创新相结合，巩固了以色列尖端技术产业的发展，并使之前景非常光明。

按绝对价值来算，以色列在风险投资过程中的种子阶段（投入公司的第一笔资金）和初创阶段（种子阶段之后的融资阶段，此时公司已能获得销售收入或已有成型的最终产品）的投资总量相当于整个欧洲风险投资总量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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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2012年以色列的主要商业合作伙伴（单位：10亿美元）

资料来源：The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Israel.

因此，以色列这片热土也成为新近的技术产业集群之一，正如当年的硅谷一样，迈克尔·波特
[2]

 如是说。所有的元素都在这里聚集，尤其是诸如迪拜的一些城市大费周折想要形成的“社会凝聚力”。

以色列的诸多研发中心也享誉全球，许多现今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技术突破都源自于此，例如，迅驰和双核处理器、网上交易安全系统、U盘、樱桃番茄等。

2011年，以色列的研发开销高达GDP的4.25%（同年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是2.33%），是世界上研发费用占GDP比重最大的国家（见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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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2012年国内研发花费占GDP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OCDE.

然而，以色列普通民用研发
[3]

 的费用绝大部分来自企业，2011年约占总开支的81%，自主独立管理的大学约占12%，政府仅占1%，且自2003年以来便呈下降趋势。信息和通信技术占据了企业研发费用的84%，包括软件和硬件。以色列前七所大学的研究总预算为3.31亿欧元，20%的预算用于竞争研究。以色列如今更在世界人均注册专利数量方面位居全球第四位。

以色列就业人口中拥有高等教育学位的达到45%（法国的此比重略低于25%）。平均每1万名公司职员中就有140名工程师和科学家（美国为85名，日本为65名且24%的就业人口拥有大学文凭），如图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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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2012年以色列每1万名公司员工中的工程师数量

资料来源：The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Israel.



2010年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份报道将这一现象的原因归为以下两点：大量学生选择理工科和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移民（数百万计的苏联大量移民中，绝大部分都拥有学位）。

经济韧性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以色列经济表现出傲人的坚挺之态，例如，2009年当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GDP下降了3.5%时，以色列的GDP虽速度缓慢，却仍呈增长之势，然而以色列却几乎没有任何自然资源的优势可言。

对此我们可归因于以下两点：一方面国家借出多于借入，另一方面以色列政府，例如以色列央行，通常会制定相对保守的宏观经济政策。2004年以色列国债高达GDP的104.5%，而现今已大幅下降。2004年以后，以色列国债便已下降至GDP的78%，接近于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平均水平。

2010~2011年，以色列国债增长率约为4.8%，位于欧洲和亚洲的增长率之间，因为以色列也的确是两个大洲的十字路口（见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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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2006~2013年以色列与发达国家的GDP增长率

资料来源：OCDE.

如今，以色列成为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之一已不是一个偶然，因为它的经济增长率已是组织内很高的国家之一，因为它的失业率自建国以来已是历史最低点，因为它成功抵御度过了全球金融危机。技术上的突飞猛进已将以色列的企业武装得极具竞争力。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出具的一份关于竞争力的报告——《世界竞争力年度报告》（WCY）中，关于以色列的数据便足以说明问题（见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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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2011年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世界竞争力年度报告》

这股创新的力量究竟源自哪些因素便是我们这次研究的主要目标，但在这里需要注意，一个以色列创新系统的基本特征对于国家出台在私营产业中注重研究和创新的政策起到了十分重要且持续的作用：政府已明白科研力量在国家经济成功中的重要性。


[1]
 伊斯卡为世界最大的金属切削刀具生产厂家之一。—译者注


[2]
 迈克尔·波特，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商业管理界公认的“竞争战略之父”。—译者注


[3]
 相对于军用研发。—译者注


矛盾的成功：风险之下的想象力

以色列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如何将不利条件转化为有利元素。

以色列这个国家一直处于非常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自1948年建国以来，尤其是1956年苏伊士危机期间，法国与以色列的关系非常密切：法国一度是以色列的主要军火供应商，以色列空军的装备基本完全由法国提供。1967年的六日战争导致了法国对以色列的强制禁运。以色列从此无法从达索飞机公司购买在多场战斗中都发挥了主要作用的幻影战斗机。以色列当局于是决定开始着手开发一款国产战斗机：先有Nesher轰炸机，后有Kfir，均受到法国幻影战斗机的启发。

这次禁运成为了以色列创业精神的真正催化剂，正是从这次禁运开始，以色列的军事工业真正腾飞了。这是个足以说明以色列人如何能够将先天劣势转化为王牌的具体例子，这种能力也是以色列经济模式中反复出现的一种特征。

正如劳伦·达索（Laurent Dassault）在参观伊斯卡公司的过程中，Lehavim公司的创始人史蒂夫·维特海默（Stef Wertheimer）略带讽刺地说：“应该放一个戴高乐的雕像在我们园区的门口。多亏了禁运，我才得以创建Lehavim公司来制造发动机，因而伊斯卡和泰芬（Tefen）园区也是多亏法国才间接得以发展。”

同理，不是因为政治状况，而是由于其地理位置，以色列需要为自己配备一套特殊的国防系统。确实，在卡萨姆（Quassam）和格雷德（Grad）火箭的持续威胁下，在来自加沙地区迫击炮的不断轰炸中，外加来自真主党的喀秋莎火箭和来自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流星（Shahab）弹道导弹，以色列设计出了史上最先进的反导弹系统之一。以色列的“铁穹”反火箭弹系统凭借雷达引导的小型导弹拦截短程火箭炮和迫击炮。同时，Hetz反导弹之盾（以“箭”式反导系统著称）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启动的项目成果，现今已进入第三发展阶段，这一防卫系统环绕以色列边境，能拦截大于250千米射程弹道火箭，充当着盾牌角色，保卫着以色列人民（见图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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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Hetz反导弹之盾

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IAI）欧洲区前总裁和以色列奖的获得者David Harari，曾参与无人驾驶机的研发，他说：“第四次中东战争来临了。不出几天，以色列的轰炸机就被‘萨姆’——2和‘萨姆’——3防空导弹击落，成为这场战争的重大灾难性事件。这对于以色列来说是个巨大的冲击，对以色列空军来说是一场海啸。自此开始，研发一种飞行摄像机的想法开始逐步萌发，这种摄像机能够飞越潜在危险区并通知飞行员。无人驾驶机便是在这种不断地发问、逻辑推理和与操作人员的对话中最终成型的。”

以色列军队创立了一些精英部队来开发内部使用的技术工具。以军通过1994年创建的内部学校——电脑职业学院，每年培养约300名专家。

近几十年来，从军用到民用领域的技术转移一直在不断进行着。然而以色列却并没有满足于回收利用军用技术，它还在其他领域拥有众多专家，例如生物科技或者可替代能源领域。

美国、德国和英国的投资者很少因为以色列无尽的战争状态而望而却步。相反，他们深刻地懂得，这一情形会鼓励人们勇于冒险：在遇到问题时，包括在经济领域，以色列人习惯寻找那些非传统的、不是约定俗成的答案。

除此之外，在与邻国关系不稳定的大环境下，高科技是否能成为和解的跳板呢？正如在冷战时期压倒一切的现实政治，我们可以使用“现实技术”这个词。技术是一门能使所有人相互理解的通用语言。在以色列，NGT新一代技术孵化器便是最佳例证：它聚集了犹太和阿拉伯的合作伙伴以及众多学者与投资者（见第6章）。

没什么能阻止我们去想象类似的例子会再次发生：所有这些创业公司每一天都会互相交流，可能会形成一种“共同灌溉”。因为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ier Williamson）所说：“我们的最佳拍挡就是我们的竞争者。”

然而以色列研发的技术主要供植根于发达国家的公司使用，在这些国家，以色列公司通过许可证或OEM（原始设备制造
[1]

 ）协约来销售它们的技术，而非直接瞄准最终消费者。在这种经济模式下，借助一个全球规模的公司将技术整合到它的品牌之下，并进行产品分销。因而，在邻国似乎很难销售以色列的技术。的确，要知道这些邻国的人均GDP是以色列的1/10，似乎很难将技术生产和阿拉伯的工业联系在一起。

然而也存在着例外：史蒂夫·维特海默与泰芬在土耳其创立了技术园区，耐特菲姆公司
[2]

 在埃及和印度尼西亚非常活跃，以及IDE技术公司也在近东国家拥有海水淡化方面的业务。

以色列文化和媒体一直很看重科技创新，它被视作必不可少的发动机和国家工业前途的关键。一份宣布应用材料公司被度量衡和设备检测行业的两个以色列公司买下的公报标题为：《美国人成为以色列高科技公司人才库的顾客》，这标志着这以色列科技创新质量被认可。

以色列人的行为特征还表现为愿意与外国工业家达成真正的联盟。这些外国工业家也因此成为与美国领军企业进行“技术对话”的专家，且能够丝毫不为“非我所创”症候群所困扰地去消化任何知识。以色列的工业家和创新者们对于将外国技术整合到他们的产品开发中信心十足，而且经常借助于“逆向工程”（拆卸竞争者的产品以达到理解和改善产品的目的）。

以色列创新哲学的另一方面还在于将技术监督和竞争情报系统用作管理工具。在行业竞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下，为了避免被竞争者超越，以色列人会不断地研究市场参与者的运营战略。技术监督是根本，当局也会毫不疏忽地去搜集各种性质的信息并在最短的时间内促进技术的转化。苹果公司前总裁约翰·斯卡利（John Sculley）说过：“在美国，技术转化耗时高达七年，其中有技术过时的风险。”在以色列，技术转化经常非常迅速：一年甚至几个月足矣。

雅尔·沙米尔（Ya任农业部长，1999~2003年Catalyst私募基金的管理合伙人，2013年起任以色列农业部长，是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和以色列航空（El-Al）前总裁，以及以色列空军前技术长官，在下面的采访中阐明了一切。

雅尔·沙米尔畅谈以色列创新模式

以色列创新模式有哪些特征？在哪些方面对其他国家比较有借鉴意义呢？

我认为首先应该定义以色列是什么。有些人会说以色列是一个创业者的国家。对我来说，我觉得这里是孩子们的天堂。因为孩子们总是在试图知道他们的极限在哪里，他们不断地试探他们的父母、身边的人和老师。在以色列，没有清晰地定义任何极限。孩子们在一个可以充分自由行动和思考，并且没有任何人去烦扰他们的环境中成长进步。竞争意识也是在这个现实中形成的，它会促使同一家庭内的两兄弟相互超越、挑战权威并推动创新。在欧洲或者美国，我们都看不到这种灵活性。在以色列，一个企业的接待员可以忽然拥有更重大的职责。等级关系并不会妨碍人们的积极主动性。所有人都可以提出他们的想法，甚至在这些想法还不成熟的时候。我认为这是以色列模式的重要特征之一，还需注意，在以色列，失败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不可接受的。如果一个创业公司在市场上失败了，它的创建者永远不会受到惩罚或者被负面地看待。以色列人充分地领会了这一点，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会勇于冒险，而且不用担心自己的形象会受到损害。这里没有偏见。我们还可以在军队看到这种弹性关系，士兵可以自由与长官对话，并向长官提出他们关于部队运营的最好办法的建议，军队原本并不是一个灵活的地方。我认为以色列公司极度开明，而且知道如何通过自由的首创精神来为创新增值。在以色列，采纳尊重这种理念的人会被人尊重。

归根结底，以色列人会比其他人更爱求知吗？

我的妻子和我去过很多不同寻常的地方旅行，比如南极洲或者津巴布韦。在那里我们每次都会遇见很多的以色列人，也有法国人、德国人和澳大利亚人。他们也是一些天生非常爱求知的民族，总是在学习那些不同寻常的文化。我常常在鼓励身边的人去对其他领域产生兴趣、去追寻新的学业或者换个工作、换个领域。作为企业管理者，我发现大量以色列员工在几年后都会离开他们的岗位：不是因为被解雇，而是他们心中不断有满满的、新的抱负。在任意一个欧洲国家，这种行为会被称为缺乏职业稳定性，但是在以色列却全然不同。一个新员工会毫不犹豫地去向他的老板提出令他不满意的某些事情。Chutzpah（法语的“胆识”这一词，夹杂着勇气甚至一丝放肆）是以色列文化的显著特征。

结合您的亲身经历，您有发现催生了您所描述的这种以色列创新精神的其他文化因素吗？

在以色列，我们经常听到这种思考：“如果你想把一个工作做好，就要把它交给一个忙碌的人。”为了使一个人发挥他最大的效益，总是需要在他身上施加更大的压力才行。一个员工只有在背水一战的时候才能超越他自己。作为前总经理，我见过大量的例子。压力会带来积极的结果，尤其是当一个企业遇到困难时。在市场生活中，一个以色列人面对的挑战不是保证生存，而是如何显得更有竞争力。

您描述的是一种突击队精神……

在一个以色列企业里，譬如在一个创业公司，你会看到一些前飞行员、长官或者一些精英部队的成员。这些人习惯于承受超强压力，他们的军旅生涯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工作，并不是说他们有一些特殊技能，而是有一种不同的态度。强迫一个员工超越他目前的最佳状态对一个团队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

在以色列公司里难道不会有犹太人大屠杀的负担吗？

以色列是一个奇迹。建国者们深知他们必须超越自己才有继续活下去的希望。我们现在扎根在一片不稳定的土地上，需要为我们的生存和合法地位而不断斗争。这是理解我们文化的一个基点。求生精神埋藏在我们的集体潜意识中，且在我们的言行举止中不断重现，最明显的就是工作领域。以色列人总是处在毫无退路的境况下，我们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躲藏。这种既关系到我们的现在，又关系到未来的担心，它的存在给我们每个人都施加了压力。因而，我们培养出了快速行动、迅速反应和永远不迟疑等待的能力。从这一点来说，我们的环境是独一无二的。

在您所描述的以色列图景中，高科技扮演了什么角色？

高科技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发展的，但是我认为新技术的发明和出口为以色列在世界上赢取了一席之地。我们也因此得以跟许多国家建立了与政治无关的稳固的经济联系。俄罗斯和中国目前就将这一形势看得很清楚。因为高科技强调和突出知识，因此它有助于拉近商业关系，使之变得更人性化。

那么有屡试不爽的秘诀吗？

答案是没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非洲的独立年代），很多以色列人都出征去征服非洲。他们主推出口农业技术，但是这个模式以失败告终。以色列人离开后，非洲国家并没有保存或者重新运用教给他们的东西，比如在一天的前几个钟头耕地和照顾家畜。非洲人没有这么做，曾经的农场也渐渐消失了。偶尔一些社会和文化障碍会跟人们的好意相碰撞。然而我们跟亚洲人甚至跟巴勒斯坦人都没有这种问题。

有没有一个人曾经改变了您的命运？

我跟随着一个难以替代的父亲长大（伊扎克·沙米尔（Yitzhak Shamir），1986~1992年任以色列总理）。他必然督促了我成为现在的自己。他很早就给予了我充分的信任，把我引向正确的方向。在我13岁的时候，他就吩咐我照顾我的母亲和姐姐，他自己经常不在家。我父亲还给了我这种着手去干、不断尝试和永不言弃的力量。15岁的我就已经知道自己的人生抱负是什么了。


[1]
 又称定点生产。—译者注


[2]
 世界节水农业领导者。—译者注


第2章　世界的“集群”模式
[1]



企业集群现象近些年在世界上多个地区开始出现，尤其是在以色列。基本原则在于构建一个优秀的培训中心，一个众多小型公司围绕着一家（或多家）重要公司而转的场所，这家重要公司最好具有创新精神。

某些因素会导致一个区域相比另外一个区域更有利于形成集群，但是其他因素对于集群的形成也很关键：一流的大学，带来国际节奏的跨国公司（例如在格勒诺布尔市的惠普），代表创业公司投资者的风险投资行业，支撑经济全局、支持竞争情报研究和拥有强大关系网络的政府。

以色列集群的特征在于整合了能保证其成功的七大元素。例如，在俄罗斯，我们可以发现有优秀的大学、政府支持、扩张中的技术产业以及重要的国防产业。但是跟俄罗斯不同的是，以色列拥有成功的风险投资业，使之获得了通往国际金融市场的入口，也滋养了创业精神。最后，俄罗斯政府的风格比较隐晦不明，而以色列的公共政治却显现出更多的透明。


[1]
 本章是作者与Benjamin Lehiany（法国综合理工大学管理研究中心）共同撰写。


如何创建“集群”或者“创新谷”

模式并不存在，有的只是不同的做法。我们可以通过聚集成功必不可少的几种元素来创建一个集群。

至少需要一两个领导者，周围有一些小蜜蜂以及15~20家公司，以形成连锁反应。例如，围绕着Sim卡，形成了魏茨曼研究所和一个领导者团队，以及一些小型公司，譬如Athena智能卡公司、Aurora科技公司或者Beepcard。我们发现一个“硅谷”正在自发形成，产生了沃土效应，在这片土地上小公司就如蘑菇般生长，也有可能如蘑菇般消失。这并没有统一的答案。

首要王牌就是要有卓越的大学，以及一些领军企业、大型工业集团在此发展，譬如在格勒诺布尔市的意法半导体公司，它们都有风险投资行业的陪伴支持。这是一个跟企业家精神相联系的主要元素，代表着一个“硅谷”的“软实力”。我们很快认识到敢于冒险的能力和行为方式都是至关重要的。创建一个“集群”也需要政府的积极支持。最后，还需要某种态度、精通竞争情报研究和人际关系，以及能有效通过人际网络接受信息的方式。

在一个集群里，人们齐头并进，他们之间保持着职业、社会和个人的多重关系。参与者之间相互邻近是一个重要因素：它有助于想法和知识的交流，加快了与供应商和客户的接触和对专业信息的接收。尽管有互联网和视频会议带来的便利，虚拟硅谷还是失败了。相反，相邻的位置创造了交流、施肥和授粉的效应，这是硅谷的魔力。我们在网上工作，这是建立在有血有肉的人的基础上。这并不是从花蕊到花蕊传播的花粉粒，而是信息，是未来的创新观念。

需要有一定数量的公司，如果有可能最好是互补性的，且它们足够重要，以便形成规模效应。还要找到正确的地方，那里要有民族、公司和地区的智力资本。如何积累智力资本呢？在何处可以创造这种交流价值，而且将这种交流真正量化？


不同类型的集群

伦敦、都柏林、剑桥、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以色列、台北、班加罗尔、旧金山的硅谷和其他的美国城市构成了主要集群。全世界一共约有700个科技谷，但是形态迥异。

例如，有“婴儿集群”，就像出自摩洛哥国王的意愿、受到领军企业支持的Atlas谷。

在“婴儿集群”中，每个人都在讲自己的语言，就如同法国索菲亚科技园，是一个运营得很好的硅谷，但是在大学和企业之间还是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各种困难。

“岛屿集群”，也就是孤立的硅谷，譬如以色列、新加坡或者中国台湾。

以色列集群的元素，如图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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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以色列集群的元素

旧金山的硅谷是一个“磁铁集群”，吸引着外国投资者们。尽管2000年经历了严重的危机，它还是在一条新的技术弧线上反弹了，而且比以前更具创新能力。

我们还可以发现“关系网集群”，譬如印度的班加罗尔跟旧金山一直有着长久的联系。


集群成功的关键因素

最重要的是需要一位领导者，一个标志性人物，一个“积极的疯子”——政治家、大学学者、创业家，被创造的欲望鼓舞着，拥有具有“传染力”的能量和预见力。史蒂夫·维特海默，以色列创业家和工业家，是以色列最受敬仰的人之一，便是这种人物的生动写照。迄今为止，他创建了四个工业园区，其中就有1982年在以色列北部创立的泰芬园区，每年能产生超过10亿美元的收益。领军企业也同样重要，最好能有创业公司围绕。

在一个集群里，属于同一专业领域的小型公司是良好环境的组成部分。例如，在生物科技行业，梯瓦制药公司专注于非专利药品，在它周围围绕着数量庞大的小公司，某天其中的一个或者另一个会崛起。

之后能确保集群成功的因素，就是各个成员之间相互汲取营养，以及合作和竞争观念，体现为这种行为姿态：“我在参与一场冒险，但是我知道自己有专门的保留领域而且我是个竞争者。”

还有一种特别观念同样有助于集群的成功：接受相异性以及来自外部的创新，地理与社会上的聚居文化，能够与来自所有文化和社会的人合作。

发展人际网络并不是简单地交换名片，在不同专业领域里的交流质量是根本。人际网络管理对于知识和信息的传播是至关重要的，它是建立在信任和互利的观念，以及了解别人能力的基础上的。在换公司、地区、国家的时候，保留好第一层面的网络，好好经营并加以转化，是极其重要的。

对知识的转化是集群得以成功的另一个因素：以不同合作伙伴之间的畅通交流为特征，实实在在地投资教育。在集群最初形成时，冒险的理念对于它的发展也始终不可或缺。最后，创建一个品牌、一个强有力又积极的形象，也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

美国硅谷的启动多亏伯克利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以及它们的教授，创立了真正的研究中心和公司。在21世纪初期，美国硅谷差点在互联网泡沫破灭时随之消失，因为这里是互联网世界的核心。然而，事实正好相反：许多个体聚集在一起，拷问自己能联合起来共同做些什么。于是他们投资了自动化行业和其他以前并不存在的行业。美国硅谷的例子说明了只要推动交流和创新，大型谷的生命力是很持久的，而且在危机时期能呈现新的生命周期。

集群的生命力首先跟真正的大学、教授、企业、基础设施和投资者联系在一起。很多国家都意识到集群是名副其实的吸引力中心，都曾试图建谷。它们在纸面上创造了大量过剩的卓越的谷，可是实际上，却需要建设基础设施、组织交通以及合理布局，以便打造其吸引力，而且个中的人不会觉得过于被边缘化而最终只想着一件事情：离开。

那些最优秀的谷都是交流、流通之地，是新兴的黄金国，能顺利地吸引人才和梦想，并且让人有留下来的欲望。

例如，在日本，一个建谷计划问世，却是以一个简单的企业园、科技园而告终。从美学观点来看那个计划是非常棒的，可是人们之间缺乏沟通。在麻省理工学院，学生、老师和设计者喜欢待在校园和图书馆里，但是他们之间尤其注重交流。

一些非常优秀的专家懂得发表杰出的研究成果，却不明白创新和创业并不是一些“工具包”。应当有一种神奇的感觉在集群中心颤动，而它存在的先决条件是年轻人拥有表达自己观点的可能性，以及创新需要的精神空间。法国索菲亚高科技园便非常出色，可是还远不足以成为榜样，因为在那里工作的人的不满率非常高：他们把自己视为技术奴隶。一个谷应当是个令人愉悦和满意的地方。特拉维夫在2010年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全球最美的十大海滨城市”之一，把它称为地中海的“迈阿密”。

2011年，两家以色列机构被美国《科学家》杂志评为全球前十佳适合学术工作的场所。评选标准众多且多样：基础设施质量、容纳研究中心的城市的生活条件……雷霍沃特的魏茨曼研究所名列第二，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名列第五。此外魏茨曼研究所是这个最高荣誉称号的常客，因为它曾两次进入这项排名。

同时需要有真正宽松的氛围盛行，不同平台之间的沟通要便利，个体与个体之间能方便地联系彼此。在以色列，魏茨曼研究所的科学家只需要过街就能去到对面的生物科技中心。这个中心近几年才建立且仅有四五座建筑，而它的成功多亏了与工业园区和那些乐于前往的研究所学者们的不断交流。

不幸的是，在法国，一个决定转向工业实业的学者是不被他的同行看好的。在以色列，如同在新加坡或者中国一样，大家明白纯学术研究和工业家之间的交流能够丰富双方的知识，在这一点上不存在任何分歧。

譬如以色列医学奖的获得者Michel Revel教授因为他的学术工作变得更加富有：他在魏茨曼研究所申请了多发性硬化症的专利，他的公司Serono销售利比（Rebif），也就是世界知名的干扰素。他同时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生物伦理委员会的成员，在下面的专栏中他表达了关于学术和工业世界联系的观点。

Michel Revel认为的学术和工业世界的联系

以色列的大学与工业紧密合作，促进了专业研究中心的发展。学术世界对于以色列人的生活影响非常大。以色列公众十分认可大学和学术世界在国家存活中的重要角色。自以色列建国以来，就对科学的重要性有了超前的认识。事实上，大学在建国以前就已经出现了。

大学和工业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而且关系灵活。魏茨曼研究所的教授可以每周与企业自由工作一天。这是一种又能为工业工作，又能花几个钟头为自己的业务工作的巨大自由。额外的一张王牌便是学术世界与国家之间的特殊联系。后者在大学周边创建工业园区，使得在大学和工业之间的移动成为可能，也更加方便。

譬如在生物技术领域，以色列创建了专注于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转基因动物、转基因植物或者生物信息方面的国家级研究中心。所有这些中心都是在以色列政府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它们同时服务于大学和工业。工业为这些服务埋单，国家研究中心将这些可用技术归还给科学社区。以色列大学和工业之间的密切影响是以色列模式的关键特征之一。

仅仅宣布我们要将心思集中在创新上是不够的，还需要为年轻人留下发表意见的空间，便于投资与创新。2012年1月23日，Gvahim组织，一家培养来自全球顶尖大学青年才俊的社团，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创建了The Hive（蜂巢）孵化器。在一栋名为“Maze 9”的建筑里，它帮助年轻新移民的创业公司起步，而且已经容纳了8家新创立的公司。

军事机构也同样促进了年轻人的招聘，因为多亏了军队，他们获得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职业经验，并且在很小的年纪就承担了重大责任，然而那些终日说教要创新的领导却不为此付诸行动。倘若我们每年都将最佳创业者的奖项颁发给平均年龄相对较高的人群，那些在市场上碰运气的年轻创新者就没有任何发展空间了。所以需要致力于缩小面向青年的演说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帮助“青少年创业家”。Unistream便是一家致力于此的组织。

Unistream：培训家庭条件落后的青年

Unistream是一家成立于2001年的非政府组织，向家庭条件落后的青年提供一套完整的教育服务，历时三年，由创业家志愿者们帮助他们开发一款由他们主导从设计到销售所有流程的产品。给予他们的教育可以使得来自拮据家庭且经常生活在市郊的15~18岁青年能够开发他们的创造力，同时受益于以色列创业家和专业人员的人际网络，支持他们在各自的强项发展。

不管是阿拉伯年轻人还是犹太年轻人Unistream都同等对待，正如指导他们的志愿者一样，致力于为他们提供成功的模型。他们总共有450人，分散在10家以色列的Unistream中心，他们来自犹太或者穆斯林社区。他们中部分人是自己领域里的杰出商人。所有志愿者都会按时跟青年们见面，主持研讨会，以帮助他们创建自己的公司、制订商业计划和进行市场调查。

Rony Zarom，Unistream的创始人和总裁，解释道，对他来说，“不管年轻人之后的选择如何，让他们与商业世界的奥秘建立联系可以大大增加他们成功的概率”。Zarom先生个人深知努力工作的同时，有杰出人物的引导对于一个人的生命轨迹的影响有多大。

Unistream每年都会举办一场竞赛将不同中心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这场年度大赛是对他们三年学业的认可。奖品可以让获奖者实现他们的计划，并帮助所有参与者将他们的项目延伸到现实世界中。过去几年里有创业公司买下并进一步发展了那些被选中的项目。

颁发了2011年度奖项的副总理西尔万·沙洛姆（Silvan Shalom）宣布，鉴于Unistream的成功，Neguev与加利利发展部将投资600万谢克尔（120万欧元）给部分Unistream的阿拉伯和多宗教中心，以缩小边缘地区与其他地区年轻人之间的鸿沟。“我深信年轻人需要被提拔，而且所有青年机会均等，我意识到了Unistream不遗余力所提供的教育的重要性，它使得边缘地区的年轻人能融入商业世界中，并在此获得成功。”他强调说。

开明与好奇心同样是集群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某些成员通过自己的行为处事方式表示出他们的大门永远敞开，时刻准备迎接外部人员的来临并改变他们的习惯。对于所有人来说，与外部世界和集群之间保持最大限度的联系是理所当然：正是这些新的人才可以保证集群的未来。


持续性与企业文化

成功的集群会经历不同的生命周期，保证它们在一定时间内的连续性。这方面的“嵌入”特征还表现为对企业文化、对知识和技能方面背景的重视。譬如，在瑞士，劳力士集团有约4000名身怀无可替代、无法转移技能的人员。这是一片古老的文化沃土，但是也可能转眼之间就被来自他国的反倾销活动摧毁或动摇。集群是个专业技能中心，需要不断进步和被保护，集群内部的社会关系也绝对是非常重要的。时间是因素之一，却不是最主要的。

在东京有一个叫作剑桥的集群，在那里，人际关系的质量和人际网络的管理确定了一种架构。这不是一个充斥着固定人员的结构，而是一个交流、社交和创业的场所。


第3章　人力资本之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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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先进经济主力的发展可以不断带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是一种幻觉。现实是，这只会强化“两极经济”的形势。经验证明，一些国家可以从近乎完全毁灭的境况中走出，且迅速重建繁荣的经济，这些成功背后的特征不是技术的进口，而是全体人民的教育、组织和自律水平。

——恩斯特·弗里德里希·舒马赫

如何解释在艰难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外国投资者还是义无反顾地对以色列经济充满信心？答案中的要素之一，经常被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总统引用，是与以色列人本身相关。外国人不是因为以色列的自然资源而投资，而是为了更加宝贵的人力资源。以色列人在记载了国家命运的不断冲突和危机中，锻造了自己的性格特征。抵御和对抗危机的能力、面对挑战时的反应力，以及在一个处于建设中的国家需要的开拓精神，这些资质都受到购买以色列企业的跨国公司老板的青睐。孔翰宁（Henning Kagermann），SAP公司前总裁证实了这一点：“除了公司本身，我们购买的还是一个团队、一种以色列的精神状态，这对于我们的公司在全世界的威望是至关重要的。”SAP买下的以色列公司的领头人中，就有一个名叫夏嘉曦（Shai Agassi）的，他是SAP的接班候选人和Better Place的创始人。


[1]
 本章由作者与Roxanne Tran-Van共同撰写。


移民与文化多样性

在19世纪末，以色列的犹太社区比较受限，主要由东正教徒组成，分布在各个圣城：耶路撒冷、提比利亚、萨法德和希伯伦。随后的一个世纪，以色列的国家历史印记是来自全世界的移民潮，每一轮移民都带来了文化多样性和丰富性。

当时最有组织的机构之一是“锡安山热爱者”协会（Hibbat Zion），19世纪80年代成立于俄罗斯，多亏了一位来自敖德萨的犹太知识分子，Moshe Lev Lilienblum，它得以在巴勒斯坦迅速立足。“锡安山热爱者”协会选择了赫茨尔所宣扬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在反犹太主义的剧烈反弹之后，他们融入俄罗斯的希望在那些年沙皇对犹太人接二连三的大屠杀中破灭了。协会整合了部分同样希望回到巴勒斯坦的小型组织，专注于帮助移民，然而由于害怕俄罗斯当局指控他们分裂国家，当时协会没有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理念。协会还创建了一套基金收集体系便于在巴勒斯坦进行组织结构建设。Le Bilou，“锡安山热爱者”协会当时纳入的激进派组织，帮助建设了Petah Tikva、Rosh Pina和Zikhron Ya抋kov，它们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三个城市。

面对移民潮，犹太人原住民迅速组织建设了收纳机构。由于主要来自俄罗斯、波兰和也门的移民，犹太人口从19世纪末期的不足10万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达到了50万人。为了理想中的复国主义和宗教，无论是“锡安山热爱者”协会成员还是贝尔福宣言的移民者，是从沙皇对犹太人的屠杀迫害中逃亡的，还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幸免于难的，他们从东欧（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和西欧（德国、法国等）来到以色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非殖民化运动之后，他们主要来自马格里布地区、马士礼格地区、非洲甚至亚洲。

除了那些祖先从来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的“以色列本地人”，以色列是个充斥着移民的国家。在这个大熔炉里，以色列犹太人在130个民族中占绝大多数。

在这个多民族融合的环境中，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移民占据着特殊地位。俄罗斯移民能力过硬，他们的到来满足了以色列20世纪90年代高科技产业发展对大量工程师的紧急需求。这数百万的移民，不仅没有拖国家经济的后腿，反而是扩张的重要马达，尤其是因为提高了科学家的人口比例。以色列经济的结构本身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片理想的沃土。

如果说俄罗斯移民在国家历史上留下了重要印记，以色列还是众多来自东欧移民浪潮的见证者。的确，以色列曾接纳了并在继续接纳着众多法国移民，正如以色列航空工业（IAI）前任David Harari的故事一样。David Harari和他的家人在第二次中东战争期间从埃及被放逐，14年之后成为了以色列国土上的新移民。他在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的经历把他带到了新的高度。以下为David Harari接受记者Mati Ben-Avraham的访问，阐述了人力资本之盾的复杂和力量。

Mati Ben-Avraham采访David Harari

他刚刚过完70岁生日。他是埃及本土人。他的家庭是法语区的埃及犹太人，是生活在首都中心富人区的中产阶级。世俗化的家庭，却不愿意摆脱传统西班牙系犹太人的条条框框。“我们会时不时去犹太教堂，每周五晚、节假日、成人礼的时候……”他说道。从第二次中东战争中存活下来时他还在上中学。这场战争由英国和法国人挑起，为了反击纳塞尔总统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行动，而以色列政府担心南部边界的埃及虎钳被松开，派出以色列军队配合了英法参战。这场战争中，英国、法国和犹太的埃及侨民都付出了代价。Harari家族跟其他人一样，被放逐出境。

David Harari：我们1957年1月离开了开罗去往法国，更确切的说是巴黎，我在那儿的卡诺中学继续读高中直至毕业。而此时，我需要做出选择。是读工程师学校还是读医学。鉴于中学读的是数学和物理，我选择了前者。所以我考过了会考，并被法国公共工程学校录取。第三年我就读信息专业，这个专业在法国刚刚设立，颁发信息处理的专业文凭，同时获得了波传导方向的物理学博士。1967年我完成了学业。

MBA：从那之后，就进入了工作领域……

David Harari：并不是马上。我当时是缓期应招，所以我还需要在法国参军。1969年我服兵役结束。但是那时我妻子和我自己——我们是上学期间认识，1963年结婚的——已经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就是去以色列。

MBA：第三次中东战争？

David Harari：尤其是这场战争过后戴高乐将军发表的演讲让我们尤为震惊。不仅仅是说要离开法国，跟法国脱离关系，更是要回到以色列为国效力。然而离开军队后，我更希望能在法国先工作一年，以便更好地为回到以色列做准备。1970年我们实现了返乡，和我们的两个女儿一起。坚定地、动机明确地，而且准备极其充分地“登上”了以色列的国土。

（还在军队的时候，David Harari就和一些朋友齐心协力创立了法国阿利亚运动，由他担任第一任主席。这个运动的目的不在于跟犹太事务局竞争，而是在于改变看待问题的方法。“那时候，我们要求犹太人回到以色列，而且一旦到了那边，由他们自己搞定一切，工作、住宿……”他回忆道。阿利亚运动的出发点在于法国不是个处于困境的国家，而这一运动颠倒了先后顺序
[1]

 。）

David Harari：我成功说服了当时正在扩张中的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IAI）在巴黎开设一间招聘办公室。正因如此，1969和1970年间才有300名工程师和技师来到了IAI，至少我是这么认为。当然，就业并不是我们唯一的忧虑，我们还考虑了其他的参数，比如居住环境。我们甚至还建设了一个莫沙夫
[2]

 ，就是著名的Beit Meir，百分百的的法语社区……

MBA：那么与以色列工业的第一次接触怎么样？

David Harari：作为研发工程师，我加入了一支新成立的队伍，这支队伍建立在全新的观念之上，即如何引进一种方法，使得系统在研发过程中的是值得信赖的。1977年9月，IAI和国防部签署了首份合同。我当时很幸运，一生中的幸运，被任命为项目负责人。

MBA：我自认为当时在以色列是有些许抵触情绪的，甚至会延缓当地的创新步伐。很奇怪，不是吗，对于一个如此年轻的国家？

David Harari：对于创新总是会有一些抵触的，即便是在年轻的国家。尽管我认为在以色列开展创新要比在其他国家容易。但这并不总是简单的。在这期间，大量资金配发用于研发一种战斗机，“幼狮”战斗机，巨大的项目，而我们只是一支很小的队伍，负责研究一个玩具而已，一个很不起眼的模型，只是比正常交易中卖的稍微大一点。我们感觉就像是自娱自乐的小孩一样，但是我们还是很执拗的。我们有自己的信念。在这支队伍里，我是唯一一个从来没有研发过小机型的。其他人都是狂热份子。其中某些人，在情报部门的特种部队里时，甚至尝试过在埃以消耗战争中操纵导弹飞过苏伊士运河。

MBA：主要的困难是什么？让别人接受你们的观点吗？

David Harari：我不这么觉得。有命令下来，就需要好好执行。最大困难是我们一切都是从零开始。我们没任何可参考的资源。一切都需要去解释、理解、发明、想象和提议。比如当我撰写第一指令控制站的详细说明的时候，我就只是根据逻辑去写，因为没人知道该怎么操作。无人驾驶机终于诞生了，经过了无尽的发问、逻辑推理和与操作人员的沟通。因此起步非常困难，因为在其他正在研发的系统中，总有过去的技术作为基础。

MBA：那么将来会是怎样的呢？

David Harari：在IAI待了40多年，可以说以色列技术现在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了世界顶尖的技术之一，而且只要创新的技术支持能保持，这种技术的发展还会继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大公司，大部分是美国公司，都被这里高水平学者的密集程度所吸引，进而在以色列开设研发中心。我身体力行致力于说服法国公司也往这个方向走。我的担心在于将以色列的创新创业公司迅速推向市场的趋势。1亿美元，3亿美元，10亿美元！虽然我很理解创业公司的股东们坚持要马上让自己的投资获得回报，我还是觉得很遗憾，这些孵化器一开始就不是为成立一些总部在以色列的国际公司而服务。

MBA：这是您唯一的担心吗？

David Harari：在我认为我很了解的航空领域，我们仍然是最杰出的代表，尤其是在无人驾驶机方面。我们不会被融资所限制。然而在航天领域，有个问题令我很苦恼。航天工业是三十年前为了满足特殊需求才起步的。而现今，政府已经不愿或者已经无力去保证同等水平的研究了。一旦涉及高度复杂的领域，就会出现一个大大的问号。我的希望是，鉴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对我们关上了大门（美国高度保护的战略性行业），我们可以与欧洲，尤其是欧洲航天局（ESA）或者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达成一些合作协议。这是为何我们与法国人有着共同的卫星研发计划——维纳斯，这是我发起的。欧洲航天局也开始对我们感兴趣了，在考察以色列是否应该与加拿大一样，成为ESA的一员。如果因为或这或那的原因，欧洲也向我们关上了大门，那么我们就需要转向俄罗斯或者中国。这样的话，就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因为犹太民族的历史渊源、在世界上的长久迁徙和在途中获取的财富，以及以色列文化的多样性，这个全方位的“大熔炉”（从烹饪传统到艺术表达），用一种好求知和积极活跃的方式保存了它的这些经历，丝毫不会被大多数的社会礼仪困扰，且渗透到了创业领域里。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IAI）欧洲区前总裁David Harari，讲述了他对于新移民的第一印象：“我不能说是一种冲击，但还是一种剧烈的文化断层。有件轶事：还是在1970年9月，最初几天我穿西装、打领带去上班。人们很快让我明白了在这里只是偶尔才会穿西装，比如婚礼的时候，甚至都不是必须的……另一个震惊的时刻是我们的部门秘书拒绝执行我要求她做的事情的时候。在法国，这是不可思议的。关键词是适应，从一个文化平台换到另外一个，同时使自己的知识和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我大概花了一年才融入公司，让我的工作理念、才能和带来的附加值受到赏识。”

这个小故事只是我们能在以色列洞察到的文化差异之一。事实上，尽管经济发展、教育系统和政治体制源自西方公司，以色列的某些性格特征、互动方式和价值观也具有东方特征。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强烈的透明的文化，甚至是置总统或总理的利益于不顾。但是这种行为在现实中更多的是出于坦率或者效率，而非无礼放肆。以色列人还表现出了强大的韧性，与一种对即时结果近乎痴狂地追求联系在一起，这种韧性应该是为数众多创业公司扎根于此的起源。

的确，以色列人随着外部环境不断迁徙而获得的反应和适应能力是非同寻常的。2001年，政治形势最紧张的时候，以色列的旅游业跌落到了谷底。尽管如此依靠旅游业生存的人们成功迅速地完成了他们的职业再定位，为自己创造了新的机会。

因而，以色列对东西两种文化的传承使得民族的集体潜意识中形成了有助于经济成功的性格特征、思维和组织方式。

在以色列，对等级制度的遵守也非常适度，这是源于在学校接受的自由教育和军队的凝聚作用。因为没有等级障碍，军官在战斗中有可能被一名普通士兵替换。

除此之外，以色列人通过逆转趋势和“漫游家”精神力量来对抗在这片弹丸之地上的孤立感，不管是在私人生活还是在职业生活中。因而，成千上万的以色列年轻人（每年三四万）在服完兵役后都会试图逃离，花几个月时间去旅行，以往是去欧洲和北美，如今主要是去南美、印度和东南亚。这种迁移的习俗也可以解释为何以色列创业者经常走出去或者至少会放眼全球。

提到家庭生活条件落后的以色列人群时，总是不可避免地要说到聚居区，它的角色非常重要，主要由两大不同分支组成：犹太人聚居区和以色列人聚居区。两者均为以色列的成功做出了贡献，只是以不同的方式。

以色列人聚居区通常是由离开国家去享誉全球的大学求学或者加入世界顶级企业的年轻人组成。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美国顶尖大学或者硅谷的高科技集团相遇。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来自何方，常常为他们所属的以色列的繁荣发光发热。毫无疑问，这种人才的流失在短期内是略微令人担心的，而且引起了很多争论。但是在或远或近的将来，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都回到了以色列，运用在国外积累的极其丰富的经验为国家效力。

至于犹太人聚居区，尽管它的成员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却对以色列抱有一种特殊的情结。犹太人聚居区经常是国家最忠实的依靠和唯一的无条件支持者，不仅提供经济支持，同时也在精神道义和政治上提供支持。这种忠心有时会表现在政治领域的游说活动，例如，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或者法国犹太机构代表会议（Crif）。聚居区的犹太人还出资支持大量的社团项目并投资国民经济。


[1]
 指反转了移民的流动方向。——译者注


[2]
 以色列三种集体社区之一。——译者注


与书本和知识的特殊联系

教育的重要性在这个犹太国家不仅来自需要依赖全民“知识资本”的需要，还来自犹太教的重大传统。犹太教的确给了以色列选择的余地。

阿兰·米歇尔（Alain Michel）教授，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前教士和历史学家，解释了教育的影响：“如果尽可能地追溯到犹太教的发源时期，我们会发现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大量的文献将犹太人民的历史与教育联系在一起。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当时没有一个不识字的儿童。在犹太教法典里我们可以发现知识人的圈子和平民的圈子还是有所不同的，并不是贬义的不同，而是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土地的人民，农民。”

由于其中心地位，书本渗透到了犹太教的每个角落。在聚居区，100%的社区居民都识字。在犹太教堂里发现的《摩西五经》的粗体文本佐证了这一点：为了每个人都能跟上弥撒的进程，文字都写得非常粗大。来自波兰的一座犹太教堂的另一个细节使我们对这一点更加深信不疑：核心祈祷的祷文就写在大厅的墙上。在更古老的时期，巴比伦的犹太教士每年组织一两次大型学习研讨会，会有500~1000人参加。犹太教士把这些场次安排在春季或者秋季的原因非常简单：这个时段农民已经结束了农活，有时间来参加学习。此外，证据显示这些学习大会在农耕人群中取得了绝对的成功。

随后，在波兰开始了允许女性接触犹太教的文化革命的初级阶段，之后出现了一本专门为女性撰写的书，宗教极端主义者们最后以接受为女性创立学校而告终。自此开始，在犹太人聚居社区的教育程度更强，使他们变得比原住民更有“学问”。

以色列教育的基本原则是公民可以在任何年龄学习知识，没有划分任何年龄界限。因而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开设了特殊课程，学生只要在智力测试中取得好成绩就能被录取，就算他们连高中都没有毕业。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开始接受高等教育的同时有机会补考高考。这种课程在军队里也有，根本理念在于将教育放在核心位置。

一直以来，甚至在1948年建国之前，领导者们就非常重视教育，它是未来的关键价值。教育是弥足珍贵的遗产，这是以色列公司的基本理念。1934年，以色列理工学院、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和魏茨曼研究所就已经存在了。尽管近些年来，我们能察觉出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有所退出，但是还是保留了对教育项目的真正控制权。这一体制的形成是被发展国民能力的愿望驱动的。

以色列项目的先锋人员设定了四个需要实现的特定任务：①鼓励在土耳其人统治的巴勒斯坦（以色列在当时只是奥斯曼帝国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系统建立”犹太人的农业和手工业；②以建立世界性组织为目的，“组织和统一”犹太民族，公开坦率而又不触犯法律；③增强犹太人的民族意识和感情；④采取行动以获取政府的支持。

从这个角度来说，成立于1860年、以与反犹太情绪作斗争为宗旨的世界以色列人联盟，在教育方面必然会为人所知。它发展了旨在使东方犹太人“现代化”从而获得自由的一套学校系统。

联盟现任主席马克·艾森柏格（Marc Eisenberg）声明：“联盟的价值在于将犹太文化的价值用开明、宽容、慷慨和现代的方式教授给孩子们。”机构遵循着主席说过的“突出个性是手段，而适用大众才是最终目的”。

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后，联盟在耶路撒冷、海法、提比利亚和特拉维夫开设了一些平民学校和一所聋哑人学校。1950年，这些学校和Mikve中学由以色列教育部接手负责（见图3-1），但是联盟仍然继续为这些教育机构提供经济支持。如今在以色列有50万人都是联盟的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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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1870年的以色列Mikve中学

1906年以色列在特拉维夫北边的赫茨尔创立了第一所希伯来语中学（见图3-2），以便于所有的新移民相互交流。犹太民族重新统一采用的语言——现代希伯来语，由一位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艾利泽·本–耶胡达（Eliezer Ben-Yehouda），利用间隙时间宣扬、思考、调整和传播。他来自白俄罗斯，见证了以色列国土上这场在法语、英语、德语和塞法迪希伯来语之间的语言之争。这个新的民族和国家应该配备一种能够将聚居区背井离乡的人们统一起来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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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赫茨尔希伯来语中学

1906年，与第一所希伯来语中学并驾齐驱的，还有Boris Schatz教授创立的Bealel研究所。他是保加利亚索菲亚皇家艺术学院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名字让人想起在《圣经》里负责建造礼拜堂的工匠，礼拜堂里有容纳着十诫的约柜。

Bezalel研究所的宗旨是“培养耶路撒冷人在艺术和手工艺方面的造诣，将犹太本族艺术整合并找到一种视觉表达，综合欧洲艺术和东欧犹太传统，并融合了以色列土地上的当地文化”。在经历真正的飞跃之前，研究所经历了起起伏伏，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得不关门大吉。

研究所现在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合作伙伴。自1952年起，它就受到政府的联合资助并在1969年获得了美术与设计学院的名号。高质量的教授与教学使之成为国际标杆并吸引了很多美国学生。

1929年在第16次大会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在英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创立了以色列犹太事务局（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溃败引起了法国和英国两个老牌强国之间的地域再分配）。

在同一时期还诞生了那些如今领先全国的大学。著名的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2011年上海排名中名列第72位，建设在耶路撒冷老城东北的斯科普斯山上）于1925年4月1日成立，一些大学的杰出人士、Yishouv犹太社区的领导人和英国的显贵人士包括贝尔福勋爵都出席了建校典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詹姆斯·罗斯柴尔德都是大学理事会的首批成员。

在建校初期，大学只有三个研究机构和140名学生，在1947年已经成为了一所知名机构，拥有1000多名学生。1948年的独立战争清空了校园，但是实施了替代措施：1953年开始在老城的东部建设吉瓦特拉姆校园。

几年之后希伯来大学与哈达萨医院合作在耶路撒冷西南边的Ein Kerem开发了生命科学校区。1981年，斯科普斯山校区重振雄风，自此之后一路扩张，不曾停止。


教育体制

以色列的教育体制在1953年通过国家教育方面的法律得到了统一。

除了独立和私立学校之外，学校都由国家出资，而且针对所有5~15岁的国民实施11年义务教育。目前有一些改革试图将义务教育的时间延长到12年甚至13年，促使学生至少接受16年的教育。国家将很大一部分预算用于资助教育，约占8%，是连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内最具竞争力的国家有时也很难达到的水平。

对于特拉维夫开放大学的政治学教授Denis Charbit来说，“以色列完成了教育的两大关键功能：首先是传授知识和陪同学习（数学、写作、阅读、历史、地理等），再就是帮助确认归属感。在培养个体的时候还要通过社会化和对归属感的敏感性，以知识和能力的多面性为目的。国民教育需要由这两大使命驱动”。

教育体制同时还需要对学生给予关注，需要能够发现优秀学生，Denis Charbit说：“在特拉维夫开放大学有一个专为没有拿到高中文凭的中学生设立的特别专业：这样一个16岁的青少年也能获得一个数学学士学位。然而这个项目的负责人非常注意那些交材料的青少年自己希望做什么，避免妨碍了孩子发展，导致他们讨厌高等教育，甚至讨厌竞争。我认为国家也应当挑起在早期就识别出好苗子的责任。在这一点上，似乎国民教育通过对于优秀人才表现出某种敏感性来完成这项义务。在学校生涯的各个阶段中，孩子们都需要通过一些选拔测试。这体现了对优秀个体名副其实地关注。但是我觉得这在阿拉伯领域是不存在的。”

新一代的确拥有越来越多的学位，把25~34岁拥有A类或者B类高等教育资历的比例提高到了42%。在45~54岁的国民中这一比率达到了40%。世俗公共体制不仅以培养公民为使命，还帮助他们就业。正如希伯来耶路撒冷大学教授Resnik Julia所说的国家通过某种“课程”在教育系统中宣扬“国家主题”。教师促使孩子们关注“民族有权成立一个国家”这一主题，然后还有“民族因为宗教而聚集”，随后“国家是为了受迫害的民族”，最终“国家是为了它的全体公民”。
[1]



这些主题的主要教学媒介是学习《圣经》、历史和文学。教育部鼓励课外活动。所有这些方法都有助于年轻的孩子变成关心国家前途与受到国家和犹太教历史感染的真正公民。


[1]
 Resnik Julia.以色列国家主题的课程与教育[J].教育与社会，2001(7):169-189，DOI：10.3917/es.007.0619.


以色列理工学院

Laurent Zecchini在《世界报》（2011年9月）上如此说道：“以色列理工学院的校园位于面朝海法湾的山丘之上。在其中一座小山——迦密山的脚下，坐落着以色列的硅谷——海法Matam科技园，将以色列的创业公司与诸如微软、英特尔、谷歌、雅虎和IBM等美国知名大公司联系在一起。正是在这片人才济济的苗圃里，以色列理工学院找到了它的能量和学生，这是它的前途所在（见图3-3）。这个帮助以色列最古老的大学收获了声誉的秘诀却是不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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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以色列理工学院的鸟瞰图

然而事实在此：75%的以色列工程师走出了他们的学院、研究中心和实验室，正如创业公司70%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一样。一些全球知名的发现，比如用于治疗帕金森的药物雷沙吉兰、用于环保发电和海水淡化的新方法、微卫星方面的公认技术等，均是这所大学的成就。以色列理工学院的学生们灌溉了所有的公司和以色列经济，尤其是在国防和信息产业，也同样在医学、纳米科技、电气和土木工程、机械、管理和建筑领域。这一清单并不仅限于此，因为1.3万名学生能在18个专业中自由选择，它们被归为五大学院：数学与信息科学、物理、化学、生物化学和生物学。从第一学年开始，学生就要选择其中的一个学院。学生教育以职业为导向。学生如果选择了信息学院航空航天专业，学成之后就能加入一支专业队伍，实际运用这一领域里最先进的技术。

技术转移方面的专家Benjamin Soffer指出了以色列理工学院成功的一大关键，他指出：“20年前以色列社会的英雄是将军，而今是那些创业家。”

成果如期而至。倘若50%的以色列出口都集中在高科技领域，是因为在以色列除了硅谷之外还有着密度最高的高科技公司，以色列理工学院为此提供了保障。还有一个政治方面的原因：除了对研究和发展给予的优先权之外，以色列在近东的孤立无援导致了与邻国之间的商贸往来十分困难，推动跨越边界线放眼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以便结为合作伙伴，欧洲亦然，正如以色列理工学院法国校区的校长Muriel Touaty的见证：“理工学院不仅在法国获得了显赫的地位，还成为了与工业和政治界之间不容否认的战略合作对话者，在两者间建立了可观的人际关系网络。在水、能源、生物科技和医学领域和法国工业签署了100多项合作协议。在大学注册方面，覆盖了全法国：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INSERM），所有大学，尤其是巴黎高科技工程师学校集团。”

以色列理工学院的史诗开始于1905年的瑞士巴塞尔，在第五次犹太复国运动大会上。在奥斯曼帝国内部创建一所犹太大学的决定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的1912年4月才铺上了这所“技术研究学院”的第一块砖瓦，在一个由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挑选的地方——Carmel森林中央。1924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创始人之一，为学校落成式揭幕（见图3-4）。在某些方面，以色列理工学院是作为以色列军队的熔炉，几十年间，后者从那里汲取了众多专家。这种相互影响继续在以色列首席科技大学（也是国家最大的应用研究中心）的成功道路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在极其军事化的以色列社会，人们很晚才会送学生去上大学。然而，这正是以色列理工学院的优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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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1924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为以色列理工学院剪彩

跟麻省理工学院或者斯坦福大学相比，校园没什么值得羡慕的，除了这是一片占地121公顷处于高度监控下的封闭空间，反而是理工学院的学生经常向前两所大学的学生参考学习。

Peretz Lavie，以色列理工学院的校长，曾有机会回顾以色列的创新模式以及理工学院在这个领域的重要角色（见以下专栏）。

Peretz Lavie：以色列理工学院，以色列创新的发动机

以色列是一个刚起步的国家，近些年成为了一个创新和创业帝国。我经常自问：是什么使得我们以色列人在创新、创业和新技术发明领域如此杰出？答案自然不止一个。

有些事情需要跟以色列人的精神和天性联系在一起来看：做一个有竞争力的人，追求成就感。有一项研究显示了一个国家对等级制度的遵守和青少年的创新潜力的相关性。在很多等级分明的国家，比如，学生对于在课堂上提问或者以非常个人的方式与老师相处感到惊奇，在这类国家，创新的潜力会比较弱。以色列人不看重形式主义，有时甚至对于权威缺乏尊重，具有能够更加创新的素质和性格。

服兵役锻炼了品格。一个18岁或者19岁的年轻人会对耗资几百万美元的装备负责。因而，当这样的一个人创建他的公司的时候，不会被数字、被冒风险或者做决定困扰，因为这些比起他在军队的经历往往是不值得一提的。

然而我认为教育系统的质量是最重要的因素。在我眼中，颇具名望和教学质量优异的以色列理工学院，是许多创业公司的源头。

几年前，一项关于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以色列公司的调查显示出，在70%的公司里都有一个以色列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占据着三大高级管理职位之一。理工学院是以色列高科技行业的脊梁。在国外没有任何一所大学对国家经济做出如此大的贡献的例子。关键是要知道我们如何长久维持了这种境况。

我们需要合作。在20世纪60年代，以色列理工学院的微电子学院为整个高科技行业闯出了一条道路。纳米科技，当今的新宠，在工业领域得到了重要应用。我们七年前开始纳米项目，现今已经有36家企业在使用和发展纳米技术。

我们需要新的想法，因为我们需要基础研究，这是工业未来的关键。我们在近五年来获得了四次诺贝尔奖：三项化学奖和一项经济学奖。当我们把这个数字跟我们的人口联系起来时，是前无来者的。然而若是与在基础研究方面投入的预算相比较，成果更为显著。我不觉得在世界上有另外的国家在基础研究领域投资如此之少，却在五年内获得了如此多的诺贝尔奖项，我们给予以色列科学基金（ISF）的总预算是8300万美元。这在美国是给一所非常小的大学的预算，对我们的欧洲同行来说也是微不足道的。更何况在这里我们还需要说服政府投资给基础研究的必要性。

我非常自豪地说以色列理工学院是一家非常优秀的机构，不管是在学生还是教授层面。很多年来，我们都保持着在质量方面从不妥协的要求。我刚刚跟一些加入理工学院的年轻教授会面，我觉得下一代的教师和学者跟前一代一样都是最优秀的。所以我们必须努力保持世界顶尖技术学院之一的名誉。

除了我们刚刚吞下的这颗由理工学院电子工程系的一名学生开发的胶囊，我再给你们举一些例子。U盘和第一代即时消息系统的发明者也是理工学院的毕业生。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使用Adobe Acrobat和各种形式的压缩数据。如果没有理工学院电子工程系Jacob Ziv和信息学院Abraham Lempel的成果，整个行业都不可能得到发展。同时还需要提及Itzkovich教授和Stem Cells公司，他们的应用软件在全球的实验室中被使用。

总而言之，几乎全球所有国家的公民每天都与以色列和理工学院有关系。打开电脑，他们就会使用Acrobat，进行信息数据转换或者发送一些信息，或者当他们去医院或者吃药的时候。而这仅仅只是一个63岁的国家，每六年半就经历一次战争，而且大部分的预算都给予了与教育世界毫无关系的领域。这是个奇迹。

基金的角色

居斯塔夫·勒万（Gustave Leven），是一位青年律师，跟随着他的祖父Narcisse Leven的辉煌足迹，1860年与朋友共同成立了世界以色列人联盟，于1984年创建了如今Rashi基金的前身。基金由Huvert Leven担任主席，是以色列最重要的慈善机构之一。它以助人为使命，尤其关注年轻一代和劣势人群，为他们在社会和教育领域带来解决方案。为了学校和学生的利益，为了改善医疗条件和推广对于劣势人群或者处于国家边缘地带人群的可及性的持续斗争是Rashi基金的核心行动。

Michael Bensadoun是Gavhim协会的主席，阐述了这类组织在陪伴来自移民的未来青年才俊成长过程中的关键作用：Gvahim项目（法语意思是“顶峰”）由Rashi基金和若干以色列经济圈的大人物创立于2006年。Gvahim由Yair Shamir担任主席，使命是帮助从全球各地移民来的大学校
[1]

 和大学毕业生在以色列实现他们的职业目标并为他们精神的升华提供必要的帮助。

“新移民在来到以色列时会遇到诸多挑战：适应不同的文化，根据陌生的就业市场调整自己的技能，跨越缺乏社交网络的障碍。为了消除这些障碍，Gvahim推出一些职业培训和研讨会，为新移民提供职业融入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与信息。Gvahim还使得每个参与者能享受来自人力资源顾问和以色列专业人员的个人陪同计划，帮助他们制订职业计划和确定职业目标。最后，还根据不同的行业建立了职业关系网，现今拥有超过2000名成员，方便了交换联系方式和发展人际网络。”


[1]
 大学校（Grande Ecole），法国教育体制中特有的院校，通常为商学院、工程师学校等。——译者注


军队对社会凝聚力与创新的影响

所有以色列人都必须服兵役这一点是以色列国防军民族和社会背景极度多样化的源头。然而，正是这个大熔炉带来了军队的团结统一。后来也完美地诠释了它作为熔炉的角色和让人们同质化的功能。所有以色列年轻人，不管是犹太人、德鲁兹人还是贝都音人，在18岁的时候都必须服兵役，男生至少三年，女生两年。这样尤其可以招募到最优秀的人才，然后军队向他们推荐一些高层次的培训项目。

自高中开始，年轻人就开始互相竞争以融入最强大的精英部队——名副其实的旗帜部队。2008年，统计局确认一部分年轻人逃避服兵役（26%的男生和44%的女生），而在2011年，统计数据显示年轻人的动力达到最高水平（80%的士兵应召入伍，而在2008年只有69%）。众多年轻人在青少年时期都为此进行紧锣密鼓的准备。确实，被分配到哪支部队取决于他们的体能素质和智力测试结果。

年度预备役时期贯穿于职业生涯的始终，通常男士为30天。根据他们当预备役军人的不同部队，他们一直到40岁甚至更晚还要随时待命。

《人民军队》的地位是与包括女性在内的所有人都需要强制服兵役联系在一起的，为军队在社会上赋予了非常特别的地位。在服兵役期间，年轻人之间建立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友谊和信任关系：人们相互维护，挽救战友的生命。训练的时候，长官以身作则，常常带头与士兵并肩训练。默契、尊重和榜样人物的概念在这里尤为突出。坚不可摧的权威通过约束以色列士兵行为的道德和伦理准则在军队蔓延。因而，在执行任务时，长官会发出明确的指令：“我在前，士兵在后。”而不是把士兵送去打头阵。在第一次黎巴嫩战争
[1]

 期间，40%牺牲的是长官，而他们在作战战士中仅占14%。

此外，军队还会雇用相当数量的老百姓。除了有不少的长官选择在军队中继续他们的军旅职业生涯，其他人一旦兵役结束，很多都会在十分依仗军队才能存在的企业中工作，主要是以色列国防军的供应商，比如以色列军事工业公司（IMI）、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Rafael公司或者埃尔比特系统公司。

由小支快速反应部队构成的军队对于商业的发展方向产生了不容置疑的影响。这种应变自如、支持创新和临时发起项目的文化，与创新经济的要求一拍即合。因而年轻人从20岁开始，就经常可以带领一整支士兵队伍。他们被要求带着开放的精神去思考，用“rosh gadol”（字面意思为“大脑袋”），同时遵守等级制度，但是也需保留较大余地来发挥主观能动性，这一点因为军队的等级观念只是如水印般存在而得到强化：没有社会或种族等级制度。例如，在一支预备部队里，会出现这种情况，在日常生活中某个指挥官是希尔顿酒店的厨师，管理着其实是他所在的酒店的经理的小兵。在以色列国防军内部，所有人都可以成为军官，在战场上，普通士兵能够承担起军官的责任。

此外，除了三年的强制兵役，预备役制度，即大部分公民直至退休，每年约有30天的预备役期，从职业方面来讲有利于形成真正的密集人际网络。这种关系就如同法国大学校的校友关系一样。这种关系在诸如以色列基因测序技术公司（Compugen）、以色列奥科公司（Audiocode）、Sapiens或耐斯系统等大型公司里随处可见，公司的各种会议犹如校友间有趣的社团大会。在Catalyst基金和库科尔曼投资公司，很多交易都是来自军队的人脉关系。以色列国防军和公司之间这种不断的交流同样表现为“将军的循环”。员工在军队的经历的确很受以色列雇主的重视。

因而以色列国防军对士兵的管理意识的形成产生了特殊的影响：所有的以色列人以及管理人员在他们服兵役期间都经历过真正的“真相时刻”，成功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欲望在这期间形成了。

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不仅仅得益于技术装备。奋战的人们，他们的精神状态，保卫人民的愿望才是战斗中最大的区别。人为因素是关键，装备只是为人所用。学习和反思的能力通常就是在军队里获得的。这些能力与不容否认的灵活性和反应力并驾齐驱。如同那些有时能在72小时以内就能行动起来的预备役军人一般，以色列管理者们能为了公司的成功而保持随时待命的状态。

以色列的军队人力资本之盾对于创新也有着颇为直观的影响：所有的新技术都是在军队实际操作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除了美国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这般经历。

总而言之，各式各样的冲突勾勒出了以色列的历史，而在这些冲突期间积累的知识技能从技术层面帮助以色列缓缓崛起，成为了世界第五大军火出口商，近五年内年均输出总值为31亿美元，甚至因此确定了军火制造业的独立性（见图3-5）。这一行业由跻身于世界级军火制造商之列的三大主要公司构成：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埃尔比特系统公司和Rafael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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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主要军火出口商及近五年市场份额估计

资料来源：rapports aux parlements閠rangers &donn閑s officielles.


[1]
 即第五次中东战争。——译者注


第4章　企业精神

从干涉主义到自由主义的过渡

救世主降临说得到了以色列第一批移民的支持，但基础是与犹太复国主义妥协。因为如此，这些先锋更青睐锤子或者镰刀标志，这是基布兹
[1]

 和以色列Histadrouth工会选择的工具。

在国家最初几年，创业文化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上神奇地发展起来了。这种经济模式依靠基布兹这种社区模式，基布兹建设了以色列经济，也试验了社会主义。当时，基布兹的居民仅占人口总数的4%，而很多军官和以色列国会议员都来自他们的行列。在我们的时代，基布兹已经私有化，他们继续承担着经济发展先头部队的角色。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着同样的视角，先锋们的乌托邦视角与经济领域的现实产生了碰撞。以色列逐渐选择了西方世界更为自由和凝聚的体制。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色列经济也同样突然出现了自由主义，以大面积的私有化为标志。虽然所有的银行都是国家控股的，当时也都私有化了，一些诸如Tnuva公司（牛奶）和Bezeq公司（电信）被Apax集团收购。这种自由主义为创业精神打开了大门，对以色列的经济增长产生了直接影响。

于是以色列逐步成为创业家们的乐园，现今，它著名的“创业之国”的称号当之无愧。
[2]



约有178家以色列企业在纳斯达克上市，87家在欧洲上市。但是在最近十年里，欧洲市场的吸引力增强了，而且自2005年以来，比在美国市场上募集到了更多的资金。


[1]
 以色列三种集体社区之一。——译者注


[2]
 《以色列：创业之国》，Dan Senor与Saul Singer著，Maxima Laurent du Mesnil出版社，2011年9月版。


“犹太母亲”症候群与企业家精神

Yossi Vardi是被美国在线收购的ICQ的创始人，肯定了创业精神是源于“犹太母亲”的传统行为。在一幅接近现实的漫画里，犹太母亲对于自己孩子的成功，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甚至是想象出来的成功，都感到无比极端的骄傲。因此成功的欲望融入了文化，犹太母亲们不遗余力的教育确实将雄心壮志传给了孩子们，成为他们内在固有的东西。她们既鼓舞人心又充满保护欲望，梦想着看到自己的儿子成为医生或者律师，而且在不断地提出要求，并在毫不吝啬地为孩子们提供支持。

这种态度在以色列和犹太人聚居区广为传播，孩子们注重锻炼和增长才能。“小皇帝”现象也可以解释这一点。在以色列，孩子并不需要遵循像其他地方孩子一样的规矩，他什么权利都有，或许是因为父母意识到有一天孩子会去参军。

但是世界上其他的社区也是同样的情况：美国人、希腊人、意大利人和亚美尼亚人，等等。这种文化特征通常与那些经历了巨大苦难的少数群体联系在一起。


反犹太主义的漫漫历史

反犹太主义同样对创业精神产生了影响。在中世纪，犹太人被禁止从事几乎所有的职业和职位，除了那些在当时被教会认为是亵渎神明的行为，尤其是所有涉及商业、与钱相关的和研究人体的职业。因而他们需要着手创业和从事交易才能走出困境。为了成功，他们还需要接受教育：作为受压迫的少数群体，他们需要拥有高于常人的才能，放逐使得他们来到了这些“接收”他们的社会，他们需要了解这些社会的各个机构。与其他社区成员的家庭或者朋友关系（当代人际关系的一种古老形式），使得他们经常能获得一些外交或商业方面的高级职位。


率先行动

以色列人经常受到各种批判，因为他们研发了技术然后又马上卖掉。我们常常发现，他们很少打造出能成为世界领军者的大型公司，没有能够直接触及最终消费者的分销网络。虽然以色列显示出了卓越的技术研发能力，它还是缺少市场营销的技能。所以，把技术转让给诸如苹果、谷歌或者思科等集团，把产品全球分销的工作交给他们，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更为容易。

如今，一个马来西亚人在买诺基亚手机的时候不会知道手机的电子组件或者软件大部分来自以色列，因而以色列人是处于上游或者“后台”。

生产和销售非专利药品的梯瓦制药公司是个特例。还有其他一些利基行业也是如此，譬如农业技术行业，有耐特菲姆，农业用水管理解决方案的世界领军者和首个滴灌系统的发明者，或者Check Point公司，提供信息系统安全方面的解决方案。


推倒墙壁或者从上跨过

以色列常常受到全世界的误解。为了纠正这一点并间接发扬创业精神，高达1亿谢克尔（2000万欧元）的史无前例的预算被解冻，相当于外交部正常通信预算的6倍。

在以色列拥有比较优势和“推销以色列品牌”政策导向的利基市场中，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的。

此外，虽然对以色列的认知在某些市场上偶尔会导致一些意识形态或者政治问题，还是存在着绕过这些障碍的方法。譬如Catalyst投资基金为以色列集团Dori Media注入了资金，出产一种南美特色“电视小说”。现今它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拥有多家主题频道，这两个国家与以色列没有任何外交联系。用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以色列公司越来越能在穆斯林国家生根发芽。据伊拉克穆斯林学者协会主席Harith al-Dhari说，在伊拉克至少有70家以色列企业受阿拉伯或欧洲公司的委托，活跃在不同的领域，比如基础设施和市场营销。以色列式的企业家精神就是跨过、越过或者推倒壁垒。


以色列谷创业精神的典型案例：Given Imaging

PillCam胶囊内镜是Giving Imaging公司的发明成果，是军事到民用领域技术转移的又一典型例证。它的发明者，前导弹工程师，把他的知识与一位医生的技能结合了起来。

Given Imaging是由Rafael发展公司的部分工程师于1998年创立的。它的总部、生产和研究场所位于以色列约克尼穆，子公司遍布美国、德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新加坡。2001年，公司成立仅仅3年后，Given Imaging和它的医学创新就成为了全世界报纸的头条。

这家公司的故事开始于1994年，当Gaby Iddan还在Rafael做电子光学首席工程师的时候，他就为可吞咽式胶囊内镜的基本思路申请了专利。1996年，他与两位合伙人创立了一家专注于3D成像的公司，而且他成为了Meron先生（Given Imaging的创始人）的咨询师。1998年1月，GI与Rafael（国家持股的军火制造公司和导弹行业的领军者）签署了一项合约，后者将项目技术卖给了Given Imaging，且给予了它独家使用Rafael技术的权利。

合约规定Rafael向Given Imaging转让其项目的技术和知识产权，包括Rafael的项目使用的专利、专利申请的权利、样品模型、设计、构思及其他相关的技术信息。合约签订过后，这项技术立即以3万美元的价格被转让给Given Imaging。

Given Imaging不仅完美诠释了以色列的军工技术转移，更是一家受益于“以色列精神”的创业公司。据某位企业高管说：“以色列精神，就是即兴发挥。有时候即兴是负面的，有时是正面的。在这个高科技的世界，即兴是正面的。”

1966年，一部科幻电影（《奇幻之旅》）描述了一只微缩高科技潜水艇被注入人体血液然后穿过人体的故事。这在当时仅仅是科幻，然而以色列公司Given Imaging将小说变成了现实。正如在这部电影里一样，Given Imaging完成了从未有人曾想象过有可能的旅行：将导航系统插入微型胶囊，它就可以在人体血液循环系统流动并拍摄照片。PillCam胶囊内镜诞生了，是首个口服且不游走的研究胃肠疾病的装置。

胶囊本身（11mm×26mm）由一些大小类似大药片的微缩摄像机构成。病人口服之后，它可以获取病人消化器官的影像。胶囊还安装了一组微缩传感器、成像芯片、发射器、电池和一个发光二极管（见图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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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PillCam胶囊内镜

胶囊内镜被作为蔓延性更低或者传统内窥镜的补充手段使用，传统内窥镜需要长而细的管作为辅助观测的手段，将其插入直肠并穿过结肠，或者通过口腔进入胃部和小肠。这项技术被胃肠专家使用以诊断克隆氏症、胃溃疡和肠癌。

因为胶囊内镜是可口服的而且它会穿过整个消化管道，所以会比传统的内窥镜花更多的时间。成像质量非常好，可与伸缩镜拍出的图像相媲美，而且试验表明它对于病变的探测具有高度敏感性。初步研究表明，胶囊内镜能探测出疾病的迹象而传统内窥镜不具有这样的能力。

目前，胶囊成像主要被用于检查小肠。虽然上部消化管道（食道、胃和十二指肠）和肠部（大肠）很容易用伸缩镜（安装在可伸缩管前端的摄像头）检查，但现有的镜头都无法完整地贯穿长（大于6米）且曲曲折折的小肠。

“我们的胶囊内镜是能为医生提供检查小肠功能的第一个装置，在Given Imaging之前，没人能获得小肠的完整影像。别将创新与进步弄混了，对于我们的创新，我更喜欢用‘颠覆性的技术’这个词。”让–保罗·杜兰特（Jean-Paul Durant），Given Imanging法国的董事长解释道。

这家富有想象力的公司从此被视为以色列高科技行业的“神童之一”。


第5章　信息传播

竞争情报收集是一种通过分析信息而后采取行动的思维方式，一种通过分享信息来提高效率的行为方式。它可以使人从适应到预见，而且不仅为创业公司的领导者提供潜在可实现的方案，还可提供能更好地处理不确定性和复杂局面的译码和思维方式。它还是一系列的基本准则，通常是常识，可以使人不低估竞争局面并在某种程度上保持谦逊。

面临着来自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工业国家试图掌控信息技术，并从中获利，信息的战略管理的确已经成为公司和国家全球业绩最主要的马达之一，而且为了维护国家主权，没有任何国家会忽略反竞争情报收集。经济竞争力的维持已越来越成为大多数执政者的关注点。

每个国家都致力于在公司制定必不可少的战略大方向和国家信息系统方面扮演关键角色。正因为如此，经济信息（尤其是出口方面）的支持通常是那些或多或少依靠政府部门的机构的职责。

对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在情报收集方面的比较分析表明，主要强国很早就开始发展竞争情报收集系统，帮助它们在保证就业率的同时增加市场份额。

在当今竞争加剧的格局下，以色列必须分析最优秀的外国系统。因而近些年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局势（降价、全球化、技术变革）刺激了以色列竞争情报收集系统的出现与完善。这是以色列人拥有竞争力的秘密之一。

以色列警醒的态度处处都与其文化相关。我们可以发现，竞争情报收集的行为可以在犹太历史和文化中找到根源，通常是对个人抱负和国家团结的表达。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国家的存活取决于他们对环境的迅速观察力和理解力，同样也取决于影响了中东世界的变革，以及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依靠全球化带来的新的范例。因而，以色列竞争情报收集系统具有自己的特质，且意义重大，是以色列谷成功的保障。

以色列的情况与瑞典非常相似，这个国家通过发展信息战略工程，弥补了自己在地理和经济方面的不足。历史和文化根基有利于企业合作关系的形成，雇主和工会之间的协作也颇负盛名。


情报收集

以色列拥有一张王牌：自发地进行竞争情报收集。这个国家在几年之内就成为了优秀的“硅谷”，得益于其探测重要机遇和新形势的能力，它与世界大部分其他技术中心都保持着联系。

对信息的掌握不仅仅局限于产品、客户、竞争者、技术或者供应商。

情报收集不仅适用于探测陌生的领域（有可能产生战略变革的盲点），也可以针对新进入市场的竞争者（以低价收购一家创新的“创业公司”比高价收购一家发展完备的公司要好）。

除了情报收集，还需要对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的思维模式有较好的理解（甚至到建立心理档案的地步）。


开放与解除隔阂

我们记得以色列的人力之盾得益于它的移民和国际文化：在这个犹太国家，说好几种语言是很自然的事情，通常是三种（希伯来语、英语甚至阿拉伯语）。以色列的文化凝聚力，加上人们来自世界各地的出身背景增强了创造力，有利于信息的集中和快速传播。缘分的观念（偶然的发现）是以色列公司的行为特征，在这里，地域上的临近、多文化和人际关系网有利于各种交流和突如其来的机遇。在以色列，多文化还表现为一个非常具体的现实：来自130个不同国家的男男女女生活、交流和工作在一起，讲着80种语言。

但是如果没有诸如创立于1929年的犹太事务局这种组织，这种多文化也无法拥有如此具象的现实表现。最初是巴勒斯坦托管地的犹太人的实际政府，它现在是犹太人聚居区负责移民和接待新移民的政府机构。它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组织，组织了多达几百万人的移民，而且它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得到了诸多协会的协助。Nefesh B’Nefesh是其中最重要的协会之一，促进了北美和英国犹太人的移民。它创立于2002年，主要使命是在新移民来到以色列时，帮助他们减少来自财务、职业、后勤和社会方面的困难。

从全球范围来说，以色列深知为了调和那些陈旧的隔阂而付出的血的代价。团结、好客，这些理论观念在以色列得到了真正的实施。在黎巴嫩战争期间，高达10%的以色列人民为了躲避真主党的导弹袭击而背井离乡。原本有可能导致巨大问题的状况就这样被解决了：每个人打开自己的家门，留宿陌生人。

Aharon Davidi将军于1982年（第一次黎巴嫩战争期间）创立了Sar-El。1982年4月，大部分公民应召入伍，无法完成柑橘的收获。众多来自国外的志愿者自愿代替赶赴前线的以色列人收获柑橘，体现了他们和以色列的团结一致。就这样Sar-El诞生了，从那时开始迎来了15万名民间志愿者，年轻的或者退休的，在以色列军事基地担任过后勤方面职位的人们。每年平均有4000名志愿者，通常服务三周，其中部分人已经坚持了20多年。很多人在这次经历和与士兵的接触过后，决定接受洗礼并且有的决定信奉犹太教。Aharon Dvidi于2012年去世，他与阿里埃勒·沙龙是101部队的共同创始人，十年前获得了以色列奖，不是因为他军事方面的成就，而是为了表彰他通过Sar-El在社会公益方面做出的贡献。

以色列人很自然地称呼对方为“你”，很容易攀谈，而且不把交流意见看作威胁，而是看作通往成功的途径。只有最强的人才能赢，但相互竞争并不妨碍人们成为社区好市民的意愿。生活在被大国邻居包围的小国家使得人们之间形成了强烈的责任感。


进攻式侦察

进攻式侦察是以色列竞争情报收集的强项之一。进攻式侦察的文化就是每个人都对他周边的环境有着十分敏锐的感知。再次强调，以色列人去军队走一遭培养起来的质素，在退伍之后进入职场时得到了发挥。

这种进攻式侦察的基石是对敌对行动的估计，但也是对队员及其安全的关心。这种方式是非常实用的。在创新的环境里，以色列人经常实施“剔骨”，从买来的产品中获得灵感，且从不会被非我所创（not invented here）的情节困扰，它是公司在再次开发一种已经存在的产品时遭受的症候群，借口是产品不是由它设计或者组装的。

组织信息收集、优化准确信息估值的程序、公司和它的决策者更为睿智，以及以行动为导向，成为了保证公司持续性的王牌工具。这正是以色列人的情况，与从简单模仿开始的日本人一样，以色列人在工商业展览会和沙龙上最大限度地收集信息：企业负责人大量购买样品，而且细心地跟踪产品目录变迁。

这在巴黎的Milipol国际沙龙上尤为明显。Milipol是专为国家内部安全行业从业者举行的沙龙，每年上千的参展者来到法国首都展示他们最新的创新成果。每年有50多家以色列公司和250多个以色列人以个人名义来到这里收集信息。


人际关系网络

以色列人在人际交往方面非常成功（编织并维持人际网络的能力很强）。根据Comscore公司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以色列是花在社交网络上时间最长的国家。确实，不少于240万用户（几乎是全国人口的一半）平均每月花11小时在Facebook、Twitter和LinkedIn上。企业主们也不甘落后，虽然他们从没踏上过法国的土地，但是众多以色列小企业主却通过他们的人际和商业网络，掌握了大量关于法国市场的信息，而且降低了感知市场动态的成本。

以色列社交网络遍布所有行业而且穿越了国界。大量的人际关系网络不仅存在于学术界和商界，在宗教领域亦然。超过400名以色列人曾就读于位于法国枫丹白露的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且随后形成了联系非常紧密的校友网络。

在经济领域，以色列Digital-Life-Design科技会议（DLD）是个毋庸置疑的例证，是发展国际人际网络的大型集会，与会者中有大量以色列人。事实上，在这场每年吸引着为数众多来自欧洲、中东、美国和亚洲的投资者、发明家和经济领导人的大会上，40%是以色列人。最初在德国慕尼黑举行，2011年，Yossi Vardi将这场盛会带到了特拉维夫并由其管理。

在宗教领域，散布于全球的城市中心、郊区和大学校园的Beth扝abad（犹太社区中心），构建了满足犹太社区需求的独一无二的网络，不仅提供宗教办公室和关于《摩西五经》的课程，还在安息日接待游客和举办商人晚宴。

此外还有一些活动有利于信息传递：2011年，法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举办了“Doing Business with France”的大会，使得潜在以色列投资者能了解法国市场及其特点和优势，并建立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关系。

在国际金融领域，Go4Israel（前Go4Europe）是以色列商业论坛中最为出名的大会之一，由投资银行CIH（库科尔曼投资公司）及其投资基金（Catalyst基金有限公司）组织，有双重目的：让以色列人了解国际市场，让外国投资者了解以色列。大会涉及的主题围绕几个主要行业：生命科学、TIC（信息与通信技术）、可再生能源和金融（兼并收购、资金募集与投资市场）。

在Go4 Israel大会期间，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会面，一些国外的以色列公司问世了，CIH高达40亿欧元的总交易量在这里部分实现。第十一次大会于2013年10月28日在特拉维夫的希尔顿酒店举行，聚集了1200多名与会者，其中近400人为欧洲代表和来自金砖国家的代表团（尤其是俄罗斯和中国）。这些年来，诸如阿里埃勒·沙龙、埃胡德·奥尔默特、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甚至尼古拉·萨科齐等政治人物都来为大会主持过开幕，来自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法国农业银行、瑞士银行、诺基亚、德意志电信、普华永道、德勤、伦敦交易所、Mishcon de Reya律师事务所、阿尔卡特、施耐德电气、Colony资本、阳狮集团、罗斯切尔德、SEB资产管理、法国赛诺菲–安万特、诺华制药和纽约泛欧证交所的欧洲领导人都来参与过讨论。


情报的滋味

以色列情报事务局以它们在信息安全方面的长项而著称全世界。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戴高乐将军对以色列事实了武器禁运，因而无法履行与以色列的军火合同。摩萨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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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家虚构的挪威海运公司的掩护下，成功将泊在瑟堡港口的五艘快艇运走。

摩萨德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源于它最出名的一些行动，造就了它最辉煌的时代，譬如铲除纳粹战犯阿道夫·艾西曼或者最出名的秘密特工伊莱·科恩的英雄事迹。他一次次帮助犹太人逃离埃及，在阿根廷充当阿拉伯商人，而后成为叙利亚的军方顾问，他在那里还差点被委以国防副部长的重任，在被叙利亚当局揭穿之前，他向以色列传送了大量战略信息，最后在广场上被叙利亚当局处决。他为六日战争做出的决定性贡献受到了认可。他甚至还成功地在戈兰高地参观了叙利亚的堡垒，为以色列情报机构带回了叙利亚避弹室和发射基地的布局情况。他还曾建议叙利亚官员在堡垒附近种植桉树，表面上是为靠前的哨所提供自然掩护，实际上是为了以色列国防军的士兵在轰炸的时候可以更容易地定位这些堡垒。他是以色列的英雄，现在的街道、花园甚至科隆的一个村庄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这种对情报的信仰在军队里随处可见。每个军事文件都被标注了机密级别。诸如步兵特种部队（Sayeret Matkal，对抗恐怖主义和进行军事情报搜集）、翠鸟突击队（Shaldag，空军突击队）或海军特种部队（Shayetet）的年轻士兵们不能跟亲近的人甚至是家人说起这些情报。

在监测和情报收集方面，以色列培养了探测能被监听到的弱信号的杰出能力，对国防战略和关键资源开发非常有利。

这种能力还表现为竞争情报收集方面。众多以色列人在军队和摩萨德的情报部门接受过训练。他们在收集和处理敏感信息方面拥有特殊的能力，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也极为有利，且容易授予他人。Check Point、ICQ、耐斯、奥科或者Gilat，这些都是以色列的高科技公司，而且拥有一个共同点：大部分的管理人员和员工都在8200部队中服过兵役。这支部队以它的高效率著称以色列，基本精神就是要低调隐秘，负责收集基于电子和电磁的情报，还拥有一支专注于密码技术（编码和译码）的部队。这支部队由计算机安全隐患方面的高水平专家，又称“黑客”组成，其中部分人在被军队发掘以前的确做过黑客。

这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美国国家安全局（NSA），除了这支部队是国防部的下属单位以外。

8200部队、Talpiot部队
[2]

 、Mamram
[3]

 部队，这些都是传奇般的名字，更是年轻人趋之若鹜想要加入的精英部队，在那里可以接触到大部分的神童。尽管在不适宜居住的Judée或内盖夫沙漠地区，教学条件非常艰苦，他们始终将后人在高科技领域的成功铭记于心。在Glilot，特拉维夫郊区的部队基地，最终的结果就是创立了非正式的团队，却是由能力极强的穿着制服的创业家组成。这支部队，难道不就是《纽约时报》曾大量宣扬的，伊朗核项目信息系统方面所遇困难的根源？


[1]
 全称为以色列情报与特殊使命局。——译者注


[2]
 以色列专攻科技创新领域的部队。——译者注


[3]
 直译为“计算机与信息系统中心”，是以色列军队中的中央计算机系统部队。——译者注


军队创新与军用到民用的技术转移

以色列国防军队情况特殊，技术之盾不仅要表现为防卫、保护的观念，还需要技术性和实力。以色列国防军并不是以它旗下的士兵数量区别于他人的，而是以它一直以来的先进技术而著称。

以色列国防军强大又独立，它是以色列技术之盾的中坚力量之一。对于尖端技术的不断追求为它提供了不容置疑的王牌。因而它的拳头力量铸造了一个真正的神话，而国家的历史写满了专家们之前都认为会输的大量战争，正是国防军效率的有力证据。

核能方面的潜力也是重要因素，在这方面的技能为国家持久的威慑力提供了重要保证。在中东的有利位置是以色列军事战略的关键要素，但是伊朗的核活动可能会打破这原本就不稳定的平衡，且威胁到整个地区的政治局势。

以色列国防军充当了创新催化剂的角色，因为要向效率更低的领域进行技术和知识转移，不管是军事还是民用领域，以色列国防军都负责实现大量的技术进步。

这些数以百计的技术创新，是军队得以成功且不可或缺的基石。近期无人机方面的范例很好地诠释了这些对军队具有战略革命意义的技术突破。2010年2月，以色列军队推出了苍鹭TP（希伯来语为“Eitan”，世界最大的无人机，见图5-1）。军队甚至由此推出了情报收集、实时地面监控和陆军援助方面最高效的运载工具之一。

[image: ]


图5-1　苍鹭无人机

以色列在材料和出口方面与美国共享全球最先进的技术。法国甚至也对以色列的无人机颇有兴趣，达索公司和IAI于2007年签订的合约便是证据。

防卫盾的观念同样在以色列国防军使用的武器方面有所体现，譬如设计用于保护装备的梅卡瓦坦克。每辆以色列坦克的发动机都位于后方：一方面在前方敌人攻击时可以减少损失，另一方面可以使得战士们从装甲壳里脱身。

新推出的Trophy主动防护系统，活跃在装甲车周围作为盾牌，也是遵循了保护步兵的同一逻辑。另外，得益于先进的模拟系统，士兵和飞行员的训练更高效了。

埃尔比特系统公司、Elisra或者Rafael都成功销售出了以原本是军事用途的高科技产品。在这方面最重大的成功出现在航空领域（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Elop公司和埃尔比特）、电信领域（Gilat卫星、ECI电信、Tadiran、康维斯和LocationNet）以及安全领域（Check Point、RadGuard和Tarzana）。

更为惊人的是军用技术向医药领域的渗透。Rafael创建了名叫RDC
[1]

 的公司，用于授予军用技术转移的许可。Galil医药公司（Rafael的子公司）专注于创伤手术装备，并开发了不同医学成像设备之间的对接界面。Gali医药公司如今活跃在北美和欧洲，为诸如哈佛大学医院的一流客户提供产品与服务。

埃尔比特系统公司专攻军用与航空设备，已经在电信和航天领域建立了贸易公司。他引入了MediGuard，基于光纤和路由技术方面的军事经验而开发创伤系统的创业公司。MediGuard在不运用X光的情况下，为导管、内窥镜和心脏外科提供3D医学影像，大大便利了外科手术。

Check Point软件的例子说明了技术转移得以成功的要素。Check Point是Gil Shewd、Shlomo Kramer和Marius Nacht在一间公寓里创立的。三位创始人有着或多或少相似的背景：年龄小于30岁，他们在军队相遇，且对信息系统安全非常熟悉。

Check Point的成功呈现了以色列高科技领域的特征：由三个在军队里认识的朋友创立，他们应征入伍，在情报部队一起工作过。对于他们来说，在安全领域被认出是以色列人是有优势的。甚至Check Point的名字也拥有军队的隐藏含义。他们离开军队的时候，对如何开发软件有着非常明确的认识。Gil Shwed如今是以色列的楷模，他的例子使得很多新创的以色列公司相信它们可以在本土好好发展的同时走向国际。Check Point在进入市场仅仅四年之后就达到了这般水平的发展。

因而，以色列国防和工业领域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Scholomo Dror是以色列国防部的前发言人，他曾任一支坦克部队的指挥官，后担任国家内部安全部门的军官，表达了他对军队和工业之间关系的看法（见以下专栏）。

Scholomo Dror对军队和工业之间关系的看法

军队和私营企业之间的相互合作是以色列模式的关键特征。

以色列的工业和军事之间的关系与其他国家大有不同。在以色列，两者之间关系如此紧密，以至于有时候当你参观一家企业或者跟人会面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它是为以色列国防部工作，还是在工业领域工作。康维斯便是一个例子，在那里你会遇到很多来自以色列情报部队，尤其是信息领域的人。民用和军事领域之间穿插着很多空间，这是一种双向的互相渗透。

在像美国工业的典型框架里，当你制造一架飞机时，需要制订研发和制作模型的计划，然后，如果军队试验成功，还需要大量时间和金钱支持。在以色列，当你想要发起一个项目，如果你需要军队的帮助，研发可以与军队合作进行，产生协同效应。例如，如果埃尔比特设计一种新型发动机，一旦完成，他们就可以信任军队，将试验的工作交给军队。

军队与一些私营企业共享世界级的装备。如果一家高科技私营公司需要设备，它可以向军队寻求帮助，并在军队的电脑上工作。军队和工业常常在不同的项目上合作。比如，当你有一个创新的想法，但是缺乏人力资源来马上付诸实施时，我们可以向企业寻求帮助，他们是最适合的人选，并且发起联合研发。我们可以向Elisra寻求递交一个电机系统，向他们表达我们想要做的工作并讨论一些合作机会。

在同样的领域工作并且来自同样的部队

让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如果你在一个非常需要专业研究的行业工作，而且我们知道三四年前能开发这个项目的最优秀的工程师离开了军队，且现在为一家高科技公司工作，我们可以与上述公司签订一份有限期的合约，雇用这个工程师来完成这项任务。相互合作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需要那些现在已经流向了私有行业的技能，同时高科技公司也需要我们的帮助和设备来发展自己。我们从中得到的，便是非常符合市场需求、能促进以色列经济发展的产品。

在其他国家，与政府部门尤其是国防部门的合作非常有限，而且并不像以色列国防部一样，合约从来都是可废除的、没有保障的。比如，在我们的生活中预备役是非常重要的，是每个以色列男人的年度作业，每年将部队的成员聚集在一起大约四周。在此期间，我会遇到27年前在军队或者大学认识的战友和同学。我们共同服兵役3~5年，随后大家就消散在世界各个不同的领域，但是至少每年三次我们都会重新聚首。这种凝聚了以色列人的友谊真的是非常独特的，而且在这一生中都会是人际网络的基础。

这种独一无二的关系在某些部队（坦克手、降落伞兵、特遣兵和情报兵）或某些领域（信息、安全）会更为持久。当两个以色列人相遇时，很自然地，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在哪里当兵的？”

这种相互帮助编织了关系网，并带来了共同的背景。另一方面，你就能明白那些从没服过兵役的人遇到的困难和猜疑。人们会倾向于认为他们曾经遭遇过疾病，或者他们太个人主义，不愿意为公司贡献一份力量。当你要雇用某人的时候，你会寻找一个愿意为公司效忠的人，而不是一个只是为了自己工作的人。

尽管如此，如果你问我喜不喜欢这种体制，我会回答：我宁愿少一些好友，但是能在一个和平的国家生活。在这里并不是一种正常的生活。当然，在军队形成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更希望不需要为我的孩子们担惊受怕，不愿意看着他们在服兵役期间上前线。兵役长达三年……这实在是太久了！

通常来说，技术在军队使用之前是为士兵所使用，而后通过技术转移的方式为以色列的全体公民或者对信息技术新发现感兴趣的人所用。

另外一个挑战是数码革命，以色列人很久前就明白这一点。有了古腾堡
[2]

 和他发明的印刷术，在信息管理方面，书写就取代了口头。有了网络，信息从纸面到了电子界面：从前在企业里都是精打细算地发布信息，而今信息爆炸，而且经常是免费在互联网和内网上传播。

在国际化的局势下，想要保住一份令人羡慕的头牌工作，仅仅工作得更多和更好已经不够了。还需要会使用新的通信媒体（电子邮件、讨论论坛）和新的工具（语义分析软件和信息绘图软件）。以色列的年轻人都能熟练掌握这些新技术。

这些技能的形成，是由于大部分信息通信技术相关的创业公司的青年领导者都在神秘的以色列国防军8200部队服过兵役，这支部队是个真正的智库。


[1]
 全名为Rafae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译者注


[2]
 德国铅活字印刷术发明家。——译者注


反恐怖主义教育的输出

在反恐方面，以色列确实非常专业，在这方面积累的知识在美国“9·11”事件之后十分抢手。如果20年前，外国人在提及以色列的时候能考虑下雅法的柑橘，如今就能更会记住无人机和反恐方法。

以色列这个国家在它存在的最初期就需要对抗恐怖主义，因而在这方面的确有长久的经验。

当我们研究出新的措施阻拦某些袭击的时候，恐怖分子又会发明新的方法来对他们的目标造成伤害。因而，20世纪60年代一系列的飞机劫持事件迫使以色列加强了航空安全，这之后恐怖分子就把目标转向以色列在各国的大使馆。一旦大使馆的安全加强时，他们又会开始袭击以色列城市里的市场、公交车和人行道。因而反恐的战术需要不断适应新的攻击方式，而且试图预测即将问世的攻击方式。据以色列情报部门的前负责人称，“与恐怖主义作斗争就如同打拳击一样——我们靠拳头取胜”。

自杀式恐怖袭击这种战术，非常初级但是很有效，它最初是真主党发起的。1983年10月23日在贝鲁特针对美国海军兵营首次实施，利用一辆安装了炸弹的卡车，241名美国士兵身亡。11年过后，1994年4月6日，哈马斯重拾这种战术，在Afula城一辆载满乘客的公交车附近，一辆汽车在自杀式袭击中爆炸。而后，所有的恐怖组织都招募了数以百计的人（其中还有少量女性），给他们灌输这些思想，为他们配备装备。

因此，多年以来，以色列学会了如何对抗这种无休止的威胁，并研发技术来与之抗衡。然而历史经验证明了一种难以根除的现象，与战争相反，在这方面完完全全的胜利是很罕见的。

以色列人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并开设了机构来教授这个科目。Herzliya跨学科中心就是这方面的权威之一，它每年吸引数以千计的学生、以色列人、外国人或者新移民，渴望掌握它教授的技术。大学为国际反恐机构（ICC）提供场所，并且请来了众多参加过或正在参加最棘手的行动的大人物前来授课。2011年9月，它迎来了第十一届全球反恐峰会。

成立于1996年，这家机构首先是大学学术机构，旨在教授在全球范围内反对恐怖主义的方法，同时为国际合作提供便利。它是个独立的“智囊团”，为恐怖主义、反恐、内部安全、对漏洞和风险的估计，以及对国防安全的分析，提供了专业知识。

美国是最先需要以色列在这方面进行教学的。这两个国家的确是伊斯兰极端分子的优先目标，以色列人经历的教训为美国人在他们的反恐斗争中所用。同时，美国人面临不同的安全挑战：尽管反恐关系到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存活，它的影响却跟美国不是同一级别的。

国际反恐机构致力于在尽可能多的国家中调动和输出它的知识，它每个月都会在全球范围内组织一些研讨会和演讲，使得国家领导人和专家在恐怖主义的问题上更为敏感。比如，部分IIC的成员曾于2008年前往西班牙参加一场国际研讨会，会议期间他们分享了他们在地中海地区伊斯兰恐怖主义问题上的经验教训。


第6章　技术孵化器

以色列一直坚信国家的经济前途曾经依靠的是技术产业的成功，且会继续依靠技术产业，所以国家启动了一项吸引风险资本的完整计划，同时为科技创新提供有利条件：国家科技孵化器计划。

这个计划是成功和创新的温床，代表着以色列的文化、实用主义精神和团结，它还帮助新手创业家将他们的创新想法转换为产品。计划可以为启动产品的生产、销售和出口提供物流网络和财务支持。想法需要新颖而且独特，提出产品定位，扎根于研发，且在特定的市场产生重大价值。在付诸实施之前，需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全面研究。


以色列孵化器计划的特别之处

以色列的这个计划最初的设想是用来满足国家的特定需求，且最大限度地利用人力资本并将其转换为经济方面的竞争优势。创立这个计划的依据如下：国家拥有独一无二的丰富的人力资源库（源于其历史以及国家长期处于战争的状况），以色列无法眼睁睁看着优秀的想法因为没有方法付诸实施而消逝、被人遗忘。

这项计划最初服务于来自俄罗斯的新移民，而后迅速触及所有希望将他们的想法转换为产品的以色列人，且产品的可行性、新颖性和竞争性都是站在国际市场的角度考虑的。
[1]

 这项计划用于为创业者提供适宜的技术环境、财务支持、实际操作和物流、销售方面的专家建议和行政协助，引导他们走好最难走的第一步。

因而1996年，以色列政府开设了国家科学领导人办公室（隶属于以色列工业、劳动和贸易部），职责是在有限的预算内，最大限度地挑选和支持项目发展。但通常来说，孵化器专注于以下行业：软件、生命科学、医学设备、环境、水科学、信息和通信技术，都是与研发相关的行业。

以色列为年轻企业融资的模式，并不是来自国家扶植，因为在这种混合的经济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部分已经逐渐减少，让利于私营企业。此外，公司若成功，国家就收回供款（若失败则不会）。最后，国家科学领导人办公室将管理孵化器和项目的政府支持落到实处，而孵化器以信托的方式来进行管理。这种责任落实制度可以保证项目的整体效率。更确切地说，以色列的这项计划不可能或多或少地被等同于“法国式”的国家补助，它远远无法取代私人融资，但是却可以刺激这些投资，将它们合理组织，然后从中退出。计划是用来吸引资本的，从来没有与私营企业形成过竞争，反而在税务方面为它们提供了便利。这一战略被证明是有回报的，因为这些孵化器从私人获得的融资是政府初始投资的两倍多。

这种鼓励和具体支持的政策使得潜在的失败可以被接受：一家企业在离开孵化器后终止业务的风险在它创立之时就是固有的，不管在前期付出了多么大的努力。

总之，孵化器可以帮助企业发展那些肉眼无法直接看到，但实际上却非常有益的方面：在孵化期与其他创业公司接触、建立社交关系，而最终形成之后能为自己所用的人际网络。

在孵化器里度过的时间通常约为两年，生物技术方面的项目甚至是三年。


[1]
 以色列外交部，《以色列的高科技机遇》，http://www.mfa.gov.ilMFA/MFAArichive/2000_2009/2002/5/High-Tech%20Opporunities%20in%Isreal.


少许数据

2011年，以色列的24个孵化器里，自2007年以来启动的750个项目中，63%的项目完成了孵化程序，60%的项目被认可为独立的企业，而且雇用了约2000名员工。

每个项目两年的总预算在35万~60万美元（其中85%是以国家保证金或者国家补贴利率贷款的形式，其余15%目前来自私人投资者），生物科技的项目预算高达180万美元（其中80%是国家补贴利率贷款的形式）。

项目成功时国家收回供款是通过类似版税的形式，按照营业额的百分比来计算（通常是销售额的3%）。目前约有200个项目在不同的孵化器中进行。2011年年底，也就是这个项目启动的20年之后，有超过1500个项目在这些孵化器中成熟了。它们中的57%吸引了私人投资者，47%仍然处于营业状态。


私有化进程

在专业化的计划启动之前，孵化器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它们通常隶属于著名的大学、地方行政区域或者工业集团。它们的办公场地和行政开销都是由政府通过首席科学家办公室
[1]

 （OCS）埋单。每个孵化器每年会接受国家通过OSC派发的20万美元津贴，用以支持其运行。

迈向私有化的步伐被视为国家技术孵化器计划的革新，为计划带来了新的生命力
[2]

 。孵化器开启了转化的进程，由富有经验的专业投资者支持，他们拥有能够向“孵化”中的公司提供在商界强劲发展的人脉关系。因为私人投资者的存在和参与，他们追求重大成果，孵化器需要证明它们能取得公认的成功，同时能发展更多的公司，在他们的孵化期甚至之前，吸引来自风投的数额更大的基金。

2001年，在当时的工业部长夏兰斯基的要求下，Yair Shamir组织了对孵化器的业绩分析。结论非常明确：将孵化器私有化能提高项目的成功率，需要有积极参与者和专业人士陪同项目成长。

2002年，首席科学家办公室为了计划
[3]

 能取得最佳成果，启动了私有化进程，主要目的是强化孵化器
[4]

 的专业和财务实力。私有化这一阶段是国家精心组织的。Rina Pridor，计划的创始人和八年来的管理者，在2009年离职之前见证了这一切：“我们寻求的是真正为了项目成功而付出的基金，以至于他们的人员都能给予项目使用。”

在计划的私有化过程中，孵化器成为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他们的新股东包括风险投资公司、私人投资者、投资公司、高科技企业、地方当局和大学。

成立私营孵化器的目的是满足每个领域或行业独一无二的技术需求，他们的领导者或团队需要完全或者部分专职于同一领域。

伴随着私有化而来的是融资能力，以投资者为重的企业在当时受到了鼓舞。这些企业主，寻求为创业公司增值，为它们提供了改善建议和运营协助，以及通过把它们与战略合伙人和关系网络牵线搭桥，帮助筹集资金。

私有孵化器为投资者带来了宝贵的机遇，使得他们能够获得有潜力的资产，使其大量增值并能拥有孵化器内部公司的概况。得益于在最初投资时政府注入的大量资金，所有这些好处都能在很低的风险下实现。

领导团体、导师制度（有导师指导创业者们成长）和由孵化器业主确定的方向，在管理团队的协助下，加快了能吸引新投资者的主要步骤。这些步骤包括技术的成功或产品的可行性、营业额、投入市场的凭证、准备有效的商业计划，以及招聘一个团队。

因此，首先由孵化器培育的公司，进一步筹集资金的成功率就增加了。

目前分散在全国各地、拨给26个孵化器的年度预算，已经由1991年计划初期的100万美元增长到了2011年的近5000万美元。


[1]
 “首席科学家办公室”的职责是贯彻落实国家科技发展规划，协调指导与该部职责有关的科技活动。——译者注


[2]
 《以色列风投与私募报》。


[3]
 首席科学家办公室。


[4]
 技术孵化计划。


孵化器的运行

每个孵化器都由一位经验丰富的有能力的总经理领导。他服从于政策制定委员会，由来自工业、商界和学术机构的专业人士组成。此外还有一个项目委员会，由企业和行业高管、高科技企业的研发负责人、大学和学术机构的教授以及一些公众人物，参与项目的筛选阶段，随后在孵化阶段履行监管、引导、定向和咨询的职责。

所有的孵化器都为创业者们提供相应的装置和基础设施，以便于实施他们的研发活动，并为他们提供财务、技术和行政方面的支持。

当一个项目被批准通过后，一家独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就会成立，按照贸易公司的方式运行。项目会被转移到孵化器的场所，有特定的装备供他们使用。为了被选中，项目需要建立在科技创新的点子上，点子需要来自创业者（而非公司），需要有研发的需求并以开发具有出口潜力的产品为目的。

每个项目会配备3~6个员工，并获得孵化器管理层的帮助。被孵化器接受的项目会在此度过两年，除非生物科技项目享有多一年期限。在此期间，创业公司被期望能取得巨大的进步（例如制作出产品模型和商业计划，或者对产品有清晰的定义，获得技术可行性的依据），使得它的公司有资格享受商业投资或战略伙伴的参与。

每个孵化器的组织结构允许其同时负责10~15个项目，每年平均消化3~8个项目。

谷歌在以色列

谷歌公司于1998年由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创立。谷歌为自己设定的使命是“整合全球信息，使人人皆可访问并从中受益”。现今，集团拥有2万名员工，实现了超过300亿美元的营业额。

谷歌以色列由Yoelle Maarek和Meir Brand于2005年创立。挑战不是一点点，问题在于这基本上相当于筹备一家创业公司，如同谷歌每个子公司曾经经历过的一样。以色列是谷歌在美国以外仅次于苏黎世的最大的研发中心。Google Suggest功能以及目前谷歌大量的扩展服务，譬如优先收件箱和收件人自动纠错功能，都归功于以色列团队。这个研发中心的特征在于没有固定的路线图，而是跟随工程师们对公司提出的革命性想法。然而以色列人还是专攻以下四个领域：搜索、谷歌应用软件、Networking和分析器。谷歌目前正在与其他跨国公司合作，旨在不久以后为以色列企业创建孵化器。

孵化器能容纳20家创业企业，它们在几个月过后就能自己展翅高飞。谷歌以色列为自己制定的使命是为创业公司在以下方面提供建议与支持：与政府部门的关系、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比如办公室、会议室、网络连接，还有法律服务与市场营销，以及提供专业人士的建议。

位于海法的谷歌社区，如图6-1所示。

[image: ]


图6-1　位于海法的谷歌社区

资料来源：IsraelValley.com.

NGT：犹太阿拉伯孵化器

一项关于以色列经济的全面研究表明，NGT（New Generation Technology）孵化器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因为它是政府企业孵化器计划的范例，另一方面因为它在以色列经济中是个独一无二的例子，第一个且是当时以色列唯一的犹太阿拉伯孵化器。

这个想法最初是由Sarah Kramer和Helmi Kittani提出的，他们是犹太阿拉伯经济发展中心（CJAED）的成员，对于高科技领域的阿拉伯创业者的潜力持有同样的看法。NGT多亏了其6位投资者（5位阿拉伯人和1位犹太人），在得到政府同意后，于2002年7月在拿撒勒成立了（见图6-2）。

[image: ]


图6-2　位于拿撒勒的NGT总部

享有2000万美元的预算，NGT向每家创业公司拨付高达60万美元的起步资金，其中85%由政府投资。

NGT由阿拉伯工程师Nasri Said领导，专攻生物科技领域。自创立以来，它已经帮助了20家企业，其中有1家阿拉伯企业、6家犹太企业和4家犹太与阿拉伯人的合作企业。

鉴于加利利和位于特拉维夫、赫兹利亚和海法的以色列硅谷中心的距离，将NGT设立在拿撒勒的决定是大胆又恰当的。除了地理位置上的劣势，拿撒勒还面临着贫困问题，它是以色列最大的阿拉伯城市，约有6.6万人口。然而在以色列众所周知的是，以色列的阿拉伯少数民族与其他人口相比教育程度较低。

除了资金支持，孵化器还为每个项目配备40~80平方米的办公室，为其支付日常开支（水电、保洁、保险、食堂设备、装备齐全的会议室、秘书服务、法律和会计服务、办公用品、复印机等）。

NGT因鼓励有趣的项目而享誉，尽管有时候这些项目的发起人在生意方面能力匮乏或者发展路线模糊。尽管如此，NGT并不是个NGO或者政府组织，孵化器在阿拉伯–犹太合作中看到的是经济利益而非政治行为。我们没有犹太公司或者阿拉伯公司的说法。在以色列，只有以色列公司，它们的创始人可以是犹太人，是阿拉伯人，或者有时两者皆有。阿拉伯创业者都会说流利的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和英语。他们都拥有以色列或者外国大学的学位。孵化器的宗旨并不是为一个被失业困扰的城市创造工作岗位，尽管NGT的确带来了工作机会。

Metallo-Therapy公司正在研发提前诊断和治疗癌症的新方法。Rad Dental正在开发利用电子响片对抗牙齿和牙龈疾病的设备，而Lotsam生物制药公司正在测试一种以蛋白质为基础的新型疗法，以预防和治疗对药物有抵抗作用的细菌感染。一家名为VPSign的风险企业正在发明一种电子签名使得办公室能摆脱所有的废纸，同时另一支团队——Renopharm，在内皮功能紊乱（血管内壁疾病）的治疗方面拥有五项美国专利。

NGT支持的主要活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鲜有阿拉伯创业者企图在传统的高科技领域创业，譬如信息技术（IT），因为这些领域经常是与以色列的国防工业联系在一起的。然而，以色列的穆斯林阿拉伯人不必服兵役，因为安全方面的原因，他们很难获得这个市场的准入权。因而很多阿拉伯创业家转向生命科学，不得不说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NGT的领导阶层都是这个行业的毕业生，因而非常有资格评估这方面的项目并为其发展提供有用的联系人。在一个社交网络是职业生涯重要支柱的国家，这是极其重要的优势。

因而NGT建立的宗旨有三个：主要目的是将想法转换为盈利的企业，还应当为国民经济中较大的阿拉伯少数民族的融入服务，最后宣传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共处的观念。当政治无所作为的时候，这个原则可以促进经济领域的发展，是目前最受欢迎的理念之一。以色列工业家史蒂夫·维特海默长久以来是此观念的宣扬者。因而，2010年在拿撒勒的Precipice山脚下，在有着开阔视野的Jewreel谷的土地上，这位84岁的亿万富翁为这个未来的工业园砌上第一块基石并非偶然，这是在一座以色列阿拉伯城市中的首创。史蒂夫·维特海默解释道：“为了宣扬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共处的观念，也就是和平的理念，需要创造工作岗位。当人们一起工作时，就没有施展暴力的空间了。”

注：此案例由作者与Michael Bickart合作撰写。


第7章　创新的资金之盾：风险资本
[1]



回到源头

私营企业出资支持高科技发展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Recanati集团，当时控股以色列贴现银行（IDB）、PEC和Clal，创立了数家取得了重大发展的公司：埃尔比特、Elscint、Elron和Scitex。丹尼尔兄弟和Raphael Recanati依靠他们出资支持的有才能的管理者：以色列空军前司令Dan Tolkovsky将军或Uzia Galil，都被视为高科技产业之父，且有精神之子Efi Arazi（Scitex创始人）、Yehuda和Zohar Zisapel（29家高科技企业的创始人）。

Recanati家族在当时是先驱者，他们出资建立了特拉维夫大学的商学院，而且鼓励以色列经济向高科技方向发展。Recanati两兄弟过世之后，他们的继承人Leon和Oudim拆分了集团，如今由Eduardo Elsztain和Moti Ben-Moshe掌控。自集团出售后，以色列高科技领域不再是IDB的投资重点，而更青睐国际投资。

同样地，埃德蒙·罗斯柴尔德，同名埃德蒙·罗斯柴尔德的孙子，以色列的恩人，在19世纪末期资助了第一批移民，在20世纪60年代是第一位投资以色列的国际商人。他重点发展了Cesaree地区，创建了Israel General Bank和Plantex制药公司，并成为了Israel European Company的董事长和主要股东，控股以星综合航运公司（ZIM）和28%的海法精炼厂。


[1]
 本章是作者与Yvon Maier共同撰写。


风险资本推动下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是以色列经济的变革时期，但是据Daniel Isenberg教授的观点，90年代的各种发展仅仅是近40年来建设过程的果实：“70年代初期，第一家以色列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了（1972年，Elscint，医学成像的先驱公司），使得大量美国风险投资公司初步参与到以色列经济，而1974年首家英特尔国际研发中心在以色列的创立，为它们提供了大规模参与的机会。1977年，颇具影响力的BIRD基金成立了，旨在资助以色列和美国公司之间的高科技产品研发。80年代初期，在风险投资方面有着大量高素质的投资者。1984年第一股上市潮流囊括了12个以色列高科技项目，在纳斯达克总估值约为7.8亿美元。

1993年，随着Yozma计划的出台，以色列成功的风险投资产业开始初具雏形了。这个计划由政府发起和支持，拥有1亿美元的发展资金。它的使命在于通过扮演“母基金”的角色和直接投资科技创业公司的种子阶段，在以色列创立可持续的企业链。Yozma基金的特征在于这些国家资金由私人风险投资家决定分配，决策不受国家干扰。1997年，Yozma迅速私有化了。Yigal Erlich是Yozma计划的创始人和现任管理合伙人，他解释说，目前基金多投资于通信、信息技术和医学技术领域的公司。

随后，20世纪90年代入驻以色列市场的美国银行大大便利了以色列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以及美国集团公司对其的购买。1995年雷曼兄弟在特拉维夫开张时，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对当时雷曼的副主席Harvey Krueger，也是他为以色列公司开启了通往华尔街的大门，说道：“跟雷曼兄弟这样的兄弟合作，你不再需要其他的兄弟了。”毋庸置疑，2008年的危机和雷曼的倒台对以色列公司有所影响。以色列成为了这家银行留下的孤儿，现今已经没有大型领军美国投资银行的支持了。

90年代末期，以色列开始了发掘欧洲市场的进程。1993年，Astra成为以色列风投基金的前三强，它投资了9家种子阶段的公司。投资组合里最大的成功要数OTI公司。Astra在OTI获得首张非接触式SIM卡（微处理器技术）的专利后，为其注入了种子资金。

1999年11月，OTI在德国上市，估值1100万欧元，几个月后达到了2500万欧元。这在当时是在德国上市的第二家以色列企业。对于第一家，德意志银行的董事长表示对于把以色列企业引入德国市场表示惊奇，他指出对于德国1585年证券市场建立以来，还没有任何一家非德国的企业在此上市。这阐明了以色列创业公司的融资方式：市场太小，国际化必不可少。

1993~2000年，以色列的风险投资基金从3家增长到100家。货真价实的产业形成了。然而我们仍然可以注意到，最近十五年间基金的数目收缩到20家。这些基金中的大部分优先注资处于种子时期的公司。目前，“初级阶段”的投资占据以色列投资的80%，它促使以色列诞生了大量的高科技公司。以色列的风险投资家在“初级阶段”的投资相当于所有投资的一半。

在欧洲，正好相反，85%的资金都注入了成熟公司。然而近期在国内也出现了投资成熟公司的形式，因为它们能够证明自己而且风险更低。长远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并且的确是企业取得成功的保证。部分大型企业最初的在以色列进行开发，之后它们及其研发中心甚至永久地驻扎在了以色列的国土上，譬如员工人数达600人的微软。微软CEO史蒂夫·鲍尔默的确说过微软不仅是美国的也同样是以色列的。

源自学术和军事世界的技术方面的预测与创新为以色列烙下了印记。因而大量投资者只针对研发的初级阶段，为的就是在几年内，创建的不仅是一家卓有成就的公司，更是一个其他高科技公司可以收购的技术平台。这种仅限于“初级阶段”的融资方式越来越常见，通过孵化器，向天使投资人或群众募资。

近十年间，售予大型国际集团的以色列公司的数目不断增长，很好地说明了“采樱桃”模式（购买投资者根据其需求可能会选择的技术）。自2000年以来，约有上千家以色公司被国际企业收购。例如，2006年，76家高科技公司被转让或与其竞争对手合并，总值高达110亿美元（见表7-1）。20年里，以色列高科技公司出售给国际集团的交易总量超过500万美元。

表7-1　以色列与外国公司之间的兼并收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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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VCResearch Center，IVC2012Year book.

以色列通过风险资本促进了经济发展，因而全国的创业公司也活力十足，这些都部分归因于纯西方的投资的活力。仅仅在过去的3年里，以色列和新兴市场之间也因为共同利益形成了这种不可分割的活力。

这种不断增长的新趋势来自于中国、俄罗斯及其他亚洲国家对以色列技术的购买。上海与特拉维夫之间的双边贸易往来20年里增长了200倍：1992年为5100万美元，2013年达到了110亿美元。现今，中国（包括中国香港）是全世界继美国之后第二大以色列产品进口国。同样的，大型中国跨国集团在以色列自然也有它们的品牌，例如联想、复兴。

“创业之国”的称号之所以能长久且复苏，还源自以色列目前激发的亚洲投资热情。李嘉诚的风险投资基金，维港投资，注资了Skype、Siri或者Facebook，近些年来投资了28家以色列创业公司。此外，以色列投资基金Catalyst最近还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韩国也以技术创新的港湾著称，在以色列的技术市场上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三星在这里创立了研发中心，管理着与智能手机相关的大部分技术。LG亦然，15年前来到这个国家，在这里进行着整合了以色列和韩国智力资源的项目。


风险资本的重大要点

诚然，风险投资家陪伴并促成了以色列创新的发展，但是也需要意识到这个行业的一些问题。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风险资本和以色列创新市场之间为何如此联系紧密。

成功的关键在于投资者为创新企业的发展初期或者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技术提供资金，同时也提供他们的关系网和创业经验，最终获得投资回报。通过参与董事会，风险基金参与企业战略的制定。他们与公司密切合作，在其发展的每个阶段给予帮助。基金将帮助公司制定战略，把他们介绍给战略合作伙伴、行业分析员和投资银行，帮助他们雇用高水平员工，选取高层管理人员，并帮助公司在国外开设分公司。

风险投资家（VC）倾向于在以色列由“初创”过渡到“后期”阶段。投资者对资金流动性的需求产生了剪刀效应。通过VC融资的公司的资本退出时间越来越长，平均时长为8年。但是许多公司需要10~15年才能为股东创造资本撤出机会。目前，80%在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市值都超过10亿美元。

顶尖的国际投行，在纽约上市的重要角色，寻找估值超过2000万美元的公司帮助其上市。因而对于小型高科技公司来说上市变得越来越难。这些公司被迅速定义为小型股、微型股，甚至纳米股，不再吸引行业分析员或机构投资者。在这个假设下，资本流动性较弱，上市成了负担而非好处。与此同时，监管变得越来越严格（2000年金融泡沫破灭后，《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要求必须向美国证监会报备），这一切都使得简单的小公司上市不管从财务和行政方面都变得更为繁重。

因而，在伦敦AIM（另类投资市场，很多人又称作另类以色列市场）上市的43家以色列公司中，27家退市变为私营，因为它们的估值水平不够诱人。

在欧洲恰好相反，85%的资金投入在“后期阶段”，在成熟的公司里。然而在以色列，最近也兴起了投资“晚期阶段”公司的潮流，只要企业能证明自己的实力，而且风险也会相对较小。

资本退出（在金融术语里意思是风险资本家将他投资组合里公司的股份卖掉）有两种渠道。长期以来，退出的主要方式是去纳斯达克上市。如今还有另外一种重要出路，就是兼并收购（一家企业被其他市场参与者买下的情况）。

首家投资“晚期阶段”高科技企业的基金是Catalyst基金，自21世纪初期开始，逐渐构建了这些公司的投资组合。

Catalyst基金通过收购几年前就投资在一家企业的投资者，业绩达到了最佳。例如，Catalyst收购了Omrix的A基金，它在十年前投资了这家公司。2005年，Omrix实现了2700万美元的营业额，但是亏损300万美元。初始投资人都“累”了，需要“退出”。Catalyst同年以450万美元的估值收购了他们的股权。一年后这家公司达到了6300万美元的营业额，盈利2300万美元，并在纳斯达克上市，2007年达到了7亿美元的市值，并最终于2008年被强生收购。

Astra囊括了9家公司，1993~2000年基金的退出使其获得了非常高的回报率（35%的内部收益率）。但是对于6家公司（生物科技、医学科技），Astra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资金得以退出。确实，这6家生科企业没有时间充分成熟使得Astra能实现资本退出，因此，Astra不得不拨备它在生物科技方面的投资。

近期，Catalyst基金在成立的15年之后，于2011年注资了Mobileye公司，它开发了一种具有危险预警功能的电子摄像头。这项技术从长远来看会是推动汽车自动驾驶功能的手段。金融市场对于Mobileye的上市反响积极，尽管2014年8月的市场环境不是很乐观。

尽管是在2014年以巴冲突加沙地带矛盾最盛之时上市，Mobileye的股价还是迅速攀升，且公司的估值在8月底超过了90亿美元，成为了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最大的以色列公司。


风险资本的宝地

目前，以色列已经成功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者，经常是以风险投资公司的形式，尤其因为它在这方面的公认优势。因而以色列也成为全球人均风险投资公司数目最高的国家。风险资本是创新的第三大资金来源，2013年人均投资达到278美元，是美国的3倍多以及中国的110倍（见图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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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2013年人均风险投资

资料来源：IVCYear book 2014.



此外，以色列在风险投资的绝对数额上也排名颇佳（仅次于加利福尼亚和马萨诸塞，位列世界第三）。风险投资行业在迅猛发展中，2010年的融资数额达到了8.84亿美元，到了2011年已经高达12亿美元，也就是39%的增长率。

当欧洲的风险投资行业还命运多舛之时，以色列已经集齐了形成了一个高效活力系统所需要的条件。以色列作为全球积极的创新国家，将民间研发摆在了重要位置，因而也形成了非常有利于当地和国际投资者的环境。通过2010年加入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色列展现了它良好的经济管理体系，以及强大的生产力，保证了它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

2014年最为活跃的以色列基金为Fortissimo、Pontifax、Catalyst和Pitango。越来越多的中国和美国风险投资基金希望收购以色列公司，正是这些公司将特拉维夫塑造为新一代硅谷。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以色列公司数量多于欧洲公司。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218家以色列企业在纳斯达克上市，89家在欧洲上市（见表7-2），若与2011年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区区四家法国公司和三家日本公司相比，成果卓越。因而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外国企业的数量方面，以色列仅次于加拿大，位列全球第二。纳斯达克是纽约的高科技企业证券市场，是麦加圣城，是高科技领域的名流。CIH投资银行在10年内为以色列公司融资30亿美元，据它称：“储备还很丰富，有3000家以色列创业公司时刻准备着进入市场。”

表7-2　十年来的上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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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sreal VCIndicator Survey：2013；

NASDAQ，NYSE，EURONEXT（2013）.


第8章　绿色科技：清洁技术
[1]



“Cleantech”这个新词的含义包括了所有的清洁技术，也就是无污染的和能源可再生利用的技术。以色列提供了好几个有趣的例子。由于这是个遭受着恶劣气候的国家，建立在一片干旱的土地上，自然资源的供应非常有限，因而迫于需要，以色列人成为了资源优化和理性使用方面难以超越的专家。逆境促使他们总是“跳出框架”思考，以便不断突破极限。这种从建国先驱和基布兹人身上继承的品质，一代代地流传下去，而且仍然在如今的年轻人身上得到体现。以色列在地下没有找到的资源，通过大脑补偿了回来。

因而以色列在国际排名中大放光彩并不是偶然：在2014年全球清洁技术创新指数中排名首位，2012年排名全球第二。这项排名由WWF和Cleantech Group联合推出，挑选出未来10年在清洁技术领域公司最有可能成功的国家。以色列证明了它在这一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国家所发展的管理多样且稀有的能源资源的能力，以及不受任何风险厌恶影响的这种创业精神，被摆在了重要位置。我们完全可以在以色列创新上寄予希望，尤其是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上。不同行业的五家公司上榜：2013年全球清洁技术公司100强，这一榜单由《卫报》和Cleantech Group联合推出，挑选出在清洁技术领域最具前景的100家创业公司：Desalitech是这些创业公司中的一员，专注于海水淡化。它是以色列特色创新的完美例证，因为将海水转化为可饮用水的想法源自以色列的需求，能源方面的缺失，由人们的智慧填补了。Emefcy在废水处理方面创新，Phoebus Energy专注于太阳能热水，GridON专注于电网。而Kaiima在可持续农业方面研发了能改善产量的新型植物品种。

以色列在它的创业公司和学者的协助下，掌握了水、农业和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技术，因而在面对资源稀缺的环境时，也拥有了相当可靠的王牌。然而，水资源和对能源以及食物的依赖性由于与邻国之间的非正常关系而显得越发迫切。

此外，虽然以色列的技术知识出口到了地球上最先进的国家，但是一些政策封锁也妨碍了国家内部对资源的理性使用，使得以色列到目前为止还无法保证关键资源的持续性。

尽管如此，1948年独立以来，农耕面积增加了一倍，农业总产量更是当时的七倍，而人口数量是当时的六倍。2.6%的劳动力从事农业活动（如果加上与农业相关的服务业，则约占劳动力的6.3%）。

因而，如今得益于相当于以前六倍多的效率，一位农耕从业者可养活超过100人，而1955年只能养活15人。以色列国内不仅谷物消费80%来自进口（大部分来自美国），糖、咖啡、鱼和肉亦然。但是在其他的农产品方面保持着独立性（水果、蔬菜等）。以色列是柑橘和花卉的出口大国。

从文化层面来说，农业传统植根于以色列社会中，尤其适合基布兹和莫沙夫社区。当19世纪开国先锋在此定居时，他们通过砍伐森林和长期停耕，将无用的半干旱土地变成了可耕作的田园。遍布着石子的田地被清理，地势陡峭的区域建起了梯田，沼泽被清干，一家大型植树造林的企业开始有所作为，减缓水土流失并降低含盐度。

1870年在巴勒斯坦地区开设了以色列农业学校，以教授犹太儿童农耕活动，进而改善在以色列土地上定居的犹太人的生活状况。除了教育的角色，学校还是一所由教授们自行管理的研究中心。此外，学校主席Ilan Cohen还将其与新兴的阿里埃勒·沙龙生态园区联系在一起。机构目睹着数千名学生来来往往，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巴勒斯坦流血骚乱事件或者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有专门的教师团队负责教育移民儿童，并帮助他们融入学校。学业结束后，不同年份毕业的学生有的在国家的农业区定居，有的加入了当时的农业研究机构。


[1]
 本章是作者与Laurent Choppe、Yvon Maier和欧洲商学院的Steve Ohana教授共同撰写。


水的问题

以色列农业的主要问题就是水，农业消耗了全国60%的水资源（每年5亿平方米）。每人年均消耗量为153立方米（约旦为172，巴勒斯坦地区100，黎巴嫩950，叙利亚860）。水资源储藏主要来自以下三方面：地面水、储量令人担忧的加利利海和两种地下水源（近海含水层和约旦河西岸含水层）。以色列的水资源压力越来越突出。近20年来，对水资源的需求和现有可再生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预测表明，20年后对水的可预见需求增长会造成水资源赤字。根据议会的调查委员会，当前的匮乏状况源自30年来对资源杂乱且不理性的开采。

直到2002年才开始采取大规模的措施为了将以色列拉回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将处理过的废水用于农业、最大限度地利用雨水、节约用水、大型海水淡化项目、污水再利用……

目前，以色列共有166家专注于水管理的企业，年度出口超过15亿美元。威立雅和以色列海水淡化公司IDE建设并经营着亚实基伦海水淡化工厂，是全世界最大的海水淡化工厂。IDE是这个行业的先驱和领军者。20世纪60年代，IDE还将戴维·本–古里安海水转化为可饮用水的梦想变为了现实。

对于威立雅以色列的总裁Henri Starkman来说，“在这里修建一个这般规模且价格合理的工厂是意义重大的，因为是以色列人发明了反渗透系统”。目前，威立雅水务部门满足了以色列约10%的水需求：亚实基伦和Palmahim的工厂每年分别出产1.18亿和3000万立方米的水。以色列政府已经批准在阿什杜德附近的Storek修建一家新的海水淡化工厂。工厂年产量为1.5亿立方米，这个项目将使得以色列能增加65%的淡化水消耗。Storek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海水淡化工厂之一，它的建造总共需花费4亿美元（3.08亿欧元）。

到2020年时，Henri Starkman补充道：“以色列将有约7.5亿立方米的水可供使用，是现在对水资源需求的50%”。

促使人们寄希望于海水淡化的原因很容易理解，因为如果来自海水淡化工厂的年产量增长达到了5.25亿立方米，就可以满足以色列70%的饮用水需求，可以让目前的水资源短缺状况告一段落。

这些数字非常有意义，因为国际媒体经常将水资源匮乏称为中东的一个重大问题。据估计，中东地区每年对水的需求约为20亿~30亿立方米。亚实基伦海水淡化工厂（见图8-1）每生产1亿立方米的水需花费2.5亿美元，按照这个算法，只需要25家工厂，也就是60亿美元。这在国际范围内，譬如对于世界银行，是很小的一笔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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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亚实基伦海水淡化工厂

与邻国在涉及水的问题上的边界冲突（黎巴嫩、叙利亚、巴勒斯坦当局）构成了真正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1]

 ，以色列大部分的水资源存储来自河流或者位于国家领土范围之外（巴勒斯坦当局的确对约旦河西岸含水层，而且有三条河流为约旦河给水：黎巴嫩Hsbani河，发源于叙利亚宣布主权的戈兰高地的Banis河，叙利亚的巴尼亚斯河）。约旦是建立了水资源合作共享的邻国（因而以色列每年向其提供5000万立方米的水，干旱时期提供这个数量的一半），所有其他旨在解决水共享问题的举措都以失败告终。水引发的战争也可想而知：2002年黎巴嫩将Hsbani河改道，差点演变为武装冲突。

气候变化是获取水资源的外加威胁：近期，环境部的一位专家认为气候变暖减少了35%的降水量，引起加利利湖（以色列最重要的水源）和浅水层污染，40年后将会导致死海消失。据估计，尽管2020年人口将达到850万，以色列的城市化将持续并牺牲部分可耕作土地，城市居民的耗水量还将增长，但是农业用水量有可能减少（越来越系统地借助回收水和盐分高的水用于灌溉的进程正在进行中）。填补这一亏空的替代方案是大规模的海水淡化（耗能极大）或者不断增加来自水资源富足国家的进口，例如土耳其。然而第一种解决方案非常耗能，要成行需要与太阳能对接，而第二种方案，在与土耳其目前的紧张关系下，也显得不太现实并且较为冒险。


[1]
 喻意无时无刻的危机感。——译者注


“农业”用水的优化

以色列在农业和水处理方面拥有着全球独一无二的技术知识（我们也称其为“水硅谷”）。以色列公司在部分尖端领域都是佼佼者：

·节水灌溉，尤其是滴灌技术（1967年在Hatzerim基布兹地区由耐特菲姆公司发明），将耗水量减少了50%~70%，使以色列如今在农学研究方面成为世界权威。这家成立于1965年的公司名目前是“智能灌溉”领域的佼佼者，年营业额接近4亿美元。

·人工降雨（Mekorot国家水生产与供应公司）。

·废水循环利用（Miya集团Global Environmental Solutions）。

·海水淡化（IDE技术和Deasalitech）亚实基伦中心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工厂。

·水量计算系统，无人机探测水泄露（阿拉德集团是这一领域的全球领军者）。

·不使用化学产品的水过滤（阿米亚德过滤系统，Arkal公司）。

·极其复杂的供水系统（伯尔梅特）。

·精准农业（用于测量的农作物水压的热成像仪）。

·农作物保护网，以优化光照度，节水，防御自然灾害，控制生长速度）。

·利用高盐度水灌溉（尤其是种植盐角草）。

·动物产品和乳制品生产的机械化和合理化（取奶的频率调整及其自动化、家畜喂养信息化、牛奶成分分析、鸡蛋自动收集等）。

·遗传学研究以改善单位产量、质量、对疾病和极端气候条件的抵抗力（以色列植物基因库保存着面临灭绝的植物物种）。

·高度复杂的贮存手段以优化植物储藏。

滴灌技术如图8-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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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滴灌

以色列将其农业尖端技术出口，尤其是出口到非洲，并与这片大陆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和学术往来。与水相关的技术出口约有25亿美元（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水资源匮乏使得对这类技术的需求不断增加）。以色列还是重要的肥料、除草剂、杀虫剂、种子和农业机械出口商……Dead Sea Works最近被中国人收购，它是以色列化学公司ICL（专注于开发位于死海附近的矿产资源）的子公司，主要向巴西和以色列农耕者销售大量钾肥。


能源问题

能源是以色列经济发展的拱顶石。直至2009年，国家的能源需求一直依靠进口（约占GDP的5%）。对能源的依赖性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90%的能源需求靠进口。运输行业主要使用汽油和柴油，而主要的电力供应来自进口煤炭（65%）和天然气（33%）。2006年的初级能源消耗为2000万TEP（吨油当量），其中50%以上是石油。

天然气方面，直至2008年以色列都依靠自己的储藏，即2000年在亚实基伦附近发现的（330亿立方米的总储藏量，平均每年消耗25亿立方米），现今已经消耗了2/3了。

石油从安哥拉、墨西哥、埃及、挪威进口，近些年开始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等国进口。

长久以来，以色列都试图开采死海附近的页岩石油，但是其产量甚至都无法满足需求的1%。

从2009年开始，一切都改变了，一系列重大发现将有可能在很长的时间内改变以色列全国的能源状况。首个天然气田于2009年年初在海法附近被发现，取名为Tamar（已证实储量为1840亿立方米，估计储量2470亿立方米）。

2010~2030年，天然气消耗估量为2500亿立方米，因而储量可以满足85%的需求。2010年8月末，发现了估计储量超过4530亿立方米天然气和43亿多桶石油。这一发现取名Leviathan油田，仅仅石油就能满足17200天，超过47年的全国消耗量。

这项新的发现不仅可以使得以色列自给自足，还能一举成为能源出口国（将从根本上改变与石油出口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作为比较，2009年英国已证实的储量为3430亿立方米，德国为1760亿立方米。


避免“荷兰症候群”

主要问题在于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典型的“荷兰症候群”源于20世纪60年代荷兰格罗宁根气田发现之后。盈利由石油工业巨头独占，牺牲了其他行业的利益，同样地还带来了腐败、不平等加剧，损害国家出口，高估本国货币，抛弃了具有高附加值的研发和知识。这些都是一贯侵袭石油生产国的灾难，除了挪威。

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的工业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首先要归功于极为困难的气候、地理和水源条件，使得以色列不得不通过劳动和知识来克服开采地面和地下资源时遭遇的困难。不管海法周边的石油和天然气最终的估计储量有多少，关键是以色列还是要继续从心理上把自己视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并为后石油时代做出规划。这样才能使其避免“荷兰诅咒”，并在这个越来越摆脱化石能源的世界里占据领先地位。

的确，目前来说，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以及其带来的气候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煤炭在能源消耗中的重要性使得以色列成为了温室效应气体的大量排放者（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年约排放7000万吨二氧化碳，即平均每人10吨（法国约为6吨，德国为11吨），因而每个单位GDP约要排放0.45吨的二氧化碳，与南欧国家的水平相似（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比美国低（每个单位GDP约排放0.55吨），远远高于法国的水平（每个单位GDP约排放0.25吨）。

以色列是《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国，但只是附件I的参与国（直接关系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这一目标的国家）；然而对于欧洲的碳排放企业，或者是参与融资的碳基金，绿色项目可以帮助它们获得碳排放配额。正是在这个制度下，大量可再生能源或减少能耗的项目启动了。


可再生能源的问题

通常在可再生能源和“绿色技术”领域，创新和技能是非常重要的：

·太阳能（Solel、BrightSource Energy、Heliofocus、Arora等）。

·燃料电池（CellEra）。

·第二代和第三代生物燃料（TransAlgae）。

·地热（Ormat）。

·能源效率。

尽管技术知识极其重要，可再生能源还是非常矛盾地只占据了能源产出的小部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50年代Levi Yissar发明了太阳能热水器，70年代Harry Zvi Tabor生产出了第一台样机，现在80%的家庭配有太阳能热水器（总体来说，为热水器供能的太阳能相当于4%的总电能）。我们还需看到，太阳能或海水淡化都还是处于实验阶段的新举措，对于以色列的“可持续发展”极为重要。


悖论：利用不充分的可再生能源

虽然有大量积极的方面，以色列对太阳能的利用最终还是比大多数的欧洲国家要低，尽管其潜力是巨大的，尤其在内盖夫。能源市场的结构可以部分解释这一现象。以色列电力公司（IEC）是生产和供电的垄断企业。目前，它没有动力去放弃化石能源转而发展新能源。此外，能源的价格非常低（欧洲价格的50%），这对于节约能源和新投资者进入都非常不利。碳排放的价格没有被记入企业成本，无法激励绿色能源的开发（尽管现在太阳能电站可以将其生产的电，以国家补贴的价格转卖给IEC，总体来说价格还是远远不如欧洲）。

说到底，以色列在可再生能源和节能方面的技术知识，更多的来说体现为其国际声誉、创造就业和出口收入方面，而非降低能源支出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光电技术企业Solel很好地反映了这种情况，因为它是加利福尼亚全球最大太阳能电站的始祖。以色列政府还开绿灯允许其建设以色列第一个大型太阳能电站（见图8-3），具体位置在内盖夫荒漠（产能高达100兆瓦，可在高峰时期满足以色列几十万家庭的需求）。2009年10月Sole被西门子以4.18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在后者于2013年决定关闭太阳能部门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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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　位于内盖夫荒漠的太阳能电站

IEC的反对以及申请许可证程序的烦琐和不清晰，也就是政策原因，成为了太阳能在以色列大规模发展的绊脚石。

伴随着全国首家太阳能热水器生产商NerYah公司的成立，以色列家用太阳能始于1953年。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要依靠诸如Chromagen（1962）的行业先锋，随后还有Solel Solar Systems（1992）和Arava Power（2006）。

目前，超过100万的以色列屋顶都配备了太阳能板。这项普通的技术，在70年代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甚至从80年代开始成为了政府的硬性要求。在基布兹社区，很多人都希望要使他们的“绿色态度”受到认可。Re抜m的基布兹社区，完全由太阳能供电，使得他们成为了全世界只使用清洁能源的首个社区之一。在这个想法下，法国电力公司EDF的子公司——EDF新能源（EDF-EN），与威立雅环境合作在以色列开发了中小型太阳能发电厂。EDF-EN需要在Gvulot、Lahav、Nahal Oz、Miflasim和Samar这些基布兹社区的土地上建造五个太阳能园区，总共能量为39.5兆瓦。

当局公布的目标是在电力生产方面达到10%使用可再生能源的门槛，并到2020年将电能消耗减少20%（或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20%，相对于“business as usual”
[1]

 的情况而言）。这一切都需要制订宏大的计划，制裁与激励双管齐下：

·绿色指数决定车辆需要交纳的税收水平。

·提高通过可再生能源生产的电力的购买价格。

·出资支持能源效率或可再生能源项目。

·为对环境影响小的产品颁发绿色标签。

·环境问题的广泛宣传。

·对煤炭征税。

·改善建筑和设备的能源效率。

·加入欧洲碳市场，但短期内无法实现。

总而言之，如果需要用一个词来总结以色列在自然资源方面的境况，这个词就是“矛盾”：以色列是个水资源匮乏的弹丸之国，却能在水果和蔬菜方面自给自足，且成为柑橘和花卉类的出口大国；是个将其可再生能源技术出口到其他强国的国家，却在自己的土地上实施乏力；直到2009年还被视为能源方面需要依赖外界的国家，却变成了具有自给自足潜能，甚至在两年时间里能成为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国。

以色列的高科技是这种矛盾境况的象征性标志：科技的发展源于资源稀缺，但是直到现在还未能克服这一问题。技术和资本在此，但是政治障碍阻挡着以色列前进。烦琐又迟钝的行政机构如今管理着能源开采，没能够在整体上使得国家的各项潜能得到发挥。

当下需要将政治观念和意愿与国家的智力、技术及资金网络联系起来，为以色列提供可持续的资源供给，这是经济和人文发展的先决条件。

太阳能在以色列能源政策中的位置

“我们的世界上最强大最令人惊叹的能源，每个植物和动物的生命之源，然而人类却用之甚好的资源就是太阳……这种能源可以被转换成富有驱动力、活力和电能的力量。甚至在地表的铀矿和钍矿耗尽后，太阳能还将源源不断地向我们输送。”（戴维·本–古里安，南部，1956）

以色列的建国者很早就明白了这一点：这个国家有万般理由将其能源政策导向太阳能。太阳能的好处众多。从国家层面来说，可增强能源独立性，解决与公共卫生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安全问题；从个人层面来说，增强经济实力和生活舒适度。

西奈半岛在（2011年前9个月发生了4起输气管道爆炸事件引起很大反响这些管道主要从埃及为以色列运输天然气，因而导致了3次从运输中断。而且在“阿拉伯之春”期间，穆巴拉克倒台后的政治波动，使得以色列的能源问题更为棘手，即使人们对太阳能寄予很大希望。

两家以色列公司致力于太阳能的发展，一家是全国范围的，一家是特殊范围的。

Arava Power公司，最初起源于Ketura基布兹社区的Ketura Sun太阳能场，研发出了能使以色列不再依靠不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和设施。项目在全国另外50个太阳能场的功能潜力高达400兆瓦，且付出了15亿~20亿美元的投资。公司董事长Jon Cohen的理由很简单：“没什么能破坏阳光。我们需要开发这个巨大的潜能。两年后，另外1000兆瓦的电力可为国家电网供能，比躺在总理办公室计划书里的要高。”创业公司Pythagoras Solar的工程师开发出了携带硅晶体的双层玻璃。多亏了这种“智能”玻璃，以色列所有的建筑都将能够为自己发电。


[1]
 意思是一切照旧，无所作为。——译者注


第9章　生命科学
[1]



全球各种治疗硬化、癌症、阿茲海默症或帕金森症的处方药都来自以色列的生物科技。以色列拥有比世界其他国家都高的人均医药设备，且生命科学行业的出口如今每年约带来30亿美元的收益。


[1]
 本章是作者与Laurent Choppe博士共同撰写。


从研究到工业

在诸如基因组学和干细胞治疗等新兴领域，以色列的研发水平是全球领先的。以色列在这个领域的创新、发展和增长的步伐是空前的。以色列生命科学行业是全球最具活力的，人均创业公司的数量比任何其他国家都高，拥有180家生命科学企业，都是建立在卓越的学术水平、高素质的从业者、超前的创造力和果敢的创业精神之上的。这些公司生产治疗产品、诊断工具或者影响遍及全球的药物。

这一成果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以色列创新模式实际运用的结果。2011年，9所大学、5所学院、10家专业机构和主要医院在生命科学领域进行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以色列在高校建立精英中心，在基础领域进行科学研发：生物科技、分子医药和蛋白质工程学都是研究的重点。

为了体现大学研究的价值，以色列建立了相应的体制，以将研发机构和工业领域联系起来：TTO（以色列技术转移办公室或技术转移公司）将研发中心开发的技术转移到工业中去。TTO一共有11家，其中部分专注于生命科学，其他的整合了多种不同学科，比如纳米科学，有的附属于医院，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更倾向于临床实验。

向工业的技术转移之前，首先要明确收益终将回到TTO、高校和研发人员，他们将获得收益的最大部分。因而，研发人员被视为创业者，这是给予他们的重要报酬。高校研究的专利的价值为TTO提供了资金。例如，Yeda（魏茨曼研究所的TTO）通过申请的专利每年可获得5亿~8亿美元的收入。

Yissum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技术转移公司。它创立于1964年，通过研发推出了60家新公司，转让了400多个专利，和销售的产品一起，每年在全球范围内有10亿美元的营业额。它的商业活动包括优化和销售来自耶路撒冷大学的知识产权（例如Exelon，诺华制药销售的治疗阿兹海默病的药物），或者识别医疗行业里合适的贸易伙伴（安进、礼来制药、GW制药、强生、默克或梯瓦都是Yissum的合作伙伴）。

Yissum设置了一套专利保护体系。而且其法律与贸易服务可以帮助高校的国际研发成果增加其商业价值。给予研发人员的报酬并不是与研究时间或者工资相联系，而是严格根据这项发明带来的利润来决定。

Daniel Zajfman眼中向工业的技术转移

一些欧洲政坛和工业领域的知名人士高度赞扬以色列人将技术从实验室转移至企业的能力。魏兹曼研究所没有被遗忘，它通过Yeda公司使这种转移从想法变为实际行动。Daniel Zajfman教授（魏兹曼研究所所长）阐述了技术转移的组织结构：“这个机制很简单，我们转移知识。需要明白的是学者不是来我们这里开发产品的。这从来都不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招聘学者是因为他们水平高。”

但是，当你们的基础研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时，总有一天，你会发现有某些东西可以用于工业应用。比如药物。在这一阶段，Yeda就会开始参与，负责找到企业来将这项技术推向市场。需要明白的是：有一个想法和将它推向市场是有巨大差别的。

而我们不懂得如何将想法放到市场，我们也发现了有其他人能在这方面做得更好。我们永远不会把资金、研究人员、技师或者工程师投资到生意场上。因为我们了解到，我们的长项并不是在这个方面。所以在这两者之间有着很清晰的分工。我们已经收到大量邀请请求在这方面合作，但是答案始终是：不行。

如果你是工业领域的合作伙伴，那么你就不再进行基础研究了。工业并不是评判价值的标准，而总是被市场需要引导。在市场中有太多的资金。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所有的工作都会被市场变化牵着鼻子走。这甚至与基础研究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需要好好地区分这两者，因而这两个领域的人是绝对不能在一起工作的。


生命科学：增长的动力

2000~2003年，随着技术精英中心的建立，生命科学领域发生了重大转折。在生物技术方面，通过高达1亿美元预算的Bio计划，创建了两个世界级的孵化器。纳米技术方面，通过3亿美元的预算，以色列国家纳米技术计划问世了。这一政策的目的在于落成世界级的良好基础设施，并以最快的速度销售以色列的发明创造。

Rad Biomed创立于1992年并于2007年私有化，是专注于生命科学领域的孵化器（工业生物科技、生物制药、诊断、医疗设备、生物信息和化学信息学）。它由私人投资者Yehuda Zisapel持有，并是欧洲生科专业孵化器联合体的一员。孵化器旗下的项目多样，包括对抗癌症和失禁的治疗方法、免疫系统疾病的诊断探测、内窥模拟器和关节炎的其他疗法。

生命科学行业是以色列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方面的出口不断增长：医疗产品占据了以色列出口总量的8%。超过70%的企业都是在1997年之后创立的，这一领域的活力可想而知。医疗设备公司约有55%，是最具优势的行业，主要涉及植入式器械。生物技术行业的企业约占21%，大部分是创业公司。化学制药企业主要是在非专利药品方向发展。

梯瓦公司的成功是以色列成功的例证，它是非专利药品的全球领军者，专注于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现在更多转向了它自己的药物研发和生物制药领域。

它的市值是美国规模最大的之一（2011年为390亿美元）。

2011年11月末逝世的Eli Hurvitz，使梯瓦从一家小型以色列制药企业成为全球最大的非专利药品生产商，他在2011年的Go4Europe的国际大会上获得了终生成就奖，为了表彰他在欧洲和以色列商业联系建设中做出的贡献（见图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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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Eli Hurvitz（梯瓦总裁）接受Roger Cukierman在Go4 Europe大会上颁发的终生成就奖

Eli Hurvitz：梯瓦及其子公司成功的关键

我并不是相信机会的那一类人。只要人们相信自己能成功，就能为自己创造机会。

我是个出生在以色列的以色列人。我的父母在20世纪20年代作为开荒者来到这个国家，把沼泽改造成农田。他们在一个小村庄相遇并度过了多年幸福的婚姻。

这么多年后，我感到自己是个真正的以色列人。当我听说关于以色列的金融风险时，我可以保证这种风险为零，我把它算为零。对我来说就是毫无风险。

梯瓦并不仅仅是世界最大的非专利药品生产企业。最引人注目的是，50年来，技术知识的卓越始终是我们的战略。我今天可以为50年后的梯瓦打包票，但是50年转瞬即逝。不为接下来的50年做准备，我们是无法获得好结果的。所有的行业分析员都对我们说，就如同过去发生的事情一样，他们对于未来也表示同意，但是对当下却没有达成统一意见。原因在于21世纪的现代化：如今所有的事情都是可知的。如果我不知道某个东西，可以上维基百科，几分钟后就知道了。我的优势，或者说我的竞争者们的优势，就是我们知道的都是同样的事情。因而我们需要让人们感到意外，“用不同的方式思考”，不同并不是说我现在要开发一种创新的产品。恰恰相反，在我们希伯来语中称为“afourh al afourh”。思维方式需要完完全全的不同，也就是说在问题的每个元素上都要试着去找到相对的东西，找到从来没有提过的问题。创新在哪里？我总是给我的学生们讲同一个故事：通用电气和爱迪生。

爱迪生先生发明了电。不久之后，他向董事会成员确认，其他人会很快发明出电，甚至会发明出比这个质量更好的东西。然后通用电气的真实故事是他们从来没在电上赚到一分钱。所有的利润都来自与电无关的生产，来自他们创造和计算出的简单公式，来自这种新的思维方式。因而需要挑战，而不是同意，并且一直重复直到它成为文化的一部分为止。

在梯瓦就有这种文化，而且正是它成就了梯瓦。在这里，当铃声响起时没有人会停下手中的笔。尽管我总是催促大家赶紧回家跟家人吃晚餐，但是如果他们愿意回来……众所周知，他们每天自愿工作17小时。他们是梯瓦人，不是普通人。

现在，我不是以梯瓦的名义在发言，而是以我们最小的两家子公司的名义。在这两家企业，我们的管理团队非常年轻，总部不像传统的办公楼，非常现代。例如，到处都有沙发，在每个人的身边，方便人们之间的交流。我听他们谈论我们需要注意什么、需要改变什么。改变意味着需要负责任，这跟简单的发言相比完全就是另外一回事。

目前，在这两家小公司内部，在我们试图成为龙头企业的特殊行业，我们可以寄希望于某些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做事可以做到最好，但是需要毫无保留地注重细节。尽可能快地工作，因为昨天又诞生了一个竞争者，需要好好估量。梯瓦是一家没有竞争就不会存在的公司，不然会成为另一个睡美人。

现代理念使得当下一切都是可知的，那么我能做的就是与众不同。作为世界公民，我在这里为你们留下这段讲话，为以色列的支持者、梯瓦的支持者或者未来的支持者。


第10章　盾牌的缺陷与未来

预测未来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这一举动只是建立在一系列或多或少准确的假设之上。在高科技和创新领域，由于可能性接近于无限，就使得假设更加困难。同时，技术之盾也承受着缺陷，这些缺陷增加了它的不确定性。


盾牌的缺陷

创新技术之盾的未来同样取决于以色列面对内外经济威胁的能力。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内部的主要威胁是由于高速发展的经济，以色列社会趋于贫困化，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问题和棘手又不可避免的选举制度改革问题。至于外部威胁，主要来自对以色列产品的抵制和对美国的依赖。

面临抵制的以色列

对以色列的抵制是对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反对行动，在于不参与能支持以色列发展的经济或文化。在以色列建国以前，表现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1945年由阿拉伯国家联盟正式确定，对货物进行抵制。自此之后抵制的形式开始多样化。由阿拉伯国家联盟宣扬的抵制目标，首先在于禁止其成员国与以色列之间的经济联系：这被定义为“初级抵制”。抵制运动随后扩展到了与以色列进行贸易的公司（不管是来自什么国家）：这是“二级抵制”，它规定了一份“黑名单”，名单上写明了阿拉伯国家不能与之进行贸易的公司。“三级抵制”涉及与二级抵制规定的公司贸易往来的公司。最后，“四级抵制”适用于领导阶层，根据阿盟的术语，是“支持以色列”或者具有“犹太复国主义倾向”的公司。

1960年，以色列成立了反抵制办公室，1971年后关闭，因为当时的抵制没什么效果。1975年，这一部门以反对经济战的官方名义重新启动了。目前，不同国家的消费者联合在一起散布出口消费品的以色列公司的名单，并抵制诸如达能或可口可乐等公司。抵制还可以是文化方面的，譬如外国或以色列艺术家拒绝在约旦河西岸的剧院里演出。最后还可以是学术方面的：我们可以注意到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于2013年取消了参加佩雷斯总统会议的行程；2014年夏天的战争过后，中东50名大学专家签署联名请愿书。

从法律角度来说，在很多西方国家是禁止抵制以色列产品的。例如在法国，发起抵制就等同于歧视。然而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朗等国家2008年还在诉诸抵制活动。

最近威立雅的一次年度大会上发生了游行活动，因为亲巴勒斯坦的士兵对威立雅参与耶路撒冷有轨电车项目感到愤怒，在年度大会期间举行了游行活动。但是公司在以色列非常成功，拥有2000名员工，而且在亚实基伦修建了全球最大的海水淡化工厂，并且使它能在这个行业攻克新的市场，例如澳大利亚、阿联酋或其他阿拉伯国家。

在2014年夏天的战争期间，卡尼尔的产品由当地转售商卖给服役士兵之后，在欧洲国家发起了抵制欧莱雅产品的活动，迫使品牌发布公报强调其不参与政策以及宣布这是个偶然。

如果说以色列的经济往来受到政治事件的影响，那么也存在着风险。然而部分亲巴勒斯坦组织宣布的抵制行动到目前为止对以色列的影响都非常有限。没有哪个阿拉伯国家因为梅塞德斯或者可口可乐在以色列有工厂，就停止进口这两个品牌的产品。至多，贸易抵制会使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生产的产品的出口变得更为复杂。

对美国的依赖

尽管以色列不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却是每年享受美国军事协助最多的国家，而且与美国合作发展了大量研发计划。不论是军火销售，还是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的空中桥梁，抑或是安全方面的合作协议，历来都有数不胜数的例子见证着这种亲密的关系。

然而更确切地说，目前是以色列在经济方面对美国有着仍然十分强的依赖性，但同时，与美国市场的经济联系不足1/3，亚洲紧随其后。

金融方面的依赖性是不争的事实。在融资时有了美国的担保可募集高达38亿美元的资金，这一点的好处是双重的。一方面，可以使得以色列通过在国际市场上销售美国债券，从而降低融资成本：放款人的风险为零，因为还款有美国财政部做担保。另一方面，有了担保的存在，尽管事实上没有使用，也能增强外国投资者对以色列的信心，进而提高信用评级。尤瓦·斯坦尼兹（以色列财政部前部长）好几次宣布以色列可以脱离美国的担保。严格地从财政方面来讲，他是有道理的：目前，以色列拥有750亿美元外汇储备，因而38亿美元的美国担保基本是无用的。相反，从政治层面来说，以色列政府认为得到美国政府的公开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的军事援助在2012年达到30亿美元。这种慷慨首先可助以色列获得“美国生产”的武器和设备，而且对于美国工业来说，它的缩减也将会是重大缺失。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美国的援助也是以色列军事支出预算的重要来源，2011年已经相当繁重，达到了135亿美元，相当于同年GDP的6.9%。此外，以色列还在一系列的共同军事项目上依靠它的美国盟友。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在没有美国人允许的情况下，不能将军事设备出售给第三国。相应地，以色列对美国的军事出口每年也在增加：大量的以色列工业企业，尤其是在民用和军用电子领域，成功打开了美国市场，例如航空工业的埃尔比特、Rafael等。

以色列社会的贫困化

一定数量的革命者，或者诸如马克思、爱因斯坦或托洛斯基的历史变革家都来自自我批评之王的犹太民族并非偶然。通常的解释是，当两个犹太人相遇时，会表达出三种不同的观点。尽管如此，部分全国性的争议还是客观的。

高科技带来了可观的财富，但是也有负面效应。部分行业，比如旅游业和房地产行业享受了技术进步带来的益处。小部分以色列人口富裕起来了，而其他的社会阶层仅仅满足于微薄的工资，这两者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落差。在特拉维夫上市的25家公司高管的工资是平均工资的95倍。

以色列分为“中心”和“边缘”，前者以特拉维夫–海法为轴，后者是加利利、内盖夫和耶路撒冷地区，很大程度上与繁荣的经济相离甚远。

因而以色列经济体比较多样，在种族、宗教、政治和社会方面带来了断层，这甚至引起了商界的担心。“我们的经济是完全开放的，甚至我们的雇主都不觉得如此高的社会差异是件好事。”以色列雇主联盟的Dan Catarivas说道。最贫困的人群由犹太教极端正统派和阿拉伯以色列人组成。2010年，极端正统派人群约占以色列全国贫困人口的20%，而他们只占总人口的10%。哈瑞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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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的平均工资约为6100谢克尔，其中3/4是国家补助，而普通的以色列家庭平均工资可达12000谢克尔（约相当于2400欧元）。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目睹了政府对资产进行清算作为经济的动力。这一运动仍在继续。

尽管目前以色列面临着抗议浪潮的困境，但是数字说明还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而且，2013年12月以色列国会颁布了旨在控制市场聚集程度并鼓励竞争的法律条文。以色列的财富聚集程度非常之高，由20多家大型家族集团掌控（到2014年为止，41%的股市市值在以色列前十大集团手中，是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DE成员国中聚集程度最高的）。

这一系统受到了双重批判，且在2010年引起了以色列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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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担心。的确，首先这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是危险的。消费者购买零售产品需要付出高价，因为竞争受到压制，这种垄断至少寡头的市场条件导致价格升高。此外，这对于国家的经济稳定性来说也非常危险，因为如果某个家族突然出现财政危机很有可能导致整个国家经济陷入困境。

因而这项法律可以从此以后迫使这些巨型公司控制它们的子公司数量，进而打破垄断的局面。大型控股公司需要改组为简单集团。

以色列经济体制的效率越来越高，进而为创新和创业留出了更大的空间。

少数民族的状况

哈瑞迪教徒，通常被称为极端正统犹太教徒，是参加宗教活动极为频繁的犹太人。日常在Yeshiva学校研读《摩西五经》，每三个极端正统犹太教徒里就有两个男性没有工作。

他们反对一部分现代生活，因而通常生活在他们周围这个世俗世界的边缘地带。他们宣扬社会隔离（特殊大学和商业）和地域隔离（隔离开的社区，甚至有时在安息日还完全关闭起来）分离主义。

政治方面，沙斯党、赛法迪犹太人、圣经犹太教联盟（以色列联盟和《摩西五经》旗帜的政党联盟）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章程包括：维护他们社区的权利和在社会上引入传播他们的宗教理念。因而比起为国家经济做贡献来，很多教徒更愿意研究《摩西五经》。

科学也同样不在考虑范围内。他们反对由公理和方法论构成的科学，而相信绝对真理，并认为只有研读经文才是通往真理的唯一道路。

极端正统犹太教徒的一小部分人对复国主义持保留意见，甚至有时候表示反对。他们认为所有试图创建一个国家的举动都是反抗神的行为，然而暴力行为却可以例外。但是大部分人既不是复国主义支持者，也不是反对者，他们一方面享受国家带来的好处，但是却不为建设国家付出努力：不服兵役，不上公立学校。

1948年以色列独立期间，本–古里安与阿什肯纳兹犹太教士之间签订了协议，他们可免除服兵役的义务。

如今，以色列世俗社会开始重新审视这种现状，批判极端正统犹太教徒陈旧的宗教习惯和经济上的特权。其中部分特权有可能从此被废除，因为20多年来，极端正统犹太教徒们首次没有参加联合政府。

哈瑞迪教徒目前占人口总数的10%，出生率非常惊人，他们即将从具有影响力的少数民族阶段，在2025年时达到总人口的1/4，以色列的经济是承受不起的。风险还在于，少数非教徒人的肩膀上不仅肩负着发展经济的重任，还要保卫整个国家的安全。极端正统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占据了2011年新增人口的50%以上。2012年2月以色列最高法院宣布免除正统犹太教徒兵役的Tal法令失效，这是迈向民族主义的第一步。

尽管最近几次极端正统教徒的反对游行令以色列人失望，但是公众在这个问题上还远远无法做出干净利索的了断。对于部分以色列人来说，不管是教徒还是世俗人员，哈瑞迪教徒在传承“犹太教精神遗产”方面是有功劳的。

选举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以色列的政治制度多年来都受到严厉批判，核心主要是选举制度，即纯粹的比例代表制，而且最低得票率过低（2%）。

这一制度是以色列建国者确立的，为了使得来自不同种族和极为多样化的意识形态的人都能有发言权：世俗人员和极端世俗人员、教徒和极端教徒、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自由派人士、赛法迪或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者或其反对者、阿拉伯人、德鲁兹派、贝都因人……

以色列采纳多数选举制，必然会忽略少数人甚至支持者人数中等的意见。

对于大多数以色列人来说，这是许多问题的根源：是不稳定性和无能的因素，使总理和政府行动效率低下。在组建联合政府时，需要构建一个联盟，这导致大政党要对它未来的盟友们做出各种各样的许诺。

这就是为何长久以来，以色列选举制度改革仍在进行，而且收到多方各种提议。因而，在2013年新组建的联合政府出台一项协议，旨在将选举的最低得票率提高到4%。

说到底，人们对以色列政治制度不满的地方，是这一制度使得行政机关不具稳定性和行动自由，而这是民主国家的行政机关应当享有的。此外，前两任总理在任职期间都花了不少时间在法院为自己辩护，这是政府职能变弱的原因之一。然而以色列选举制度变革的主要障碍是小型政党对于改变的强烈反对，因为这代表着他们的消亡。

这些不同的弊端，无论是来自内部还是外部，都削弱了创新技术之盾保证国家经济发展的能力。不过，盾牌还是转向未来的，它每天都在强化。本书中展开的分析阐述了以色列创新模式的主要原则和显著特征，以呈现指导方向和趋势，并从中提取可以被复制到其他国家的元素。

除了刚才所说的弊端，盾牌模式还需要依仗以色列模式中关键资源和技能的结合。因而，对创新技术之盾来说，研发、整合和部署这些资源与技能的能力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它能保证从“创业之国”转变为“研发之国”的过程中，还能在尖端行业保持领先地位。

以色列的创新模式由五大特征组成。它们定义了其特殊之处以及成功的要素。

横向性

就像在数学里一样，横向性的概念在这里的含义是存在于原本相异的子集之间的多个交集：军用与民用、政府与私营、内部与外部。因而为了促进知识、技能和技术的转移，需要打破这些空间之间的隔阂。举例说明，有Rafael公司创立的RDC公司，旨在将军用技术转向民用领域，还有技术转移办公室TTO，比如之前提到过的Yeda和Yissum，他们使得高校向工业领域的技术转移更为便利。同样，以色列的出口或者大型国际集团在收购方面尤其活跃，这都说明了made in Israel的发明创造的可转移性，以及以色列经济模式的可借鉴意义。

韧性

韧性可以将“少”转换为“多”。在心理学上，这种心理弹性的现象是个体在遭遇创伤事件后自行恢复度过不幸时期的能力。就像我们之前说过的，韧性是以色列集体意识的特征。它源于建国之时，来自人民的创业和创新精神，在孤立的境况下，自然资源匮乏，以色列人们深知如何将制约条件转化为机遇。

缘分

缘分这一概念的传统意义来自偶然：偶然的发现，在我们寻找一样东西时发现了另外的东西。这种现象在以色列社会的行为方式中十分重要。以色列国家小，人与人之间的邻近和人际网络的文化鼓励着偶然的相遇和意外的联系，并形成了交流的动力和畅通的关系。空间就是为惊喜和随机准备的，而且经常承载着突然降临的机遇和出人意料的发现。

决裂

与既定的框架决裂。与马克斯·韦伯所描述的铁笼决裂，它是不断增强的理性和规章制度堆积的产物。以色列社会尚为年轻却颇具创造力，这种典型的行为特征源于工作过程中生发的大量具有革命意义的创新成果（见案例“创新的奥秘：U盘”）。

在Clayton Christensen看来，具有革命意义的发明需要三个杠杆：根本性的技术创新，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价值网络。这三种元素的结合才能使得我们与现有的框架部分或者全部脱离。这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

协同效应

协同效应的概念是盾牌的核心，在技术集群形成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见第2章），那里聚集着大量的小型公司，围绕着一家或少量领导型企业，就如同蜂群在蜂箱附近嗡嗡作响一般，同时还有高校、孵化器和投资基金存在，让大家共同受益。

这五大要素构成了科技创新之盾的特征，且成为了以色列谷资源与技能得以发展和整合的基石。


[1]
 即犹太教极端正统派。——译者注


[2]
 以色列中央银行。——译者注


资源与关键技能

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以色列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能源、水等），因而它依靠人力资源，“灰质”
[1]

 和杰出的能力实现发展。所以盾牌的未来很大程度上是由以色列发展和整合这些资源与技术的能力决定的。

资源

以色列的主要资源就是人力资本。它是在教育–未来的关键价值、文化多样性和强制服兵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确实，尤其注重科学领域的杰出的高校网络为以色列带来了全世界最高的大学毕业生比例和自2000年以来的七项诺贝尔奖（全世界人均最高）。而至于文化多样性，催生了人际网络集群和透明的精神，方便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并推动了创新。最后，以色列国防军是以色列人力资源真正的催化剂，培养了责任感和主观能动性（见第3章）。

这三大元素锻造了以色列的男男女女，让他们得以充实知识、获得经验、发展人际网络和发挥独一无二的才能，并且让以色列的每天都有新的学者、工程师、发明家和创业家诞生。

技能

一项技能可以定义为有效地使用和统筹资源的方式。以色列正是通过结合它的人力资本、高校网络和国防军，同时在学术和工业领域形成协同效应，才产生了它的“四大神奇元素”（见前言）。以色列的关键技能毫无疑问是研发。

确实，以色列模式集中在价值链的上游（研发、创新和设计），而牺牲了下游（贸易、营销等）。这种选择源于它自身的市场规模较小，无法大规模提供标准产品。因而需要寄希望于出口产品：科技、研发、工程、创新和融资。


[1]
 喻意智力资源。——译者注


未来的产业

如此看来，以色列创新模式的未来似乎围绕着之前提过的五大要素：横向性、韧性、缘分、决裂和协同效应，以及关键资源和技能展开：人力资本、教育成果、文化多样性、国防军和研发。

这些元素结合在一起，勾勒出了创新的技术之盾，并将其导向尖端行业：自动化、纳米技术、航空航天、可再生能源、生命科学、信息系统、互联网和通信、网络安全、“BrainTech”（见附录A按行业分类的注释）。

据以色列先进技术产业协会（IATI，2012）的一份报告，2012年第二季度，互联网技术领域诞生了102家公司，半导体行业仅有2家，生命科学行业有20家并在人类大脑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果，信息技术有22家，通信行业有39家，其他行业有6家，一共有199家创业公司诞生。报告还指出，尽管半导体行业增长缓慢，因为生产需要大量投资，但是清洁技术、生命科学和信息通信技术行业保持了持续的增长，仍然低于互联网技术行业。

这一趋势还在以色列公司被大型国际集团收购方面得到印证，因为2011年有不少于83项“Made in Israel”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以超过50万美元的总价被收购，2012年前6个月就有40项以35万美元的价格被收购。大型集团继续在以色列谷开拓他们的市场。

对以色列高科技公司在资金筹集方面的分析说明，生命科学技术受到青睐，吸引了最多的资金（国外或国内），2012年26%的资金流向了这一行业，紧随其后的是互联网（21%）、通信（17%）和软件（17%），这几个行业一共吸引了全年超过90%的资金，总值约为20亿美元。同样，最迅猛的增长也是在生命科学行业，2011~2012年增长了45%。

总而言之，创新的技术之盾已经开始了它从“创业之国”到“研发之国”的过渡。将精力和资金都聚集到尖端行业上游的趋势更为坚定，而且已经描绘出了“研发之国”的轮廓：创新技术的实验室。

创新的奥秘：U盘

如何成为一个发明家？哈佛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通过数千名企业领导者对这个课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研究表明，发明家的主要质素是联系的能力。苹果的创始人和董事长史蒂夫·乔布斯也这样说过：“发明，就是把事物联系起来，仅此而已。”

Dov Moran（以色列人，U盘的发明者）解释了这个想法是如何通过联系而诞生的：“U盘的发明并不是天才的灵感闪现。我不是爱因斯坦，他可以从零发明理论。1998年，我在去纽约的途中做PPT，因为没有关好我的手提电脑，导致电池耗光了。电脑无法重启。有人可以借我电脑，但是因为我的电脑用不了，所以无法把PPT导出来。通过这件事我得出，需要把我的PPT储存在一个地方，使我能在任何一台电脑上工作。我知道每台电脑都有USB接口，我就想在上面连接磁盘或者摄像头。这就是我的想法，它不是源于灵感，而是来自解决紧急问题的需要。”

因而发明家能通过将不同领域的想法、方案和问题恰当地联系在一起而获得成功，而且我们的经验和知识越多样，我们的大脑就越能建立一些联系。

新的知识带来新的联系，其中的一些可以具体转化为发明的点子。因而发明的奥秘在于用超前的精神看待事物。而以色列就是一个超前的先驱者国家。每个来到以色列的移民都带来了这种精神。毫无疑问这是能够解释以色列创新天赋的主要因素。


第11章　以色列技术产业之未来
[1]



当下的研发活动造就着创新的未来，以色列科技之盾的持久直接取决于学者们朝具有发展潜力领域靠拢的能力，同时为那些负责将实验室里的科学研究成果应用到我们生活中的创业家开门铺路。

这种保持站在科学研究前沿的需求，促使政府在2010年创建了一批被称为I-CORE的集优中心。每家中心都由经过精挑细选的学者牵头，他们手持国家拨予的丰厚资金，并完全拥有行动自由。这些中心的目的在于巩固以色列在世界科学领域的地位，并逆转人才流失之势。

每家I-CORE中心以特定的科学课题为方向，由其领域享有盛誉的科学家委员会提出并审批通过。因而，首批I-CORE中心深度研究遗传学、认知科学、算法和太阳能领域的课题。如今在以色列有16家集优中心，目标是5年内达到30多家，且研究处理的课题范围更为广泛，保证以色列能在未来的重要科学课题上占有一席之地。

从短期来看，辨识出现存的关于未来科技世界的趋势具有重大意义。尽管目前来说，预测未来尚处于不可能的领域，但是某些信号已经能让人隐约辨识出在未来10~15年有可能改变我们日常生活的创新发明。

部分知名领域，譬如信息科学，随着能走进千家万户的3D打印机的出现，遇到了新的挑战。最终，随着再生医学和神经系统科学的发展，医学领域应该也会出现引人注目的进步。


[1]
 本章是作者与Ilan Brajzblat共同撰写。


信息科学的未来挑战

大数据

互联网时代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网上日积月累堆积的数据量翻番。根据IBM公司的数据，从社交网络上的发布到在线视频，或者银行交易的历史记录，每天产生的数据量以10亿千兆字节计算，且还在不断增长。鉴于这些数据量基本是天文数字，传统的信息工具已无法有效地进行处理，因而开发新的算法以适应大数据的处理成为必需。

这一新领域结合了统计学和信息学，对于公司能从数据中提取的信息影响深远，并同时为公司从新产品开发到决策打开了新的视角。

能通过与大数据相关的手段进行革新的潜在行业数量，使得创业者们隐隐觉察出了这一领域的巨大潜力。虽说计算出精准的市场规模仍很困难，根据IDC国际数据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我们估计大数据行业比传统的信息行业的发展速度快了6倍。

在以色列，大数据是受到军事领域较大影响的领域之一。如果说与大数据相关的问题对于企业来说相对较新，在情报部门已经较为常见且经常需要处理，例如在这里需要分析大量截取到的沟通内容，并搜索与潜在威胁相关的信息。与此同时，一些大数据方面的以色列创业家接受了来自军队研究中心的培训，据专家说这些丝毫不比大型信息集团研究中心的培训逊色。像any.do这样的公司便是其中一个案例，公司开发一款基于用户习惯研究的软件，创始人在军队里相识。同时还有SISense，行业里的知名公司，它的创始人就是在著名的8200部队里认识的。这辆科学数据的坦克在当今的世界是不折不扣的王牌，因为在学术方面还没有正规的培训，这个领域的从业者多是在实战中学习的。然而大数据专业的大学教育将于2015年启动，以色列理工学院将成为全世界最先提供这类教育的机构之一。

大数据专业的首批工程师将在十几年之后毕业，将能够加入行业内已在运作的众多创业家行列。大型的信息集团已经发现了以色列在这方面的巨大潜力，如eBay在位于国家中部的Netanya开设了专门服务于大数据领域里创业公司的首家孵化器。

物联网

大数据处理的发展和处理器与传感器的不断微型化（摩尔定律的预测）使得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物体能被涵盖于庞大的互联网中。因而，将来的每个物体都会拥有自己的IP地址以便于在网络连接中加以识别（物联网），且能获取周边环境中的任何种类的信息。这些物体与相应的数据处理的算法连接，从而能对我们的行为或对于周边环境的变化做出反应，因而在各种情况下都能保证人们的舒适程度。

最近几年，这一行业得到了极大发展，尤其得益于电机传感器的价格下降了90%，使其销售量增加了70%，且互联器的数量在近五年内增长了四倍。据Gartner研究公司的数据，物联网到2020年应该会拥有超过260亿个互联器。

以色列创业家们也已经摩拳擦掌准备迎接这次浪潮。2014年5月，全世界的技术专家在特拉维夫相聚，参加主题为“以色列近期在可穿戴产品方面创新发明”的大会，包括可联网的服装和其他配件，结合科技与时尚。巨头英特尔公司对位于赫兹利亚的分公司委以重任，负责将近几年的软件技术嵌入可穿戴产品的领域，这一举动证明了以色列在纳米和互联网技术交叉领域的实力。

以色列的互联网和软件行业在不断扩张。2013年，互联网行业的53家公司筹集了高科技领域里31%的投资，即2.78亿美元。2012年的数字是48家和1.79亿美元。这一增长是以牺牲通信行业融资为前提的，从之前的2.72亿美元的投资降到2013年的6800万美元，完美诠释了投资者们对互联网技术强劲发展潜力的青睐。

3D打印

3D打印很可能成为接下来几年的重要创新媒介。2013年奥巴马在美国国会发表讲话，指出下一次工业革命很有可能变革整个制造业。美国总统宣布政府将大力支持这一将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的产业。

从一开始，以色列在这一领域也是全球的重要角色。2012年，Stratasys公司与Objet公司（位于以色列的雷霍沃特）合并，成为全球最大的3D打印机制造商。2014年，公司在Kyriat Gat开办了一家号称制造3D打印机最先进的工厂。在软件方面，创建于1982年且2011年在纳斯达克上市的Cimatron公司，是3D建模软件行业里的重要角色。公司设在特拉维夫，在全球40个国家均有分布且利润在持续增长。

然而，3D技术只有在大众使用的前提下才能成为创新的媒介。这是奥巴马总统宣布的目标，而Reut Institute正是以此为使命。Reut Institute是以色列的智囊团，通过XLN项目，在大城市开展培训，设立可供公众使用的设备中心以及向所有人开放的3D设计竞赛，以在以色列推广3D技术。

2013年，3D打印机的全球市场规模约有20亿美元，且在2014~2018年将翻3倍。行业里大型公司的收入将增长30%~60%，且2013年麦肯锡的一份报告预测3D打印技术带来的经济效益将从现在的2.3亿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5.5亿美元。

生命科学

2013年，生命科学产业占据了以色列公司收购的最大份额。通过兼并收购以及公司上市，约有25亿美元的交易额，占据了以色列高科技舞台交易量的1/3。生命科学领域的公司已经趋于成熟，部分公司的上市预示着大型国际集团公司的诞生，这是以色列经济一直以来缺失的。

在这一行业，两大领域尤为突出：神经学和细胞疗法。

神经学

在科学家们的口中，21世纪是头脑的世纪。对认知构造的深刻理解是学者和研究项目的优先目标之一，诸如欧洲的人类大脑工程和美国的“脑计划”在这方面收到了数几十亿美元的投资。

虽说这些项目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但从长远来看，所涉及的研究将对技术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据由希蒙·佩雷斯发起的麦肯锡2010年的一份报告，大脑研究可以有两大销路。首先人类与机器之间的互动将被改变。这将会对卫生和国防产生巨大影响，但同时可以发明出智能机器，因为它们与主人的思想直接连接起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只是初级阶段，商业方面的销路并非指日可待。首批产品需要接受严格的监管测试，且伦理和哲学方面的问题有可能放缓这一过程。

然而，这一课题的研究者正在与日俱增。2012年，英特尔公司在以色列开设了计算思维方面的合作研究院。在这一中心，40位学者探索着信息化自动学习的方式以便于将其应用到日常技术中。

另外，在治疗学领域，对大脑机制的理解还可以帮助治疗诸如阿兹海默病或帕金森甚至是抑郁症或者癫痫的神经退化疾病。因而，以色列的首家集优中心担负着解码神经元连接网络的重任，以更好地理解这些疾病的源头：认知机制。

麦肯锡的报告指出，以色列在这两方面都是创新的优先场所，在生命科学和技术领域的能力扎实，拥有成为未来神经科学领域重要角色的所有条件。

细胞疗法：干细胞

再生医学是建立在一种叫作细胞疗法的全新治疗手段之上的。这种方法在于用新的健康细胞取代病变的细胞，为受损或者无用的组织提供第二次生命。为此，医生们培育干细胞。这些细胞的特别之处在于能根据身体不同部位的不同细胞分化。因而，一个干细胞，在不同的环境下，可以转换成心肌细胞产生搏动或者转换为脑细胞传播脑电信号。因而原理在于提取健康的干细胞，植入病人的基因组，且在实验室里，创造环境条件使之分化成所触及到的组织的细胞。通过这种方法，医生就可获得健康、功能良好且毫无移植排斥风险的组织。

尽管干细胞研究为人类带来了宝贵的毋庸置疑的成果，它们的来源长久以来却饱受争议。截至最近的发现，高质量干细胞的主要来源是还未完全分化的有机体，也就是胚胎。因而，反对派从伦理道德、哲学尤其是宗教方面反对从胚胎提取干细胞，长久以来影响着研究进程的节奏。在欧洲，长久以来，一些国家禁止核能转换，而诸如英国或瑞典的国家却允许。在美国，情况比较复杂模糊，一方面宗教游说派很强大，另一方面法律上是允许利用私募的基金进行此类研究的。

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的政策非常自由，与犹太教的伦理观念相关，使得科学家们能在这个领域自由地前行。

1998年，以色列理工学院Technion的Joseph Itskovitz教授成为了首支研究干细胞潜力的国际队伍中的一员。自此，研究中的大量重要阶段都在以色列得以突破。政府的鼓励政策和涉及的学者的水平将以色列推上了再生医学研发的舞台。2006年，以色列成为了全世界干细胞研究方面人均发表量最高的国家。2005年，以色列科学局率先创立了Bereshit联合体，由科学家和工业家组成，以鼓励与干细胞相关的技术转换为临床和商业用途。

现今，数十家公司已经享受到Bereshit分配的资金并向监管部门发送了它们的产品。然而，细胞疗法仍是一种新方法，很难得到监管部门的批准，且这种疗法的商业模式仍未确定。尽管如此，创业家们已经行动起来，我们估计20年后将推出第一批基于干细胞的疗法。另外，与3D打印技术相结合，这一进步能通过一部简单的打印机来系统地创造人类组织，同时也为器官移植提供了新的思路。

从经济角度来说，这些疗法有可能从整体上革新医学世界，其影响是无法计量的。从阿兹海默病到帕金森或者糖尿病，干细胞实验室研究的目标病症如今有十多个，它们中的每个背后都是数以几十亿美元计的全球市场。


第12章　中以合作共赢启示录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色列的经济奇迹令世人瞩目，其创新发展模式值得借鉴。我们的重点工作是找到以色列创新的精髓，建立适合中国本土的创新机制。在全球化浪潮奔涌而来的今天，研究以色列会给我们带来莫大的启示，可促进中以携手，互创共赢。


透视以色列的成功秘诀

本书为我们解读了危机感催生的创新力，成就了世界上最小的超级大国——国土面积小、人口少的以色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公开数据显示，2013年，以色列的GDP达到2727.37亿美元，人均GDP达到37035万美元，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0486美元，以色列已跻身最富裕国家之列。

当我们试图探寻以色列的成功秘诀时，得出这种结论：创新存在于以色列的DNA序列中（见表12-1）。创新进取已被公认为是以色列的民族精神。

表12-1　以色列成功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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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历史，20世纪60年代的“六日战争”后，先进武器被禁止运入以色列国境，“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催生以色列本国先进的军事技术得以高速发展。以色列年轻人在服兵役期间均有机会接触尖端科技研究，这不是每个国家都具备的环境。服兵役结束后，大多数年轻人都会进入大学深造，从而塑造出成熟、有理想、热爱创新的以色列年轻人，成就以色列国防军的技术之盾。

70年代犹太原住民移民潮兴起，大量从事高科技工作的移民从俄罗斯、波兰、法国、德国等地涌入以色列，“寻根问祖”，他们组成了年轻的以色列，使国家人口从建国之初的60万快速增长，今天已达800万，为全世界贡献了20.2%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1]

 。以色列重视移民中的人才，其“移民吸收部”与国防部平级，专门负责人才引进。2009年，以色列又制定了“回到祖国”战略，吸引了2400名欧美国家的犹太顶尖科学家回到以色列。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色列人才战略是推动快速发展、永续创新的法宝。多元文化背景的高技术移民使以色列拥有创新能力及热情，构成了以色列的人力之盾。

与此同时，多元文化、背景的以色列移民传播着世界各地的情报信息，组成了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信息之盾。

进入80年代，以色列政府实施一系列优惠政策扶持新兴高科技初创企业，帮助其中的佼佼者在纳斯达克上市。这种成功激励了更多的以色列创业者加快步伐，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投入市场并大胆地尝试着跨领域的复合型创新。以色列的创业者曾在军营中历练出不惧挫折的坚韧性格，成功地缔造出更多的纳斯达克上市公司，铸就以色列的创业之盾。

进入90年代，以色列政府主导设立YOZMA基金，撬动了以色列民间资本的活跃运营。同期，以色列政府设立的国家科技孵化器计划把企业家与投资者联系起来，使科技与资本有效结合，成功转化为以色列发展的原动力。随着民间资本的逐渐介入，私有化进程的发展，以色列政府从初创基金、风投基金及高科技孵化器中逐步退出，让成熟的风险投资市场成为新型企业孵化之盾。

进入21世纪，以色列的创新更富有引领性。绿色科技、新能源、生命科学、水科学等无不占据世界高地，构成对未来预测之盾。

这六要素组成了以色列星条旗上的“大卫之盾”（见图12-1），使其在短短70年里创下傲人坚挺的经济成绩，谱写了以色列的历史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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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　以色列的“大卫之盾”


[1]
 截至2014年，已颁发802项诺贝尔奖，其中162项奖属于犹太人。


中国的创新高地在哪里

写到这里，笔者不禁思考起中国的创新。在后经济危机时代，全球化经济环境发生剧烈变化，国际化正成为中国企业的创新机遇。李·艾柯卡
[1]

 说过“不创新，就死亡”。中国在这场波涛奔涌的国际化浪潮中也在不断尝试创新，打造自己的“中国梦”。

中关村是中国本土创新的梦工厂，是中国的创新高地。中关村科技园区从20世纪80年代形成发展至今，历经近30年。伴随着中关村模式的形成、发展与完善，其创新创业发展模式在中国已凸显优势，且在世界创新的舞台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据中关村管委会统计，2013年中关村企业数量达到15455家，比2012年增加526家。其中电子信息领域的企业构成中关村主体产业，数量已达到8718家，占企业总量的56.4%。其次，1631家企业从事先进制造业，占总量的10.6%。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与节能企业平分秋色，各占总量的6.8%、6.2%和6.3%（见图12-2）。按企业规模划分，中关村聚集了12856家小微型企业和2599家大中型企业。2013年实现总收入30497.4亿元（其中技术收入4032亿元，占总收入的13.2%。），工业总产值7890.3亿元，出口创汇336.2亿美元，实现净利润1908.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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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　中关村企业数量按技术领域分类图（2013年）

资料来源：《中关村国际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数据手册（2014）》，第7页。

截至2014年6月，入驻中关村的企业中有93家在境外上市。其中，在纳斯达克上市34家，在纽约上市21家，在香港上市30家，在新加坡上市3家，在东京上市2家，在多伦多、法兰克福、伦敦上市各1家。

很多聚集在中关村的企业对中国的产业升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譬如，联想、百度等企业推动了中国互联网的革命，颠覆了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互联网的新产业革命成功地在中国打上了“中国智造”的烙印，创新给中国产业带来了“颠覆性转型”。

中关村像以色列一样，形成了一套自主创新生态系统圈。

毋庸置疑，在中关村的“集群”生态系统里蕴藏着与以色列类似的成功要素。譬如来自政府的政策支持、高等教育机构的存在、不循规蹈矩的创新者、高瞻远瞩的投资家等。当然，中关村的高科技发展还远远落后于以色列的科技发展进程。中关村的创新生态环境相对起步较晚，主要构成要素有五点，即政府的支持、人才的支持、孵化器工程的认定、风险投资者的助力以及中介组织的保障（见表12-2）。

表12-2　中关村创新要素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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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关村科技园区设有中关村管委会，扮演着营造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维护者角色，坚持一个重要管理理念，即“less is more”。中关村管委会在平台搭建、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与制度完善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这体现了中国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特色模式。是政策支持。

高校科研机构是创新创业科技思想之泉。这里聚集了北大、清华、中国科学院等大量科研院校，为中关村培养优秀的毕业生。另外，中国留学生回流潮的到来，也为中关村带来了创新的活力。截至2013年12月，中关村吸引留学归国人员19763人，博士及以上学历人员18000人，硕士183000人。这是中关村的人才要素。

中关村管委会围绕中关村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创新引领工程，已经在园区内认定了28家创新性孵化器。比如创新工场、常青藤创业园、车库咖啡、诺基亚体验创新中心等，形成了中关村孵化器工程。

中关村亦被称为中国创业基地，其浓厚的创业氛围激发了很多优秀人才离开大公司争先恐后地投身创业的潮流中。在张朝阳、李彦宏、雷军等企业家和天使投资人的带动下，多位曾任职谷歌、微软等知名大公司的职业经理人和青年技术人才纷纷借助新型创业服务平台参与创业活动。优酷的古永锵、乐淘的毕胜、兰亭集势的郭去疾、点点的许朝军等人，都先后将中关村视为梦想起飞的实现地，努力奋斗打造着自己的创业梦。他们渴望创新的精神、孜孜不倦的品质完美地传递了当代中国企业家精神，大力营造了创新创业的文化氛围，形成了中关村创业要素。

同时，在中关村汇集了全世界有名的私募股权投资（PE）、风险投资机构，例如：IDG、北极光创投、启迪创投等国内外知名投资机构。据统计，自2001年年底至今，中关村参与设立的创投基金已达33家、基金出资总规模达178亿元、投资科技型企业181家，中关村创业投资引导资金已成为中关村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是中关村的风险投资要素。

另外，社会各类团体、中介机构等第三组织是使“思想”与“资本”对接的桥梁。目前，中关村聚集了大量的创业辅导、担保融资、信用服务、科技支持、法律服务等各类社会团体组织，恰到好处地扮演着其角色，将科研与资本要素串联起来，不断地催化新产品的诞生，是中关村的中介组织要素。

当然，中以之间的创新要素不尽相同。以色列人对事物充满好奇、敢于质疑，创新体现出从下到上逆流而上的特点。与此相反，中国人更显出尊重与服从，创新是从上到下的渗透与推进。与以色列的成功相比，中国的创新尚显薄弱，总体上相去甚远。


[1]
 李·艾柯卡（Lee Iacocca），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前任总裁，后又担任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总裁，奇迹般地使此公司“死而复生”，成为美国经营界的偶像之一。


中以两国十大异同点分析

以色列成功的崛起给中国带来了很多的思考与启示。我们通过分析中以两国的发展现状，总结出中以两国的10大相同点与10大不同点（见表12-3）。

表12-3　中以之间10大相同点和10大不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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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大相同点

第一，两国在宏观政策上都采取人才强国、人才立国战略。以色列在建国之初就注重人才战略，发展观起步较早。以色列是由大量高层次海外犹太移民组成的国家，移民所带来的高尖端技术促进了以色列的迅速发展壮大。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意识到经济发展急需人才的智力支撑，于是在“尊重知识，重视人才”的政策下，大力吸引海外留学人才回国发展、携手建设。据中国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13年中国赴海外留学人数为41.39万人，与此同时，留学归国人数达到35.35万人。中国正呈现与以色列类似的归国潮现象，大量海外高层次人才将成为助力中国发展的中坚力量。

第二，发展本国特色的强国战略。以色列成功步入发达国家行列，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因于政府的干预，而不是放任不管。政府的国家级孵化项目、一系列的基础设施投资等都给以色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以色列路。与以色列一样，中国政府也非常重视和扶持创新创业在中国的发展。以中关村为例，2013年有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28个，在孵企业2860家，累计毕业企业数为2877家
[1]

 。在中国，国家级孵化器项目初见成效。中国正在发展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没有完全复制哪个国家的发展轨迹，而是在寻求探索适合本国发展的强国路。

第三，两国产业规划不谋而合。中国的“十二五”规划战略产业和以色列的核心产业呈高度一致性。中国的“十二五”规划中的战略产业包括：高端装备制造业、节能环保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新一代信息科学技术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这些领域正是以色列在全球领先的核心产业，是中以今后合作的重点领域。

第四，强劲的宏观经济发展环境。中国和以色列都保持着稳步的经济发展势头，国内经济环境发展良好。以色列每年的GDP增长保持在3.3%左右。中国近年GDP增长迅猛，2013年GDP增长率为7.7%，呈大步发展趋势。

第五，中国和以色列一样都是具有创新创业精神的民族。特别是中国近年相继出台了鼓励创新的政策，尊重创造方针，鼓励自主创新，促进科技成果商品化和产业化转换。据不完全统计，每年中国有4070万个个体户注册，5800万个网店开张，且年轻人偏多。可见，创新创业精神在中国和以色列一样存在。

第六，在国际化浪潮中，两国对外投资的迅猛发展。以色列是国际化依存度很高的国家。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步伐正在加快，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突破千亿大关，中国从制造和出口正转向对外投资和技术创新的方向。

第七，高新产业迅速崛起。在信息化浪潮中，两国都爆发出后发优势，踏上了新兴产业发展路径。吸引大量跨国公司的研发机构入驻本土。英特尔、谷歌、诺基亚等大型世界500强企业纷纷在以色列设立研发中心，同样，中国也吸引了如微软、思科等企业把研发中心设立在此。

第八，产业集群现象的出现。以色列、中关村科技园区都是典型的产业集群现象的体现。依托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非常有利于创新创业和新商业模式的开展。当然中国像这样的集群发展还处于发展阶段。

第九，两国都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以色列和中国在新型科技发展、市场挖掘与拓展方面都有潜在的发展能力。

第十，两国都有携手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景。纵观中以之间，自1992年中以建交以来，两国的双边关系得到了长足发展，构建了良好的信赖基础。中国是以色列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全球第三大贸易伙伴。

10大不同点

第一，中国是国土大国、人口大国，而以色列是国土小国、人才大国。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处在“人口红利”阶段。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逐步明确技术进步才是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而推动技术发展的正是人才。中国近年开始重视人才竞争，逐步摆脱“人口红利”推动“人才红利”的发展。相对而言，以色列虽然是弹丸之地，早期高技术人才的移民成就了以色列的人才大国地位，推动了以色列高科技的迅猛发展。

第二，中国周边政治环境相对平稳，而以色列是世界地缘政治的重灾区。中国的周边政治环境虽然比较复杂，但是可控，相对比较为稳定，且国内自然资源也明显比以色列丰富。而中东地区的地缘环境则是跌宕起伏，完全处于失控状态。以色列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培养了强烈的危机感和非凡的创造力。

第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尊师重教极为推崇，意识形态中“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观念也根深蒂固。但是在以色列的文化中质疑无处不在，大学教授经常会受到来自学生的质疑。且在以色列鼓励冒险，对失败宽容的气氛使很多的以色列年轻人在35岁之前就游历了至少12个国家。这与中国传统的教学理念形成了鲜明对比。

第四，中国长期忽视移民工作，人才流失严重。中国至今绿卡门槛较高，没有凭借资本和技能移民中国的经济移民制度，高层次人才流动受限。而在以色列，从建国初期就重视移民工作，移民为以色列带来了巨大财富。同样在教育人才方面，中国大学中的教授多为本土人才，而以色列大学中，100%的教授都是海归人才，师资力量处于世界领先。

第五，在研发领域的投入与贡献不同。中国GDP的2.05%投资研发，虽然近年有所增长，但是高科技亟待发展，高科技的贡献率相对较低。在以色列，GDP的4.7%用于投资研发，高科技发展迅猛，且科技对GDP的贡献率高达90%以上。

第六，两国市场不同。中国是全球最大及增长最快的市场，内需拉动强劲；而以色列的国内市场较小，外需依存度高。据《2014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财富为1万至10万美元的属中产阶级，中国的中产阶级约为3亿人，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6亿人。经济发展及中产阶级人口的剧增，将带动中国经济、企业、金融、市场等一系列的变革。潜在的消费市场也悄然兴起。而与此不同，以色列的国内市场相对较小，不得不开拓并依托海外市场。

第七，产业化能力不同。中国是最大的“世界工厂”。而以色列国内的产业化能力相对较低，主要是研发能力强国。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产业的升级与转型，中国“制造”亟待向中国“智造”迈进。以色列具备高水平的研发能力，然而产业化能力相对较低，这和中国恰好形成完美互补。

第八，中国的海外上市公司与以色列相比还相距甚远。以色列企业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数目超过了欧洲所有公司的总和。而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相对落后，且从数量上来看主要上市集中在香港。

第九，风险投资市场环境不同。中国的风险投资市场刚刚起步，而以色列的风险投资市场已经进入稳步发展阶段，市场相对成熟。这样的风险投资环境吸引很多中国企业投资以色列的高新技术，嫁接以色列技术推动中国科技发展。同理，吸引以色列的风险投资者投资中国科技，为中国技术提升插上理想翅膀的同时，有助于推动中国风险投资环境的成长与发展。

第十，中国尚处在发展中阶段，法律制度、公司管理制度尚需要不断地发展与完善。与此相比，以色列在2010年晋升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在公司管理、法律制度、国际经济合作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具备经验。

综上所述，中国与以色列之间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两国之间的不同点又相得益彰形成了互补的特点。这促进了中国和以色列在未来中携手发展的必然趋势。


[1]
 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2013年中国火炬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


中以共赢启示录

可以说中以之间的互补特点，诠释了中以两国未来携手发展的必然性，也为中以战略性发展方向提供了启示与参考。在此，笔者提出五点合作方向。

启示一：中国市场×以色列高端技术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市场大国，以色列是一个拥有高尖端技术的世界强国，两国通过携手、资源共享，可以实现以色列的高端技术在中国落地推广。即可帮助以色列技术市场化转换，也可提升中国的技术水平，走出中以共赢的发展局势。

近年，以色列的高端技术与中国市场的互补性，也促进了中国企业在以色列寻求智力资本的浪潮。不少中国企业赴以色列通过交流、合作、并购的方式，取得高端技术，为中国企业注入创新的新鲜血液，提高中国企业自身的科研水平。例如，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收购以色列阿尔玛激光有限公司（Alma Lasers Ltd.）95.6%的股权，借助阿尔玛公司的行业优势以及先进技术，实现从产品代理到研发制造的转型；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收购以色列Tnuva食品公司56%的股权，意在产品创新、技术研发以及牧业科学领域提升自身的研发创新水平等，都是中以寻求共赢的典型案例。

启示二：中国产业化能力×以色列高端技术

国际化发展趋势下，中国发展成为了最大的世界工厂，产业化能力不断提升。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过去的代工生产、加工制造等发展模型已经不能支撑现有的发展速度，科技发展带动产业转型与升级的需求迫在眉睫。以色列可以通过尖端技术资源，推动中国强大的工业转型升级，帮助中国产业化能力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以色列技术可以在中国转化为产品，并推广到国际市场。中国的产业化能力与以色列的高端技术形成了强有力的互补特点，两者的有效结合可相得益彰，互创价值。

启示三：中国技术×以色列资本

中关村是中国高端创新技术的制高点和风向标。但是，即使是中关村，在技术的创新力和影响力方面与以色列技术也不可同日而语。探求以色列技术飞速发展的背后，我们发现大量的风险投资、天使基金等成熟的市场化运营，是其以色列技术短期周转、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而与之相比，中国的风投者则是更显出谨慎小心的态度。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中国技术与以色列资本对接的合作平台，让以色列资本在中国找到合适的投资对象，为中国技术注入资金活力，得以快速开展研发创新，实现中以携手海外上市，共同打造中以共赢的合作理念。

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关村应该更积极地发挥桥梁作用，建立“中以合作交流发展中心”，为以色列资本顺利进入中关村打开通道。

启示四：中国人才建设×以色列人才战略

如果说人才是中国的“第一资源”、“强国之路”，那么人才就是以色列真正手持“大卫之盾”的主宰，是以色列的立国之本。积极拓展中以之间的人才交流，建立政府间、学校间、企业间等不同层次的人才流动站，有利于以色列了解中国市场、中国产业能力；中国学习以色列的新能源、环保、农业科技、水科学等领先技术，形成以色列技术、资本与中国市场、中国产业化、技术对接的良性循环。

同时，以色列大量吸引高端技术移民回国的政策也给中国上了一堂课。以色列的移民政策几乎是毫无限制。以色列的《国籍法》对申请加入以色列国籍的要求十分宽松，允许移民他国并回到以色列的人才拥有双重国籍，以吸引不愿意或不方便放弃以前国籍的人。同时，即使是持有双重国籍者，只要在适用以色列法律时，以色列就认定其为以色列公民，给予公民待遇。因为以色列宽容的移民政策，使大量拥有高端技术的犹太人回国寻根。

同样，中国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也像以色列一样需要高层次人才的支撑、智力资本的引领。截至2014年，中国在海外的华人华侨人数有5000多万，其中专业人士有400万
[1]

 。中国在2004年虽然出台了绿卡制度，但既不是建立在移民申请与许可的基础上，也没有建立一个真正完善、系统的人才移民法律体系。对散居在海外的高技术华人人才缺乏吸引力。中国人才建设发展战略，应充分借鉴以色列人才战略，构建“政府主动招纳”、“人才主动申请”的移民体系。中国需要“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不唯地域引进人才，不求所有开发人才，不拘一格用好人才”
[2]

 。

启示五：在中国建立犹太人创业园区

中国与犹太人有着历史渊源。本文中不仅仅局限于吸引在以色列的犹太人、犹太企业来中国投资、创新创业，更放眼世界扩展到吸引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来中国创新创业。笔者建议在中国设立犹太人创业园区，为天下所有犹太人打造在中国的创新创业平台，吸引招纳有志之士来中国、携手中国、融入中国，实现他们的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创造与更多中国企业合作的机会，在中国实现资本与技术的对接、人才与企业的对接、企业与企业的对接等，为双方共同发展、一起合作谱写未来的崭新篇章。

可以说，中国和以色列虽在地理上相隔万里，但是心理距离并不遥远。中以之间的宏观政策、发展战略、经济环境、坚韧的民族精神等表现了惊人的相似之处，同时有迥然不同的相异点。而这样的异同又浑然一体形成了天然的互补特性，推动促进了中以合作的长远发展。中以两国合作已经渗透到政府、民间的各个领域。且中以之间资源的互补特性，指引两国在未来的战略发展中寻求更深层次、全方面的合作。以色列人用智慧的钥匙，打开了创新创业的大门。值得中国在未来发展的历程中不断学习与借鉴。中以之间不是竞争关系，而是携手合作关系。认识理解中以两国的互补特点，积极开展两国在贸易、农业、技术、新能源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才能真正实现两国的共赢理念。

愿中以之间友谊长存！


[1]
 王辉耀，苗绿.海外华人华侨专业人士报告2014，[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
 2014年5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亚信上海峰会后的外国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结语

Made in Israel的创新十诫

如果需要在石板上镌刻下以色列的创新“十诫”，我们会写上：

第一条：你要有创业精神

以色列的地缘政治状况、战略冲突及其历史为企业孕育了开放的精神和创新意愿，比所有的威胁都更为强大。志向要是：改变世界，让世界更好。以色列国家小，无法自给自足，因而创业者们从产品设计阶段开始就站在国际市场的角度上考虑。

第二条：你要能担负责任

以色列的“Rosh Gadol”（字面意思为“大脑袋”）精神是经济成功的强大杠杆。无论问题有多么严重，总有解决办法。军队（包括女性在内的人都强制服兵役）宣扬创新和创业精神，国民在战场上收获了经验。他们学习如何领导和管理其他人，做出榜样，随机应变，将精力集中在分配给他们的任务和团队合作上，同时表现出尤为发达的团结合作和相互支持的精神。

第三条：你要会编织自己的人际网络

与国际技术盟友形成网络，尤其是跟美国和欧洲，有利于想法的传播和相互竞争。在广阔的“地球村”里，年轻的企业之间积极影响，而且与最强大的跨国公司通力合作。


协同效应。
 协同效应的概念是盾牌的核心，在技术集群形成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见第2章），那里聚集着大量的小型公司，围绕着一家或少量领导型企业，就如同蜂群在蜂箱附近嗡嗡作响一般，同时还有高校、孵化器和投资基金存在，让大家共同受益。

第四条：你要团结同伴


缘分。
 缘分这一概念的传统意义来自偶然：偶然的发现，在我们寻找一样东西时发现了另外的东西。这种现象在以色列社会的行为方式中十分重要。以色列国家小，人与人之间的邻近和人际网络的文化鼓励着偶然的相遇和意外的联系，并形成了交流的动力和畅通的关系。空间就是为惊喜和随机准备的，而且经常承载着突然降临的机遇和出人意料的发现。

公司管理的标志性文化就是通过信任、沟通和接近形成横向的非正式的平等关系。想法可以毫无禁忌地传播，脱离了烦琐的礼仪，让大家受益。在这种精神状态下的军队里，长官在一场战斗中可以被一名普通士兵取代。

第五条：你要创新

在国际市场上迅速采取防守型商业措施，需要对技术变迁的适应力和面对各种竞争与机遇时的迅速反应力。在以色列，人们对于具有变革性意义的创新举措予以了格外地关注，所谓失败的文化在这里不存在：所有的想法，不管事先看来有多么荒诞，或者组装设计有多么不和谐，因为有了迅速反应和实验的精神，都能得到支持。


决裂。
 与既定的框架决裂。与马克斯·韦伯所描述的铁笼决裂，它是不断增强的理性和规章制度堆积的产物。以色列社会很年轻且颇具创造力，这种典型的行为特征源于工作过程中出现的大量具有革命意义的创新成果（见第10章的案例“创新的奥秘：U盘”）。在Clayton Christensen看来，具有革命意义的发明需要三个杠杆：①根本性的技术创新；②新的商业模式；③新的价值网络。这三种元素的结合才能使得我们与现有的框架部分或者全部脱离。这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

以色列作为“科技园之国”，不断创立技术孵化器，创造了高附加值的工作岗位，促进了研发方面的投资和科技人才的潜力开发，企业领域和高校之间没有脱节。

第六条：你要重新站起来


韧性。
 韧性可以将“少”转换为“多”。在心理学上，这种心理弹性的现象是个体在遭遇创伤事件后自行恢复度过不幸时期的能力。就像我们之前说过的，韧性是以色列集体意识的特征。它源于建国之时，来自人民的创业和创新精神，在孤立的境况下，自然资源匮乏，以色列人深知如何将制约条件转化为机遇。据Yossi Vardi说：“以色列创业者的长项，在于每次失败之后都能很快地恢复，并为下一次战斗做准备。”

第七条：你要迎接下一位移民

以色列是活力与创造力的聚集地。为移民和企业新人尽可能提供最好的融入条件，安排与他们的技能最契合的工作，并帮助他们在未来强化这些技能，这一切都能更好地发掘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才的潜力。Gvahim组织在Yair Shamir的领导下，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移民的融入。

第八条：你要将技术转移

外来技术或者因为国防需要而开发的技术，它们在以色列的传播、改善和适应在不断进行着，而且重点放在与国家安全和进步相关的关键行业：信息、核能、航空、自动化、生物技术、医疗，而且商业方面的应用也集中在尖端行业。


横向性。
 就像在数学里一样，横向性的概念在这里的含义是存在于原本相异的子集之间的多个交集：军用与民用、政府与私营、内部与外部。因而为了促进知识、技能和技术的转移，需要打破这些空间之间的隔阂。举例说明，有Rafael公司创立的RDC公司，旨在将军用技术转向民用领域，或者技术转移办公室TTO，比如之前提到过的Yeda和Yissum，它们使得高校向工业领域的技术转移更为便利。同样，以色列的出口或者大型国际集团收购以色列集团方面尤其活跃，这都说明了“Made in Israel”的发明创造的可转移性，以及以色列经济模式的可借鉴意义。

第九条：你要将经济私有化

具有标志性的国营公司的私有化和对自由公司的鼓励，并同时控制通货膨胀和公共债务，使得以色列在自由主义和国家干涉主义经济之间形成了微妙的平衡。尽管政府投资高科技行业，却很少干涉挑选企业方面的决策。

第十条：你要化干戈为犁铧，化长矛为镰刀

以色列的过往经历充斥着几乎从未间断的战争和悲惨的结局，然而，大部分军事目的的技术还是在民用领域得到了应用。


附录A

在本书的结尾，我们觉得介绍一些凝聚了无限创造力的发明以及部分以色列科学、社会或创业机构是很有意义的。它们中的一部分确实为世界带来了变革，例如滴灌技术和U盘。其他更为平凡的，改变了我们的盘中餐：美味的樱桃番茄。

我们选取了近期在耶路撒冷布卢姆菲尔德科学博物馆向公众展出的部分创新成果，为了更为清晰明了，我们将它们按照行业进行了划分。

农业工程

1.Evogene：Evogene是植物性状改良公司之一，帮助植物提高产量和抵抗干旱的能力，通过使用植物基因组学使得主要农作物更为多样化。公司在特拉维夫证券交易所（TASE）和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上市（www.evogene.com
 ）。

2.海泽拉：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农学院的两位教授发起的项目，培育了樱桃番茄——成熟缓慢而且在出口过程中不易腐烂的美味食物（www.hazera.co.il
 ）。

3.HydroSpin：开发的内部管道系统可以为水的监测提供电力，并在偏远地区和无电力供应的位置提供控制系统（www.hydrospin.net
 ）。

4.Kaiima：使得非转基因农作物产量大幅提高的公司。公司被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杂志评为前五十名创新技术之一（www.kaiima.com
 ）。

5.耐特菲姆：智能灌溉和滴灌领域的全球领军者。最初的想法来自以色列工程师Simcha Blass，他设计了一款能控制水的流动从而达到灌溉农作物目的的系统。公司的总部设在基布兹社区，为113个国家提供服务，并在全球设有13个工厂（www.netafim.com
 ）。

6.Rosetta Green：成立于2010年，是Rosetta Genomics公司的农业生物技术部门衍生出的公司，利用叫作微RNA的独特基因，为农业和生物燃料的企业研发改良过的植物品种。公司在特拉维夫股票交易所上市（www.rosettareeen.com
 ）。

水

1.Acquise：为工业和市政污水处理提供新型处理方案，在研发和执行方面都是全球佼佼者（www.aqwise.com
 ）。

2.以色列海水淡化技术公司：水技术方面的先驱和全球领军者。公司专注于尖端技术的开发、设计、制造和海水淡化（www.ide-tech.com
 ）。

3.Like-A-Fish Technologies：全世界唯一能从水中提取空气的装置，进而能在不使用传统潜水工具的前提下在水中呼吸（www.likeafish.biz
 ）。

4.Miya：为城市供水系统提供节水方案的全球供应商（www.miya.com
 ）。

5.Tahal：专注于多学科领域，比如水、污水采集系统、水力资源、海水淡化、固体垃圾处理或灌溉（www.tahal.com
 ）。

医药

1.梯瓦：全球最大的非专利药品制造商。公司同样在其实验室开发新的分子，且拥有对抗多发性硬化症的主要药物Copaxone和对抗帕金森的Azilect药物的专利。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http://www.tevapharm.com
 ）。

2.Immune Pharmaceuticals：开发了新的抗体治疗，以改善炎症和癌症病人的状况。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www.immunepharmaceuticals.com
 ）。

3.Given Imaging：为需要接受肠胃问题检查的病人提供更为舒适的方案，研发和销售都领先全球。最著名的发明就是胶囊内窥镜，即安置了微型摄像头的胶囊可在病人体内实现无疼痛检查。这一系统如今以它的高效享誉全球。公司在纳斯达克和特拉维夫证券交易所上市，目前是美敦力公司的一部分（www.givenimaging.com
 ）。

4.Itamar Medical抯WatchPAT：可移动诊断装置，可以实现在家中而不是在医院里，对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症的病人进行诊治。这项技术是基于创始人们发现的一种生理学信号之上。公司在特拉维夫证券交易所上市（www.itamar-medical.com
 ）。

5.Mazor Robotics扴pineAssist和其他手术机器人：通过提供更精准的程序和比一般程序发散更少的辐射，在脊椎手术领域带来了变革。公司在纳斯达克和特拉维夫证券交易所上市（www.mazorrobotics.com
 ）。

6.巴伊兰大学Ze抏v Zalevsky教授研发的光学心率计：使用快相机和小束激光的革命性医疗技术（www.nano.biu,ac.il
 ）。

7.活性分子3D观测系统：由巴伊兰大学的三位教授发明。此系统能观测蛋白质分子的三围结构及其与人体反应的过程（www.nano.biu,ac,il
 ）。

8.Omrix Biopharmaceuticals Inc.：生物制药公司，研发并销售生物手术和基于已净化蛋白质的被动免疫疗法的产品。2008年被强生收购（www.omrix.com
 ）。

9.InSightec：研发了不用切割就可治疗肿瘤的系统。这一系统基于核磁共振和超声波技术，可以在不破坏周边组织的情况下去除肿瘤（www.insightec.com
 ）。

10.ReWalk：首个受到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局认证的外骨骼，是由Amit Goffer医生发明的，他自己也身患瘫痪。他的发明尤其是使得Claire Lomas——一位英国瘫痪病人在17天内完成了伦敦马拉松（www.rewalk.com
 ）。

11.Gamida Cell：再生医学领域干细胞培育的全球领军者。它最先进的产品是Stemex，能治疗在传统移植中没有可兼容捐赠者的白血病和淋巴瘤患者（http://www.gamida-cell.com/
 ）。

12.Nano Retina （纳米视网膜）：发明了可嵌入眼部组织的人工视网膜。这项具有革命意义的技术能使得几百万失明者重见光明（www.nano-retina.com
 ）。

13.AposTherapy：专为病人提供矫正治疗（www.apostherapy.com
 ）。

可再生能源

1.Arava Power Company：公司成立于Arava村的Ketura基布兹社区，旨在通过太阳能满足以色列人10%的能源需要（www.aravapower.com
 ）。

2.BrightSource Energy：研发和销售太阳热能系统，为行政部门和工业企业提供可靠和清洁能源（www.brightsourceenery.com
 ）。

3.CellEra：CellEra由Shimshon Gottesfeld博士创建于2007年，旨在降低燃料电池的成本（www.cellera.biz
 ）。

4.Elya Recycling：发明了基于自然原料的塑料回收的新手段并获得专利，能生产出在手提塑料袋制造过程中所需要的原材料，并比现行的回收手段节省50%的能源（elyarecycling,com）。

5.HelioFocus：研发出用空气作为载热流体的独特方案，以提供太阳能（www.heliofocus.com
 ）。

6.Levianthan Energy：公司创造了“郁金香型风力涡轮机”，能以低成本产生清洁能源，噪音小，无震动又美观，无论风向如何改变都可适应，且能安装在任何一种屋顶上（www.leviathanenergy.com
 ）。

7.Ormat公司：在全球设计、研发、建造、掌控、制造与开发地热电站。为20多个国家提供清洁能源（www.ormat.com
 ）。

8.Panoramic Power：为公司监控并降低日常和能源开销提供解决方案（www.panpwr.com
 ）。

9.Pythagoras Solar：世界首家发明太阳能窗系统的公司，集能源效率、生产和清洁为一体。这种光伏高透明玻璃在建造传统楼房时很容易安装（www.pythagoras-solar.com
 ）。

10.3GSolar：以硅为基础的低成本可替代设施，比光伏太阳能板能产生更多电能，且每千瓦特成本更低（www.3gsolar.com
 ）。

11.SolarEdge：发明了能优化光伏太阳能链上每个环节的组件，可将能源产出最大化，并同时进行监控，以识别弊端并防止被盗（www.solaredge.com
 ）。

12.Solaris Synergy：发明了浮动太阳能板，既环保又经济，还能为农业节省珍贵的土地使用。此外，从储水池里蒸发的水分是可受控制的（solaris-synergy.com）。

13.Solel Solar Systems：设计并生产太阳热能装置，位于贝特谢梅什。2009年被西门子收购（www.solel.com
 ）。

14.TourEngine：源于热的战略管理的公司，可帮助大幅降低燃料的使用和气体的排放（www.tourengine，com
 ）。

15.TransAlgae：成立于2008年的生物科技公司，主要研究中心位于雷霍沃特的魏茨曼园区，为世界水产市场提供不同种类的藻类产品（www.tranalgae.com
 ）。

16.TransBiodiesel：以酶催化（生物催化剂）为基础的生物产油，其生产过程可替换目前使用的化学催化剂（www.transbiodiesel.com
 ）。

17.Zenith Solar：发明了高聚集和可伸展的太阳能光伏面板。这项技术是基于一种独特的设计和光学特质专利，以利用最小的空间产出最大的能量（www.zenithsolar,com
 ）。

18.Store dot：开发了可在一分钟之内充完电的电池。这一技术以单晶体为基础，这一理念从长远来看对于纳米医学和制药业具有革命性意义（www.store-dot.com
 ）。

数字技术

1.惠普收购的Indigo Digital Printing Press：针对商业活动的打印技术，信件、照片、出版物、标签、软包装和可折叠盒子。它的打印能力可以产出个性化的效果、修改文字，并在不停止机器的情况下插入图像。

2.NDSVideoGuard Technology：可为电视观众提供某些付费节目的先进技术系统，以便在增加吸引力的同时保护电视作品。2012年被思科收购（nds.com）。

3.柯达收购的OREX：专为医生和牙医设计，生产和销售可携带的数字造影系统的公司。因为推出了激光扫描仪，传统的X射线成像及其化学反应过程已无用武之地了（www.orex-cr.com
 ）。

4.PrimeSense：变革了对数字设备操控方式，能使人“看”到3D图像，并将遥控器和手柄操作变革为手和人体传感操纵（www.primesense.com
 ）。

5.Scitex Corporation Ltd：彩色和数码打印软件的全球领军者，2005年被惠普收购（www.hp.com
 ）。

6.Turbulence：首个交互式电影，同时也是特拉维夫大学Nitzan Ben-Shaul教授创立的公司的名字。这一技术能使得观众可以通过在不同时间按PC，Mac或者iPad的不同按钮来选择电影的之后的情节。

7.Scio：能帮助我们研究生活中的物品并获得相关信息，比如糖的含量或者植物的含水量。这项技术是基于视觉分析的也就是可以不用接触（http://www.consumerphysics.com
 ）。

8.ZutaLabs：发明了口袋打印机，可以独自在一张纸上喷墨打印（www.zutalabs.com
 ）。

化妆美容

1.Epilady：首台电动褪毛仪。自1986年问世以来，就在全球美容市场上确立了其领导地位，销售量约为3000万台（www.epilady.co.il
 ）。

2.Syneron Medical：激光褪毛技术，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international.syneron.com）。

安全

1.BriefCam：通过摘取视频中的主要动作使得人们能在几分钟之内看完几小时监控录像的视频摘要装置。对于需要看上百小时的视频来找出潜在罪犯的调查人员来说，节省了大量时间（briefcam.com）。

2.埃尔比特系统：航空航天、海军或步兵。埃尔比特系统专注于通信、信息、监控或识别系统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elbitsystems.com）。

3.GridON：旨在减小电网常见缺陷的影响并推广输电过程中灵活性的系统（http://www.gridon.com
 ）。

4.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IAI）：1948年秘密成立，目前是服务于军事和民用领域的航空工程公司。公司负责研制了使得以色列在1988年成为第九大航天强国的“地平线”卫星，最近更是出产了武装“铁穹”系统的雷达。公司是国家控股并在特拉维夫证券交易市场上市（www.iai.co.il
 ）。

5.Mobileye：通过将微型数字摄像头和复杂算法结合，帮司机更安全地驾驶。导航系统与报警装置相连，当司机由于疏忽即将变道时，系统会提醒有可能会相撞，并识别人行道。Mobileye目前与通用、宝马和沃尔沃汽车公司合作。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mobileye.com）。

6.耐斯系统：为企业提供优化效率和降低金融与安全风险的解决方案。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最引人注目的发明就是“铁穹”反导弹系统，在过去的军事冲突中证明了它的效率（www.nice.com
 ）。

7.Rafael Advanced Defense Systems：以Rafael的名字著称世界，是研发武器和军事技术的以色列官方机构。Rafael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种类多样的高科技防卫系统，用于海陆空军以及航天领域（www.rafael.co.il
 ）。

8.Rav Bariach：发明了钢制安全门，已经在以色列成为标准产品。它的产品拥有几何形状的门锁，锁芯在门框的不同部位伸展，目前在全球五大洲都有销售（www.tacount.com
 ）。

9.可控制电流缺陷的超导电梯：设计用于防止短路的系统，由Ricor真空与低温公司跟巴伊兰大学超导电研究院合作研发（www.ricor.com
 ）。

10.TACount：实时监控并在几分钟内计数有害微生物的微生物学系统。传统的细胞培植方式需要花几小时甚至几天的时间。这项技术应用于饮品、废水、药品以及食品生产的控制（www.tacount.com
 ）。

11.TaKaDu：为水供应提供监控软件，产品可提供管道网络上不同事件的识别和控制，例如泄露、爆炸、进入禁止区域和效率低下的情况（takadu.wordpress.com）。

12.Tracense Systems：运用纳米传感器制造出了灵敏度无与伦比的炸弹探测器，用于军事和民用领域（www.tracense.com
 ）。

计算机科学

1.Check Point：信息系统安全解决方案的全球供应商。Check Point是FireWall-1防火墙和专利技术“stateful inspection”
[1]

 的先驱。目前公司研发、销售和支持覆盖IT安全所有方面的不同软件（www.checkpoint.com
 ）。

2.Harmon.ie mainsoft：从1993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将协同合作工具软件的内容同步的平台（harmon.ie）。

3.英特尔以色列：英特尔公司在以色列的分公司，通过8088处理器（第一代PC的“大脑”）、MMX和迅驰移动技术改变了世界的面貌。20世纪90年代，英特尔的以色列工程师还是说服了持怀疑态度的老板，信任了MMX技术的高效，这是一项旨在改善信息处理的创新。如今这被视作公司历史上的一个核心点（www.intel.com
 ）。

4.OTI：世界首家发明基于NFC近场通信技术的contactless smart card
[2]

 微处理器的公司。1995年接受来自Astra基金的初创资本支持，最后在纳斯达克的Newer Market上市（www.otiglobal.com
 ）。

5.M-systems-flash，U盘：无处不在的可携带小型存储设备，由SanDisk（也是以色列人成立的公司）生产，Dov Moran发明，作为硬盘和磁盘技术的改良版，运用了闪存和与个人电脑相连的USB接口（www.sandisk.com
 ）。

6.Tufin：专注于新一代管理、防火墙、路由器和其他网络安全装置的公司（www.tufin.com
 ）。

7.Wix：快速创建网站的平台。网页设计是免费的且不需要任何编程的知识。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

8.BillGuard：个人理财管理软件，扫描使用者的银行卡信息，以便在有任何隐藏费用或其他收费错误时发出提醒（www.billguard.com
 ）。

信息科学

1.Amdocs：为结算、客户关系关系（CRM）和运营支撑系统（OSS）提供软件与服务。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www.amdocs.com
 ）。

2.康维斯（Comverse）：于1986年创立于以色列，总部位于美国。它专注于通信与间谍软件的研发与生产（www.comverse.com
 ）。

3.Decell Technologies：实时路况信息传送的全球领军者，基于对手机和GPS的定位跟踪。这项技术现今已经嵌入了主要导航系统、车队管理和地图绘制行动，以及世界部分国家的信息链内（www.decell.com
 ）。

4.位智Waze：基于用户提供的信息的导航软件。这一程序可以实时精确跟踪堵车和工程状况，以及其他突发事件。公司于2013年被谷歌收购并被运用于谷歌地图（www.waze.com
 ）。

5.Moovit：基于用户提供的信息的公共交通导航软件。这一软件可以在行路过程中实时提醒用户晚点或者其他变动，并做出相应的路线调整（www.moovit.co.il
 ）。

6.空间图像情报（IMINT），由埃尔比特系统开发并命名为“太空摄像机”，即为政府、贸易网站和科学家设计的微型轻便的电子光学观测系统（www.elbitsystems.com
 ）。


[1]
 即状态检测。——译者注


[2]
 即非接触式智能卡。——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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